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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洪银兴　韩绿艺

摘　要：提振消费需要全面发展消费经济。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消费经济需要与数字经济深度融
合。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借助“数智技术”和“平台经济”新特点，在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同

时顺应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趋势。在“人工智能 ＋”行动背景下，推动消费场景、消费产品和消费业
态智能化。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对消费需求的拉动力，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提升数智技术并促进数

字经济与消费需求的深度融合，二是规范数字平台秩序，三是克服数字鸿沟，以此拓宽消费需求新

空间。

关键词：消费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融合
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６８２（２０２６）０１－０００１－０７

扩大内需是当前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动力，其中消费需求是起牵引作用的动力。党的二十

届四中全会就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提出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新场景，并且要求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本文由此提出消费经济的

概念。消费经济是围绕消费需求而形成的消费能力、消费预期、消费场景、消费平台、消费业态等经

济活动的总和（洪银兴，２０１３；洪银兴和韩绿艺，２０２３）。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扩大消费需求除了增加
居民收入外，需要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开拓消费新空间，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培育新消费业态。这就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环

节的应用，重塑人们的消费行为，发展新消费，形成新的消费模式并开发新消费领域。

一、数字经济创新消费模式

数字经济时代，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数据驱动为核心、网络协同为纽带的平台经济迅速崛起，购

物和支付数字化、平台化已经成为居民生活日常，为扩大消费需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据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发布的《数字消费发展报告（２０２５）》可知，２０２５年上半年，基
于商品、服务和内容的数字消费规模达９．３７万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４６．５％。其中，实物商
品数字消费额占数字消费总额的６６．３％，数字服务（如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和数字内容（如数字
音乐、网络视频等）消费额分别占２９．２％和４．５％。截至２０２５年６月，数字消费用户规模突破９．５８
亿人。其中农村数字消费用户２．４９亿人，占比达２６．０％，而且，数字消费的规模和占比还在迅猛
增长。

借助数字平台扩大消费需求，就是要在数字技术及其平台创新点中寻找潜在消费新增长点，释

放消费潜能。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传统消费模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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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驱动下将传统的实体线下市场转变为线上平台。这一转变不仅催生商业模式更新，更是

创新了消费模式，重构了消费的生态，拓宽了消费的时空边界，从而以新消费引领新供给。

移动互联网平台代替市场后，市场不再只是个场所，而是随时随地可以进入的平台。利用互联

网平台的电子商务，甚至可以跨境交易。消费者在实体店获得商品的展示和消费体验，在互联网上

购买。网上直播替代传统的广告方式，平台代替实体市场后，通过网络寻找市场并完成交易，明显

降低了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凭借节省的费用降低商品和服务价格，以高性价比吸引消费者。互

联网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也使消费者是“皇帝”得到现实体现。

目前我国进入市场的互联网平台主要涉及：社交类的微信、小红书、抖音等平台，电商类的淘

宝、京东、拼多多等平台，移动支付类的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平台，物流类的顺丰、京东快递等各

家运营商以及菜鸟驿站末端服务平台等。消费性服务业，只要加上移动互联网，就产生新的消费和

市场业态（洪银兴，２０２０）。具体地说，互联网 ＋零售即产生网购；互联网 ＋金融即产生互联网金融
服务；互联网＋出租车即产生网约车；互联网＋物流即产生快递。各类传统服务业遇到各类平台经
济的冲击，也要加入互联网平台才能生存，如零售实体店面对网购的冲击、金融业面对互联网金融

的冲击等都要加上互联网。这样，移动互联网平台为发展消费经济提供开放的、超广泛的、无限的

空间。可以说，谁离开相应的数字平台，谁就没有市场、没有消费对象。消费者进入数字平台后，消

费欲望也会大大增强，从而产生消费的自拉动功能。反过来，消费者离开数字平台，也就难以实现

消费。

平台经济的发展不仅打破了消费地域的限制，还重塑了市场与商家经营模式。过去是哪里有

市场，消费者就到哪里消费，大多数市场交易集中在同一块专属区域。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市场载体

是互联网平台。消费者利用手机、电脑、平板等一系列移动终端进入平台消费。消费者和卖家通过

互联网平台达成买卖协议，数字化平台发展让消费变得更便捷。随着平台配套基础设施服务的完

善，数字经济时代的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流向发生变化。传统消费模式是消费者集中向商品市场

尤其是商业中心流动；市场平台化转型之后，消费者与卖者之间的区域隔阂及传统的商业中心因去

中心化而被网络弱化。平台购物＋快递配送、平台生活服务交易＋到家服务等流通模式，改变了消
费需求旺盛取决于是否靠近市场的中心化传统观念。即使是最偏僻的乡村，也能“一键”进入市场

流通和消费。

平台经济的发展，不仅通过数字交易技术提高交易效率，更是利用数字平台聚拢各个市场主

体，形成买方、卖方、广告商以及物流商等市场主体集合的多边市场商业模式。数字化平台的多边

市场商业模式结合信息数据化传递、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商品流通生态系统的协同设

计与优化。这种流通协同模式提高了流通效率，拓宽了市场边界。各参与主体共享平台流量资源，

通过优势互补实现流通环节的优化整合。在平台经济发展进程中，用户规模越大，平台所承载的交

互可能性和资源流动效率越高，实现规模经济递增，进而降低交易成本，有条件降低消费品和服务

的价格。于流通环节而言，流量规模与商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借助平台的力量整合多方资源，能

够有效提升商品流、信息流以及物流的运转效率与规模，从而推动整个流通体系的发展并释放商业

价值潜力。此外，各平台之间也可突破“数据孤岛”限制，借助统一数据平台实现跨平台协作，推动

大数据资源共享并高效整合，提高数据要素的使用效率，构建更加开放、互联的数字生态系统，在更

大范围吸引消费者消费。

数据驱动叠加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智化平台为生产者精准选择消费者和扩大消费群体提供手

段。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偏好（包括消费升级的欲望）。生产者利用平台的消费者偏好数据

精准选择消费者。数据本质上是数字化的信息，进入平台的各市场主体信息都被标准化为数字语

言。数字平台结合数智技术实现更高水平的资源配置。消费者进入平台就代表进入了数据连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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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这种连接可以是消费者主动触发，也可以是被动形成，这取决于平台的设计机制与消费者行为

的交互方式。消费者通过传输关键词与点击量进入平台。生产者借助平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这

些数字信息进行深度分析，精准获取消费者需求与偏好，形成数智技术驱动的服务模式，为生产和

服务部门提供准确的市场消费信息，在创造消费者的同时创造有效供给。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算法

在数字平台的应用更加注重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为其提供更为周全的服务体验和个性化选择。

特别是随着各类衍生数字平台的发展以及数智技术的融入，各类互联网平台的交叉发展推动消费

行为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社交化活动。即消费由信息时代的电子商务，逐步发展成数字经济时代的

短视频＋购物、直播 ＋购物、社交平台 ＋购物等多样化形式，例如抖音、快手、小红书、微信等社交
Ａｐｐ应用的购物功能拓展。这种“社交 ＋购物”消费模式借助数字信息传播速度快且范围广的特
点，让传统“口口相传”的商品推送方式具象化并借助网络平台实现零成本大范围渗透，形成消费者

的“规模效应”，进而实现消费需求的规模性转化。

得益于消费经济和数智技术的深度融合，共享型消费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中一种大众消费流行

趋势。共享物品、共享服务、共享空间及相应租赁平台的发展通过资源共享与协同消费，提升了资

源利用效率。共享型消费实质上是将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商家出售的是一定时期

内商品和服务的使用权，消费者在使用期限内拥有绝对的使用权，是同质商品使用权的分时共享。

这种新型消费模式促成闲置资源与碎片化需求的供求匹配，不仅实现了资源的再配置，也释放了消

费潜力。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共享型消费降低了消费门槛，让一次性购买的高负担平摊为分次付

费的日常支出，且这种共享型分次付费更具灵活性，即用即付，在减轻支付负担的同时为消费多元

化预留了消费基金。对于潜在消费者来说，共享型消费可以让他们有一次深入了解商品的机会，消

费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体验各类商品的实际使用效果，实际上克服了市场经济中的“囚徒困境”，精

准定位筛选出最符合自身需求和偏好的商品，不仅降低了消费决策风险，也提升了消费获得感，一

定程度上为共同富裕提供新的路径。

二、“人工智能＋”创新消费业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从消费需求看，现在，‘羊群效应’没有了，模仿型排浪式

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费拉开档次，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①。根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元化、不断升级的需求”②。数字经济融入消费经

济就可以起到这种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数字经济创造新消费需求的功能来实现，即利用数智

技术不仅可以使供给顺应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趋势，而且可以运用数智化创新手段挖掘潜在

新消费需求，以数字消费需求牵引创造新供给（臧旭恒和姚健，２０２４；郭克莎，２０２４）。
从平台经济的链条来看，消费端的数据在产生后与生产端的数据实现对接，形成一条贯穿生产

与消费上下游的数据链条。这一链条不仅连接了供求两端，还为定制化消费开拓空间。数字经济

让生产过程更加灵活高效，为产品和服务创新提供更多可能性，也让定制化消费越来越成为一种潮

流。尽管生产端能够依托大数据分析和追踪消费习惯来预测消费者的普遍倾向，但随着个性化需

求的不断增长及其多样化趋势发展，许多独特性偏好难以通过“一刀切”的传统规模化生产模式得

到充分满足。信息数字化配套数智化生产，通过柔性生产线实现高效定制，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定制

化和个性化消费需求。

数智技术支撑下的沉浸式场景消费模式，形成一种“体验前置”消费趋势。就物质性商品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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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体验，后决策”让消费者获得优质购物体验的同时避免盲目消费，消费者可按照更贴合自我使用

习惯的需求来挑选合适的商品，大大提升了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获得感以及购买决策效率。与物质

性商品不同，文化类消费更注重故事性表达，在数智技术的支持下各类无形文化有了可视化故事呈

现。在文化服务类消费中，消费者可以通过智能互动体验，形成与文化载体之间的“独家记忆”，激

发消费者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新需求。即“数智科技＋文化”的沉浸式创新融合，满足个性化、品质
化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拓宽文化消费边界。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人工智能的讲话中指出：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

市场空间巨大。其中的“人工智能 ＋”科技、产业、消费、民生等为数字经济拉动消费需求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

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在于以智能化的算力算法系统替代人类大脑的部分智能（任保平，２０２５），
其基本特点为智能性和自适应性。这一技术在消费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一方面，通过模拟

人类的认知过程，实现对平台信息的高效处理与决策支持；另一方面，通过自适应能力持续感知消

费环境变化，进而优化自主决策逻辑。这种智能化动态决策模式不仅推动消费服务全面升级，也为

消费者营造专属个性化消费体验。随着“人工智能 ＋”行动在消费领域的展开，消费场景、消费产
品、消费需求以及消费业态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人工智能＋”消费模式下，数字平台与智能产品共同构建起更加智能化的消费场景。人工
智能的“思考和自动反应能力”让数智技术更贴近生活，通过数智技术让实物场景呈现虚拟情景化

表达。随着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增长，消费者对商品不再是单一功能性需求，也包括情感共鸣、个

性化表达以及沉浸式体验，等等。在这一趋势下，人工智能以其拟人的独特优势，为消费体验绑定

了更多人性化元素。特别是智能识别、智能互动以及自主学习等功能在平台的深度应用，推动消费

场景不断创新并实现智能化升级，为消费者营造更多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空间。

提振消费重要的是推动消费升级（洪银兴，２０１０）。人工智能助力消费升级，激励生产商将人工
智能技术融入产品设计，并将其延伸至日常消费场景，实现生产和生活智联。这不仅提升了商品的

附加值，更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便捷的智能生活体验。基于此趋势，人工智能产品逐渐成为消费“新

宠”。与传统固定流程产品的局限性相比，人工智能产品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不仅能够

快速响应并且引领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依托智能算法，消费者可依据个人偏好自主调节所需模式，

适配不同场景与功能需求，从而获得更为多样化的使用体验。这种灵活适配的特性，提升了产品的

功能性使用价值，为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随着数智技术的日渐精进及其配套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消费者不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的被

动接受者，而是可以主动参与到生产环节中，成为自己需求的表达者与实现者。消费者始终是最了

解自身偏好与需求的主体，参与生产是满足个性化需求最直接路径。现实生活中，消费市场上商品

和服务的“自定义”标签越来越多，当消费者在消费市场中难以找到完全契合自身需求的商品时，就

可以借助人工智能通过“自定义”选项参与设计，打造符合自身需求的专属产品。这类消费对象的

价值，不是由生产者独自提供的，而是由消费者的参与和创意设计所共同赋予的。“自定义”价值共

创模式赋予了消费者更多主动权，使消费者自己创造自己的有效供给；消费者直接参与创造供给，

提高了消费者在整个消费过程中的体验感和获得感。这些都是数智技术在消费领域应用所拓展的

消费新空间。根据消费升级趋势可以预见，参与式创新生产模式将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满足

个性化需求的供给趋势，为产业升级提供新方向。

“人工智能＋”不仅进入千行百业，而且进入千家万户，创造出一系列消费新场景。智能辅助驾
驶、智能家居家政服务逐渐成为消费新宠。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突破传统地理空间的使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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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依托“人工智能＋”的低空经济这一跨界融合不仅充分利用了空中资源优势，也催生了一系列
应用场景。在流通领域，无人机物流配送连接商品和消费者之间的“最后一公里”，这一配送模式未

来有望大规模取代现有的陆地配送方式，提高配送效率；另外，也可通过低空载具结合 ＡＩ算法打造
空域消费场景，拓展消费新领域。这种跨界融合突破了以往人类所能触及的物理范围，为人工智能

技术开拓新空间树立重要示范标杆。与低空领域相对应，人工智能技术也可用于深海消费领域，借

助ＡＩ深潜系统规避风险的同时为游客提供安全的沉浸式观光体验，抑或将复杂的潜水项目通过元
宇宙深海实现ＶＲ深潜。由此可见，在空间消费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开辟的新空间展现出与各行各
业深度融合的无限可能，挖掘各个行业的独特价值和潜力。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跨界协同创新，

拓展地理空间的使用边界，也开辟了消费新空间。

三、消费经济与数字经济实现深度融合的关键

基于上述关于数字经济与消费经济融合的分析，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需要给消费需

求插上数字经济的翅膀，也就是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扩大数字经济拉动消费需求的长期效应。

数字虚拟空间本身是无界限的，这使得消费需求的可开拓空间也变得更为广阔。消费经济与

数字经济实现深度融合需要拓展数智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应用边界。一方面，可通过虚实结合的方

式，让想象力转化为虚实空间中的落地实施；另一方面，可以借助数智技术突破传统实体空间的使

用边界。从消费者角度考虑，消费需求的产生存在主动需要与被动吸引两种驱动力。其中，主动需

要一般是消费者日常生活中出于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产生对某种功能性商品或服务的需求；被动吸

引则源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供给创新激发潜在消费需求。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从这两种驱动力入

手，将数智技术应用于更广泛范围。

针对数字经济和消费需求现状，扩大数字经济拉动消费的应用场景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提

升数智技术水准，促进数字经济与消费需求的深度融合；二是在制度上补上数字经济与消费经济深

度融合的短板。

（一）数智技术及其应用的创新升级

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分工持续演变，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更新。当下消费者对市场的关注点不

再是“哪家的产品更便宜”，而是“哪种产品更需要、更便捷获得”。在平台经济蓬勃兴起和人工智能

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消费领域正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形态———全民互动、万物智联，人与人、人与物、

物与物之间呈现紧密联系。与此同时产生产业跨界整合的数智化新业态。其中，对扩大消费需求

最为有效的是人工智能＋消费，例如人工智能＋休闲娱乐、人工智能＋运动训练、人工智能 ＋医疗、
人工智能＋智慧教育，等等。依托平台实现数智化跨界合作，既提升了生活效率，也推动了全行业
综合性革新。数智化消费新业态实质上是将实体项目引入虚拟空间，再借助人工智能终端将其延

伸至消费者所在的现实场景，最终实现消费行为的无缝对接与随时随地消费的便捷体验。这种借

助虚拟中介传递消费内容的新型消费方式，具有极强的普适性，能够广泛渗透并应用于日常生活的

各个领域，其依托的是围绕消费升级的数智技术的升级。

人工智能之于人类，不是冰冷的技术工具，也不仅仅是替代劳动，而是在推动产业和技术进步

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更美好。通过“数据 ＋模型 ＋算力 ＋场景”打造虚实交织消费场景，推动智能
化产品和服务升级，不断拓展消费边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于消费者而言，数智

技术是实现消费目标的载具，是人类当今和未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无论身处何种领域、

具备何种特点，抑或在人生哪个阶段，数智技术都能发挥其灵活性和自适应性，满足消费者多样化

需求。数智技术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数据流中实现时空穿梭、互联互通。顺应消费升级以及数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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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趋势，数字经济背景下扩大消费需求的核心方向应是让数智技术融入人们日常生活，成为

人类生活智能伙伴，使其从单一功能性角色升级为生活协作助手，在构建情绪价值消费生态的同时

激发消费潜力。在数智技术与人类生活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二者相辅相成，逐渐形成“人机合一”新

型生活模式，这也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流模式。特别需要指出，体现高品质生活的消费升级依

赖于智能技术的不断升级。所有这些都对数智技术的创新和升级提出需求，既要推动其技术不断

升级，又要不断扩大其消费场景，从而牵引供给。例如，人工智能产生的脑机接口技术的革命性的

突破，不仅能够直接从大脑中获取信息，实现信息的高效输出，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终端对大脑的

意识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这种双向的信息交互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对大脑认知过程的

理解与应用潜力，例如在医疗康复领域中的应用。从信息交互角度来看，该技术可广泛运用于意识

控制的智能化系统中，为用户提供更为直观和高效的交互体验。从消费者视角来看，通过脑机接口

终端所实现的深度交互，推动医疗、购物、娱乐、教育以及智能家居等消费场景的智能化升级。这种

脑机深度交互模式，不仅极大提升了用户的消费体验，还引导消费场景迈向智能化新高度。

（二）规范数字平台秩序

市场秩序直接影响居民“愿消费”市场环境。平台经济也是这样。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不正当竞

争和垄断造成了价格歧视和社会福利损失（洪银兴，２００７；江小涓和黄颖轩，２０２１），不仅阻滞创新而
且抵消数字经济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因此，数字经济与消费经济融合，需要规范平台经济的市

场秩序，通过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来推动数字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并促进数字经济

更大程度上拉动消费需求。营商环境的本质是公平竞争，以数字经济完善公平竞争核心是要营造

统一有序的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尽管数字平台的各个细分市场都由几大平台占据较高比例，但平

台间竞争较激烈，使得竞争性市场所具有的特点并未被消除。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线上经济活动不

断增多，线上数字平台成为数字经济的主要存在形式，平台使市场准入权从市场和政府端让渡给了

平台，这种情形表明构造线上市场的公平竞争营商环境显得很为必要。线上市场的公平竞争营商

环境需要在平台和数字生态系统中重建市场竞争机制。以公平竞争机制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

营商环境，促使平台保持市场所具有的公平竞争特性。

就平台反垄断来说，数字经济背景下市场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的甄别与判断更为复杂。数字平

台的规模经济效应意味着对数字类基础设施不能一概作为垄断来反，但平台利用其垄断的基础设

施采取的操纵市场、“杀熟”、二选一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则是要反的。其途径，一是加强数字

经济领域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建设。完善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体的数字经济竞争治

理基础性法律法规，制定防止专利滥用、数据滥用和平台排他性行为监管适用的法律。完善反垄断

监管体制，优化反垄断监管职权的层级配置。二是利用数智技术提高对新型数字经济垄断和不正

当竞争行为的甄别和判定能力，规范平台秩序也需要利用数智技术。充分利用平台及其提供的数

据要素，通过对大量用户信息与行为数据的分析，准确甄别企业行为。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应用，可以增强市场透明度和公平性。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去中心化的信任，保障数据的安全

性和真实性，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辅助监测、识别和自动纠正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建立

适应数字经济的反垄断审查标准，依托数据公平开放，防止数据垄断。

（三）克服数字鸿沟

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的数字经济是需求方规模经济。使用网络的人越多，进入平台的人越多，

对每个人的价值越大，由此产生规模经济效益递增效应。互联网平台重视标准的作用。互联网实

际上形成了标准化的系统。在产品和服务多元化和多样化时，数字平台提供的标准化信息就成为

供求双方进入市场的选择标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不确定性。所有这些在数字经济融入消

费经济后，各类成本的下降和效益的递增效应都进一步提高了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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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限制，暂时不掌握数字技术，上不

了数字平台而无力了解平台提供的各种产品信息，也就没有能力实现网上消费。这样的人为数不

少，数字经济拉不动这部分人的消费。因此克服数字鸿沟不只是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也是提高

其消费能力的重要途径。这正是二十届四中全会所要求的“投资于人”的重要方面。

总的来说，根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大力提振消费的要求，需要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其中的重要方面不仅推动消费经济优化升级，还要促进数字经济的优化

升级。在两者优化升级的基础上实现深度融合，且这方面提升和融合的空间都很大，这就意味着中

国扩大内需的空间和潜力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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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市场化何以影响企业存货调整？
———来自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经验证据

杜　林　宁致远　曾　林

摘　要：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是我国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的重要抓手，由此引发的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刻影响企业经营决策，国内制造业企业应如何调整存

货策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将数据交易平台的设立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准自然实

验，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沪深Ａ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存
货持有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显著增加企业非产成品存货水平。机制检验表明，

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生产规模渠道与资产可逆性渠道促使企业调整采购策略，进而提升企业库存。异质

性分析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存货提升效应在数字化赋能较弱、风险偏好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拓展性研究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促进企业存货水平上升进而带动企业经济收益增加。本文的研究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数据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为推动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相关

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数据要素市场化；非产成品存货；数据交易平台；生产规模；资产可逆性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６８２（２０２６）０１－０００８－１４

一、引　言

当前，短期外部冲击和经济新常态开启了中国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转换，党的二十

大报告明确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从宏观上来说，就是要以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保障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与社会再生产各环节有效衔接；从微观上来说，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

与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在各个环节的效率以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畅通高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供应链韧性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至关重要，涵盖产品设计、生产过程、物流管理等多个环节。然而，

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供应链韧性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企业在存货管理、物流配送、信息系统

等方面即时调整，对微观企业决策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存货持有水平是反映生产和经营

绩效的重要指标（戚聿东和肖旭，２０２０）。一方面，较充足的库存保障企业生产畅通运行和订单可持
续性，减少了高频次采购带来的订单处理费用和运输费用等存货获得成本，规避了供应链“断链”风

险（李涵和唐丽淼，２０１５）；另一方面，企业持有存货过多或较差的存货流动性会占用大量资金，增加
仓储与管理费用等存货持有成本，降低企业生产率，加剧企业经营风险（Ｗａｎｇ等，２０２２）。由此可
见，企业存货储备与市场环境紧密相关，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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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和传统生产要素协同，深刻影响企业生

产决策与运营方式（Ｊｏｎｅｓ和 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２０）。企业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动态优
化采购、生产与库存决策（肖静华等，２０２４），对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王淑瑶等，２０２５）。随着以各城市陆续设立数据交易平台为表征的数据要素市场化不断推进，这
为数据要素在企业间的互联互通提供了技术和制度保障，有助于打破各层级间的信息壁垒，优化

企业的运营模式和管理策略，对企业生产决策及存货调整具有深远影响，但鲜有研究探讨数据要

素市场化与制造业企业库存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内在机制。因此，本文基于２０１４年以来各城
市分批设立数据交易平台这一外生冲击，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影响企业存货水平的理论框架，构

造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并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沪深 Ａ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
进行实证研究。

与本文相关的一支文献主要从企业层面探讨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微观经济效应。既有文献基本

证实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的积极作用，体现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呈现

边际递增特征（郑国强，２０２４）。还有学者论证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创新（梁锦凯等，２０２４）、数
字化转型（徐晔和王志超，２０２４）以及融资约束（Ｏｕｙａｎｇ和Ｈｕ，２０２４）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但对更微观
的企业行为决策缺乏应有的关注。另一支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企业存货的

影响因素。从内部因素看，采购提前期和提前期不确定性是决定企业存货持有水平的重要因素

（Ｓｈｉｒｌｅｙ和Ｗｉｎｓｔｏｎ，２００４）。一般而言，采购提前期越短、提前期不确定性越小会使企业保持较低的
存货水平。从外部因素看，较低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罗奇和赵永亮，２０２２）、高铁开通（Ｈｕａｎｇ等，
２０２３）以及供应链创新（沈坤荣和乔刚，２０２４）会显著降低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水平；而空气污染
（李超和李涵，２０１７）、外资管制放松（李雨浓等，２０２０）会显著提高企业的非产成品存货水平。有
鉴于此，本文基于企业存货这一新颖视角拓展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经济后果研究，聚焦探讨数据要

素市场化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调整的关系，试图厘清背后可能的传导机制和对不同企业的异质

性影响。

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已有文献在微观层面论证了以各地区

设立数据交易平台为表征的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但对其背后企业具体生产行

为变化的影响研究尚较为缺乏。本文从企业存货调整这一视角切入，丰富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微观

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第二，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从生产决策端揭示了数据要素市场化

影响企业存货的传导机制，并从数字化赋能、企业风险偏好等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为当前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效率与韧性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政策启示。第三，本文不局限于讨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

存货提升效应，还着眼于其对企业绩效表现的积极影响，拓展了有关存货效应的经济后果研究，为

优化调整产业链供应链政策、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数据交易平台是链接数据资源供需双方的重要媒介，是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直接方式，其发

展历程可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表１显示，２０１４年２月，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平台———中关村数海
大数据交易平台成立，标志着数据交易平台建设进入初步探索阶段（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在各级政府
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数据交易平台数量快速增长，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

平台等先后成立，数据交易平台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然而，数据交易平台虽然
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却面临运营效果与发展质量较差、数据交易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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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数据交易平台建设进入规范调整阶段（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随着２０２０年４月数据被明确为继土
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上升为国家战略，各地区数据交

易平台相继涌现，地方政府逐步明晰数据确权、定价与交易机制等制度规范，数据交易平台建设进

入稳步扩张阶段（２０２０年以后），呈现以国资为主导、其他资本积极参与的特征。《２０２４年中国数据
交易市场研究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数据交易市场规模从 ２０２２年的 ８７６．８亿元增至 ２０２３年的
１５３６．９亿元，提高了７５．３％，２０３０年有望突破７０００亿元。

表１　中国数据交易平台建设的制度背景

时间 会议、政策、平台 相关描述

２０１４年２月 中关村数海大数据交易平台 中国首个大数据交易平台

２０１４年３月 《政府工作报告》 “大数据”一词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５年８月 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培育大数据交易市场，开展数据交易市场试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平

台、杭州钱塘大数据交易中心等１２个大数据
交易平台先后成立

数据交易平台数量快速增长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首次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之一

２０２０年３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

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健全要素市场化交易

平台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天津、广西等地区建立新的数据交易平台 数据交易平台快速发展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

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促进区域性数据交易场所和行业性数据交易

平台与国家级数据交易场所互联互通

截至２０２３年 数据交易平台已覆盖２５个省市区 数据交易平台稳步扩张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理论分析

１．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存货的直接影响
随着数据交易平台的建设与运营范围不断扩大，其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逐步彰显。以各城市

设立数据交易平台为表征的数据要素市场化促进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数字化转型（徐晔和王志

超，２０２４），推动上下游企业资源开放与共享，由数据驱动的市场信息透明化引致企业生产决策变
化，影响企业非产成品存货调整行为。企业非产成品存货包括日常存货和安全存货两部分。一方

面，数据交易平台有助于推动数据要素在各地区和企业间高效流通，促进上下游企业间信息匹配，

由此导致的供应链协同增强促使企业为维持供应链稳定而提前备货，表现为日常存货增加。同时，

企业通过数据交易平台会发现更多采购机会，面对市场价格波动时，企业会优先在价格较低时大量

购入原材料和中间品，导致日常存货短期增加。另一方面，数据交易平台的设立优化了数据确权与

交易流程，降低了企业数据获取及应用成本，为企业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郑国强，２０２４）。在
需求波动较大或供应链较复杂的行业，企业为应对需求不确定性倾向于主动增加安全库存。此外，

潜在的数据质量问题不容忽视，企业基于不准确的数据信息做出的采购决策可能会增加库存风险。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１：数据要素市场化会提升企业非产成品存货持有水平。
２．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存货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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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生产决策视角分析数据要素市场化影响企业存货水平变化的微观机理，体现为两条

机制：生产规模渠道与资产可逆性渠道。

首先，企业生产规模渠道。在传统供应链运行体系中，企业的生产决策往往根据市场需求预测

数据来调整，通常以高储备与高库存应对需求不确定性。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浪潮下，市场需求瞬息

万变，数据要素市场化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数据交易平台促进上下游企业信

息共享，加剧供应链协同中的“牛鞭效应”。若下游企业因市场积极信号增加订单，上游企业极可能

通过平台数据同步感知到这一趋势，并进一步放大采购量以应对预期需求，导致非产成品存货逐级

攀升（杨志强等，２０２０）。尽管数据交易平台提供的市场信息能指导企业生产决策及存货调整，但若
企业面临生产线柔性不足或产能不足等问题时，可能选择提前囤积更多原材料和半成品以快速响

应需求变化，其结果是非产成品存货增加（郑琼洁和王高凤，２０２２）。另一方面，数据交易平台产生
的信息溢出效应可能驱动企业过度依赖算法模型进行需求预测（张明等，２０２４）。若预测模型对市
场波动如短期需求激增较为敏感，可能会高估未来需求，导致企业主动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增加核

心原材料、半成品等非产成品库存以“提前备货”。此外，数据交易平台会暴露供应链运行中的潜在

风险，如原材料价格波动、供应商交货延迟等，企业在扩大产能的同时为最小化生产风险，会主动增

加安全库存。

其次，企业资产可逆性渠道。根据实物期权理论，资产可逆性指企业将已投入生产的资产（设

备、库存、数据等）转化为流动性资产（现金）的能力（刘贯春等，２０１９）。资产可逆性越低，意味着资
产专用性越强、沉没成本风险越高，企业资产变现或重新配置的难度越高。数据要素市场化以存货

调整的方式为低资产可逆性企业提供流动性补偿，具体表现为企业持有非产成品存货的风险和成

本的变化（沈坤荣和乔刚，２０２４）。在库存风险维度上，数据交易平台通过需求波动预警和供应链冗
余设计，有效降低了专用性存货因市场突变而产生的沉没损失。低资产可逆性企业可以依托平台

提供的流动性支持，将原本固化的中间品库存转化为多场景适配的“柔性生产模块”，从而扩大专用

性存货储备。在机会成本维度上，数据交易平台提供的资产置换通道和残值交易市场，显著提升了

非产成品存货的再配置效率，使其接近高流动性资产水平。因此，企业可能倾向于将生产流程停留

在半加工等延迟加工状态，以便根据市场需求灵活选择存货用途并捕捉更高的期权价值。这种生

产决策在使得企业持有非产成品存货的机会成本趋于平缓的同时，也会推高原材料、半成品等非产

成品库存。此外，数据标注企业等上游数据供应商可能基于数据交易平台提供的流动性保障扩大

产能，导致产业链整体中间品库存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２：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企业生产规模、资产可逆性两条渠道提升企业非产成品存货持有
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以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沪深Ａ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企业层面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
库，城市层面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原始数据的处理方式为：剔除ＳＴ或ＳＴ企业，删除核
心变量缺失的样本，并对企业连续变量进行上下１％缩尾处理。本文最终得到２７７６个企业样本，共
２３２００个观测值。

（二）变量测度与描述性统计

１．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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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非产成品存货①。企业存货按产品属性包含原材料、半成品和产成品

三类。由于非产成品存货主要反映企业生产调整行为，因此本文使用非产成品存货的对数值来衡

量制造业企业存货变化（李雨浓等，２０２０）。后文中的“存货”均指“非产成品存货”。
２．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政策项，用来衡量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数据交易平台

试点政策予以表征。如果企业所在城市实施了数据交易平台试点政策，将实施当年及之后的政策

项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３．控制变量
借鉴既有研究，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企业层面与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包含：企业规模，等于市值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等于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企业年龄，等于企业成立年龄的自然对数值；两职合一，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取１，否则为０；独立董事
占比，用企业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之比表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含：企业所在城市的人

均ＧＤＰ，取自然对数；企业所在城市的ＧＤＰ增长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三）模型设定

为探究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存货的直接影响效应，本文以各城市设立数据交易平台作为准

自然实验，构造如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ｉｃｔ＝α＋βＲｅｆｏｒｍｃｔ＋γＸｉｃｔ＋δｉ＋θｔ＋εｉｔ （１）
式（１）中，下标ｉ、ｃ、ｔ分别表示企业、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ｌ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ｉｃｔ表示企业非产成品存

货的自然对数值，核心解释变量Ｒｅｆｏｒｍｃｔ表示是否开通数据交易平台即政策项，Ｘｉｃｔ表示控制变量集，
δｉ、θｔ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基于上文理论分析，本文预期β的符号为正。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企业存货 ２３２００ １８．６２５ １．４１５ １５．０６９ １８．５２６ ２２．４６９
政策项 ２３２００ ０．４２６ ０．４９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企业规模 ２３２００ ２２．７９９ １．０３３ ２０．９８３ ２２．６４５ ２６．００４

企业资产负债率 ２３２００ ０．４０９ ０．１９２ ０．０５７ ０．４０４ ０．８７５
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２００ ０．０６７ ０．１２５ －０．５５０ ０．０７０ ０．３８８

企业年龄 ２３２００ ２．８６７ ０．３４２ １．７９２ ２．８９０ ３．５２６
企业两职合一 ２３２００ ０．２９５ ０．４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企业独立董事占比 ２３２００ ０．３７４ ０．０５３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５７１
城市人均ＧＤＰ ２３２００ １１．３３７ ０．６０２ ８．５４９ １１．４０９ １３．０５６
城市ＧＤＰ增长率 ２３２０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５ －０．２０６ ０．０７８ １．０９０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３列示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影响企业存货的回归结果。列（１）仅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政
策项的系数在５％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列（１）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列（２）结果同样显示政
策项显著且系数为正。从经济意义上看，相比于对照组企业，设立数据交易平台的城市所在地企业

存货平均上升６．４０％，假说１得到初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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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存货 企业存货

（１） （２）
政策项 ０．０９８（０．０３９） ０．０６４（０．０３１）
企业规模 ０．６５５（０．０２５）

企业资产负债率 ０．８２０（０．０９４）
企业独立董事占比 ０．００４（０．０５８）

企业年龄 ０．２３６（０．１３１）
企业两职合一 －０．００２（０．０２１）

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１５（０．１９１）
城市人均ＧＤＰ ０．１１６（０．０４８）
城市ＧＤＰ增长率 ０．０７７（０．１３４）

常数项 １９．１３６（０．０３２） １．６９０（０．８６３）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２３２００ ２３２００
Ｒ２ ０．２４８ ０．４３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方法需要确保实验组与对照组具有相同事前趋势，即在政策试点之前，试点企业和非

试点企业存货变化趋势应保持一致。于是本文生成政策虚拟项研究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存货的

动态影响。图１（ａ）显示，事前虚拟项并不显著，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企业的存货水平具有相同事前
趋势，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而部分事后虚拟项的估计系数显著大于零，这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能促

进企业存货水平上升。

尽管图１（ａ）初步验证了平行趋势假设，但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会使得估
计参数产生偏差（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２０２１）。为降低参数估计偏误，本文采用考虑堆叠估计量再次开
展平行趋势检验。图１（ｂ）显示，事前趋势项的系数依然未通过１０％的显著性检验，事后趋势项则
显著为正。因此，在调整异质性处理效应之后，平行趋势检验仍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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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

此外，本文设置相对偏离最大偏差度Ｍｂａｒ为１，对数据交易平台设立年处理效应的平行趋势敏
感性进行检验，结果如图２所示。相对偏离程度限制下，数据交易平台设立对企业存货的影响均为
正显著，这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存货水平上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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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平行趋势敏感性分析（相对偏离）

（三）稳健性检验①

１．安慰剂检验
为缓解非观测因素对基准回归结论的干扰，本文将随机生成的伪政策变量替换模型（１）中的真

实政策变量进行回归并重复１０００次，估计系数与 ｔ值的分布如图３所示。伪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
和ｔ值都接近正态分布且关于０轴对称，大多数伪政策估计量数值都小于真实值（图中伪政策变量
估计系数和ｔ值低于真实值的比例分别为１００％和９８．４％），基本排除其他随机性因素的干扰，表明
本文的多时点双重差分结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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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安慰剂检验

２．排除替代性解释
本文在假说１中提出，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促进企业扩大采购量进而增加存货。其中隐含的重

要假设是，企业的生产能力并未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显著提升，所以导致存货堆积。为增强假

说１的稳健性，需要对上述假设（即设立数据交易平台不能促进企业生产率显著提升）进行验证，本
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企业生产能力。无论是以ＯＰ法还是ＬＰ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
为被解释变量，政策项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企业的生产能力并未显著提高，此结果与本文预

期相符，证实了假说１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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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检验被解释变量测算的方式是否会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本文采用三种不同方法测算企业非

产成品存货，分别记为企业存货１、企业存货２和企业存货３。企业存货１等于原材料与半成品之和
（以期末金额计算），未考虑存货跌价准备；企业存货２等于存货总量减去产成品（以期末金额计
算），未考虑存货跌价准备；企业存货３等于存货总量减去产成品（以期末净额计算），考虑了存货跌
价准备。无论使用何种计算方式衡量企业非产成品存货，政策项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

４．遗漏变量强度检验
考虑到可能存在部分遗漏变量对基准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借鉴 Ｃｉｎｅｌｌｉ等（２０２４）的敏感性

分析方法，检验当遗漏变量强度达到对比变量的１—３倍时，政策项的回归结果。图４（ａ）和图４（ｂ）
表明，当遗漏变量强度达到对比变量企业资产负债率的３倍时，政策项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
明基准回归结果不太可能受到遗漏变量的强烈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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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遗漏变量强度检验

５．控制其他固定效应
为进一步考察遗漏变量偏误是否会大幅缩小经济效应，本文考虑在基准回归中加入城市固定

效应以控制城市层面遗漏变量。政策项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且系数大小并未大幅改变。本文

还考虑到行业层面非观测因素的影响，在基准回归中控制行业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６．倾向得分匹配
本文以控制变量为协变量，分别采用１∶４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法选取样本，以缓解可能的样本

选择偏误问题。在两种不同匹配方式下，政策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７．更换聚类层面
前文的实证研究假定同一企业在不同时点上具有相关性，故而将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但

是更接近现实情况的假定是，同一城市内的任意企业在任意时点上都具有相关性。因此，本部分将

标准误的聚类方式更换至城市层面，重新进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８．考虑预期效应
若企业预期数据交易平台的设立并提前进行存货调整，那么估计结果可能会产生偏误。于是

本文引入事前一期控制变量与年份趋势项的交互项，重新进行回归。纳入事前变量与年份趋势项

后，政策项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此外，本文还参考罗奇和赵永亮（２０２２）的做法，在模型（１）的
基础上加入是否受到政策冲击虚拟变量和设立数据交易平台前一年的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以检

验企业进行存货调整的预期效应是否存在。结果显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较小且不显著，表明企业

在数据交易平台设立之前并未形成调整存货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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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制检验

前文证实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存货的正向影响，为考察其中的影响渠道，本节从企业生产

规模和资产可逆性两方面检验其作用机制。其中，生产规模机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资产可逆

性机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

１．企业生产规模渠道
本文参考江艇（２０２２）的研究思路，制定如下模型：

Ｍｉｃｔ＝ω０＋ω１Ｒｅｆｏｒｍｃｔ＋σＸｉｃｔ＋δｉ＋θｔ＋εｉｔ （２）
其中，Ｍｉｃｔ为机制变量，用于表示企业生产规模，其他变量和模型（１）保持一致。为更全面刻画

企业生产规模的变化情况，本文从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两方面来衡量，原因在于：一方面，生产规模

反映了企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劳动力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之一，其数量规模与企业生产能力扩张

呈现显著相关性（冯喜良和邱癑，２０２３），故本文选取企业生产员工数量作为生产规模的代理变量；
另一方面，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往往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所以选用企业当年固定资产投资

的自然对数值衡量生产规模。此外，根据营运资本理论，应付账款反映企业对上游供应商的短期债

务，与原材料采购、中间品投入等生产性支出直接相关，企业生产规模扩张的同时采购量会大幅增

加，从而推高应付账款余额，故本文选取企业应付账款作为生产规模的代理变量，用应付账款的绝

对数（应付账款的自然对数）和相对数（应付账款与总资产之比）两个口径表示。

表４列（１）—（４）显示了企业生产规模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政策项的估计系
数至少在１０％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数据交易平台的设立显著扩大了企业生产规模，生产规
模在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存货的影响中起到了正向中介作用。生产规模渠道的成立，意味着数

据要素流通促使企业通过市场分析更精准捕捉需求波动，驱动生产部门基于预测数据提前扩大原

材料采购规模以匹配产能规划，刺激企业扩大最优生产规模，尤其在高端制造等数据要素密集型行

业，而企业存货管理存在调整黏性，短期内存货周转率提升滞后于产量扩张，形成非产成品存货的

“牛鞭效应”累积。

表４　机制分析：生产规模渠道

变量
生产员工数量 固定资产投资 应付账款绝对数 应付账款相对数

（１） （２） （３） （４）
政策项 ０．０５１（０．０２６） ０．０６４（０．０３９） ０．０４７（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１０３９ ２３２００ ２３１７１ ２３１７１
Ｒ２ ０．２７７ ０．２６９ ０．６５３ ０．１２７

２．企业资产可逆性渠道
前文的理论分析提出，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流动性补偿方式提升企业存货水平。循此逻辑，资

产可逆性不同的企业从数据要素市场化中获得的流动性补偿应当存在差异，即低可逆性企业所受

影响理应强于高可逆性企业。为验证这一逻辑，本文划分资产可逆性高低两组企业，分样本检验数

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存货的影响。具体借鉴刘贯春等（２０２２）的做法，采取两种方法度量企业资产
可逆性。一是用固定资产净额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来测度。固定资产的流动性较低、回收周期较长，

固定资产占比越高意味着资产可逆性越低。二是用企业所处行业的企业数量来测度。行业内企业

数量越多表明同行业使用特定资产的潜在购买者越多，资产可逆性越高。

表５列（１）—（４）以当期变量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固定资产占比较高、行业内企业数量较少
的样本中，政策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在固定资产占比较低、行业内企业数量较多的样本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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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这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存货敏感度的影响在低资产可逆性企业中更加明显。考虑

到以当期变量分组回归可能无法精准识别政策带来的差异性影响，本文还以政策实施前一期的变

量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并得到了与当期变量分组相类似的回归结果，见表５列（５）—（８）。资产可
逆性渠道的成立，意味着数据要素市场化能拓展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潜在应用场景进而提升资产

的可逆性阈值，企业在维持生产连续性的同时倾向于将存货作为流动性缓冲工具，通过数据交易平

台动态调整存货配置路径，形成高库存与高周转并存状态。表４和表５的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说２。
表５　机制分析：资产可逆性渠道

变量

固定资产占比

（当期口径）

所处行业企业数量

（当期口径）

固定资产占比

（事前一期口径）

所处行业企业数量

（事前一期口径）

较高 较低 较多 较少 较高 较低 较多 较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政策项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９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３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６００ １１６００ １１６２８ １１５７２ １１６１３ １１５８７ １２１４０ １１０６０
Ｒ２ ０．４５３ ０．４２８ ０．４４４ ０．３３８ ０．４３０ ０．４５０ ０．４８７ ０．３５０

五、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分析证实了数据要素市场化能够通过生产规模渠道和资产可逆性渠道提升企业存货水

平。但是数据要素市场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存货，取决于企业对数据要素的利用能力和风

险偏好。一方面，企业的数字化能力越强，越能充分利用数据要素，以便更合理地调整生产决策，减

少存货堆积；另一方面，企业越偏好风险，生产扩张的意愿就越强烈，越容易造成非产成品存货堆

积。因此，为了更深刻地剖析数据要素市场化与企业存货之间的关系，本部分将从企业数字化赋能

和风险偏好两个视角开展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企业数字化赋能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从供应链数字化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两个维度考察数字化赋能的异质性影响。一方

面，参考沈坤荣和乔刚（２０２４）的研究思路，根据企业是否受到２０１８年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
的冲击，将样本分为受冲击和未受冲击两组。表６列（１）（２）回归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存货
的影响在受供应链数字化政策冲击的企业中为负且不显著，而在未受政策冲击的企业中显著为正，

这说明数据交易平台对企业存货的提升作用在未受供应链数字化政策冲击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另

一方面，参考吴非等（２０２１）的方法，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位数为界，将样本企业分为数字化转型
较高和较低两组，回归结果如表６列（３）（４）所示。从中可知，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存货的提升效应在
企业数字化转型较低组显著为正，而在数字化转型较高组并不显著。

上述分组回归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存货提升效应在未受供应链数字化政策冲击与低

数字化转型企业中更加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化赋能较弱的企业虽可通过数据交易平台获

取外部数据要素，但受制于内部数据清洗、特征提取与模型迭代能力不足和供应商关系固化，难以

将原始数据快速转化为有效的生产决策信息，数据要素的边际价值因企业处理能力不足无法充分

释放，企业为规避缺货风险不得不提升各节点安全库存，造成非产成品存货的系统性冗余。相比之

下，数字化赋能较强的企业可通过多源采购与智能合约动态调整采购策略，运用实时销售数据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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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学习模型实现即时补货，进而缩短存货周转天数以避免库存堆积。长期来看，数据要素市场化的

存货优化效应将随企业数字化能力收敛而逐步显现，但短期内制度与技术非对称性仍将主导企业

非产成品存货的异质性分布，这促使数字化赋能较弱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及其相关政策更加敏感。

表６　异质性分析：数字化赋能

变量

供应链数字化政策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受冲击 未受冲击 较高 较低

（１） （２） （３） （４）
政策项 －０．０８３（０．１２８） ０．０８２（０．０３２） ０．０３８（０．０３７） ０．１０３（０．０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３１２ １７８８８ １１９２９ １１２７１
Ｒ２ ０．３２６ ０．４０２ ０．４４５ ０．３３９

２．基于企业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分析
风险偏好表现为企业对预期收益波动性的容忍程度，其差异引致企业生产决策与资源分配的

异质性。风险偏好型企业倾向于将资本优先配置于高波动性资产，例如将数据要素视为战略性投

入品，加速生产规模扩张与市场渗透，而风险规避型企业则强化流动性储备与低风险资产占比。可

见，企业存货调整路径受外部风险信息和内部风险偏好的叠加影响。因此，本文从企业战略类型和

风险承担水平两个维度考察企业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参考Ｂｅｎｔｌｅｙ等（２０１３）的划分方
式，根据战略类型将企业分为进攻型、分析型、防御型三组。表７列（１）—（３）的回归结果显示，数据
要素市场化对存货的影响在进攻型企业中显著为正，在分析型企业中为负但不显著，在防御型企业

中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相比于分析型和防御型企业，数据交易平台对存货的提升作用在进攻型

企业中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借鉴余明桂等（２０１３）的研究方法，将样本企业分为风险承担水平较高
和较低两组，回归结果如表７列（４）（５）所示①，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存货的积极影响在企业风险承担
水平较高组显著为正，而在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组并不显著且系数较小。

表７　异质性分析：企业风险偏好

变量

企业战略类型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进攻型 分析型 防御型 较高 较低

（１） （２） （３） （４） （５）
政策项 ０．３４６（０．１２２） －０．０２７（０．０６３） ０．０４９（０．０３５） ０．１２８（０．０４８） ０．０１７（０．０３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２６３ １４３１４ １４９４ １０３２７ １０３２７
Ｒ２ ０．４３０ ０．３９４ ０．４１８ ０．３４６ ０．４７３

上述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存货提升效应在进攻型企业和风险承担水平较高

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从供给侧看，风险偏好较高的企业为抢占市场份额将产能前

置化，通过数据互联锁定上游供应商产能，提前签订长期采购协议以对冲价格波动，但合约刚性会

固化原材料库存规模，增加存货堆积风险；从需求侧看，风险偏好较高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投入

更多，拥有更好的数据基础设施和分析能力，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数据资源来优化生产计划，但受过

度乐观预期偏差影响，可能高估市场增长潜力，导致原材料采购与在制品生产计划超出实际需求，

表现为存货阶段性增加。另外，高风险承担企业对存货持有成本的敏感度较低，更注重存货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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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７中异质性分析的样本量总和与基准回归不一致，是因为企业战略类型和风险承担变量存在缺失值。



期权属性。数据交易平台与智能合约技术提升了原材料与半成品的二级市场流动性，进攻型企业

因此倾向于超额囤积存货以捕捉套利机会。长期而言，企业存货优化调整的关键在于数据要素与

实体资产的动态适配能力，因此风险偏好型企业需警惕过度乐观预期与资产可逆性提升引致的流

动性依赖。

（二）经济后果分析

数据要素市场化能促进企业存货持有水平上升，但这种促进作用是否有助于增加企业收益并

提升其绩效表现，有待进一步检验。本质上，企业存货调整行为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一

旦出现错配，企业将面临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存货提升效应对企业收益的影

响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制造业企业通过市场数据实时捕捉原材料价格波动与供应风险，在低价周

期扩大战略储备，降低边际采购成本。依托数据交易平台，非产成品存货流动性提升，企业可基于

原材料或半成品价格预测模型动态调整库存释放时机，将传统要素成本转化为套利收益来源。另

一方面，数字化赋能较弱的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数据处理能力，海量市场数据反而加剧需求预测噪

声，导致原材料采购偏离实际生产需求，由此形成的库存堆积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同时，非产成品

存货扩张占用企业营运资金，而低资产可逆性企业难以及时通过平台变现冗余库存，导致利息支出

攀升与投资机会流失。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设计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Ｚｉｃｔ＋１／Ｚｉｃｔ＋２ ＝α＋βＲｅｆｏｒｍｃｔ＋β１ｌ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ｉｃｔ＋β２Ｒｅｆｏｒｍｃｔ
×ｌ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ｉｃｔ＋γＸｉｃｔ＋δｉ＋θｔ＋εｉｔ （３）

其中，Ｚｉｃｔ＋１和Ｚｉｃｔ＋２表示企业ｉ在ｔ＋１和ｔ＋２年的经济收益指标，分别从经济附加值占总资产
比重与投入资本回报率两方面来衡量。表８列（１）—（４）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对于经济附加值占
比还是投入资本回报率，企业存货和政策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而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该结果支持了上述分析中的“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存货提升效应促进企业未来收益增加”。以上结论

表明，企业收益增长的核心逻辑并非存货量的简单增加，而在于数据要素驱动下的存货结构优化与

动态配置能力提升。

表８　经济后果检验

变量

经济附加值占比

（未来一期）

经济附加值占比

（未来两期）

投入资本回报率

（未来一期）

投入资本回报率

（未来两期）

（１） （２） （３） （４）
政策项 －０．０３０（０．０１６） －０．０４２（０．０２０） －０．０４０（０．０２０） －０．０４８（０．０２５）

政策项×企业存货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企业存货 －０．０１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９８８９ １７３４０ １９８８９ １７３４０
Ｒ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２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沪深Ａ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将２０１４年以来各城市分批设立数
据交易平台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从生产决策视角探究数

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存货持有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显著提升了

企业非产成品存货持有水平，通过生产规模渠道和资产可逆性渠道促使企业调整采购策略，进而增

加存货量。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存货提升效应在数字化赋能较弱、风险偏好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拓展性分析表明，由数据要素市场化引致的存货提升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收益及绩效表现，反映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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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交易平台的设立为企业带来了积极的经济效应。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制度设计，优化“政

策
!

市场
!

企业”三位一体协同路径。实施差异化数据基础设施投资政策，针对数字化能力较弱企

业集中的行业与区域，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边际成本。建

立区域性数据资产登记评估中心，为非标存货提供流动性支持，破解低资产可逆性企业的存货变现

难题。第二，积极构建数据驱动的动态存货治理体系，重构存货管理范式。探索存货数据资产入

表、数据质押融资等创新制度，提升非产成品存货的金融属性，配套建立价格波动预警与风险隔离

机制以规避跨市场风险。推动存货管理从“成本中心”向“价值创造中心”转型。企业可依托数据交

易平台构建存货共享生态系统，通过闲置原材料跨企业调剂、在制品产能租赁等模式激活存货的资

产属性，实现存量资产的价值重估。第三，以系统性思维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

合。政府部门联合行业协会开发企业数据能力成熟度模型，将存货周转率、跌价损失率等指标纳入

评估框架，为企业优化数据应用策略提供基准参照。加强数据垄断与资源错配的监管干预，针对风

险偏好较高企业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囤积行为，实施存货规模与经营性现金流匹配度的窗口指导，防

范系统性库存过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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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开通与城市创业：极化效应还是涓滴效应？

付明卫　罗文洋　李　峰

摘　要：高铁是我国至关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高铁开通为城市创业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
战。文章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２７４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发现高铁开通整体而言促
进城市创业。其影响机制主要是吸引人力资本、风险投资以及促进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铁开

通对城市创业产生了极化效应。具体而言，它强化了东部地区城市对其他地区城市的“虹吸”效应，促进

了前者的创业，抑制了后者的创业；加速了创业要素从外围城市向核心城市的流动，促进了核心城市的创

业，抑制了外围城市的创业。然而，城市能通过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扭转高铁开通对本城市创业的负面影

响。本文发现为我国利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平衡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思路。

关键词：高铁开通；创业；极化效应；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Ｆ５３２．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６８２（２０２６）０１－００２２－１４

一、引　言

创业是驱动创新、促进就业、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富民之

道、公平之计、强国之策，是稳增长、扩就业、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公平

正义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也强调，“完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降低就业创业成本，

支持广大劳动群众积极就业、大胆创业”。当前，在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

下，我国做好“创业”文章，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最终实现共

同富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复杂的创业生态系统中，交通基础设施扮演着重要角色。交通基础设施是个人创业意愿的

重要影响因素（于潇和徐英东，２０２２）。高铁是我国十分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自２００３年开通第一
条试验高铁：秦皇岛至沈阳客运专线以来，截至２０２４年底，我国高铁网络已覆盖全国９７％的５０万
以上人口的城市①。高铁改变了传统的交通出行模式，从三个方面为城市创业带来了新的机遇：首

先，增强要素流动性。高铁开通不仅提升了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效率，还促进了创业资源和创业机会

在区域内的集聚（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等，２０１５），有利于人才与产业资源的动态配置，为创业提供坚实的基础。
其次，“压缩”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资源共享和经济联动（Ｊｉａｎｇ等，２０２５）。高铁开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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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知识和技术扩散，使得创业者更容易获取外部资源和信息（何凌云和陶东杰，２０２０）。最后，
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催生更多的产业形态。高铁开通能催生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促进旅游

业、服务业等多个产业的发展（孙伟增等，２０２２），提升创业活动的多样性。然而，也必须注意的是，
高铁在加速城市间生产要素流动的同时，可能会强化部分城市的资源“虹吸”作用，给周边城市的创

业带来挑战（Ｊｉａｏ等，２０２４）。这一点在现有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基于此，本文使用我国城市
面板数据、构建交错双重差分模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ＤＩＤ），考察高铁开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
的影响，重点关注高铁开通有没有造成城市创业的“极化”现象。

研究高铁如何影响城市创业的文献还不多，中文文献有孔令池和张智（２０２０）、张治国和欧国立
（２０２１）以及周锐波等（２０２４），英文文献有 Ｍａ等（２０２１）、Ｌａｎ等（２０２３）和 Ｊｉａｎｇ等（２０２５）。与它们
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本文采用更具代表性的城市样本和更全面的创

业代理变量，得到了下述新发现：东部地区城市和核心城市开通高铁导致其“虹吸”其他城市的创业

资源，出现“极化”效应。在样本城市选取方面，这６篇文献的样本期间最早的只到２００３年。本文
样本始于２０００年，使得２００３年开通高铁的６个城市也具有了对照组从而能进入样本，城市的代表
性得到提高。在创业代理变量的选取方面，孔令池和张智（２０２０）以及张治国和欧国立（２０２１）都使
用按劳动力人口平均的新设私营企业数度量，遗漏了新设国有企业数。可能正是因为样本代表性

有限和创业代理变量不全面，已有文献都没有发现高铁开通对城市创业的“极化”效应。其次，本文

从吸引人力资本、吸引风险投资和促进技术创新三个角度做了较为系统的机制分析。已有文献分

析过人力资本和风险投资这两个机制，但遗漏了技术创新这个机制。

二、理论分析

（一）高铁开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１．高铁开通可以提升整体的城市创业活跃度
在要素流通方面，高铁开通能极大增强要素的可流动性，为城市创业提供更开放的创业环境。

一方面，高铁开通有助于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流通，为创业人员提供更多市场和创业要素

（汪克亮等，２０２１）。高铁开通不仅有助于创业人员拓展市场，还便于与潜在的上下游配套企业保持
联系，从而创造更好的创业条件。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高速公路与铁路，高铁能更高效地“压缩”

时空距离以节约企业时间成本，而这种成本优势又能吸引并集聚各类企业与人才，为创业人员提供

经验与资源共享渠道，进而促进良好创业生态的形成。

在产业结构方面，高铁开通对区域一体化产生积极作用，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为城市创业

带来更多的机会。一方面，高铁开通逐渐“公交化”。相比传统高速公路运输，高铁更适用于休闲旅

游、信息交流等方面，拉动沿线旅游休闲、产品交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张磊等，２０２３）。这种变化使
城市群集聚，加快了城镇化，促进城市群之间协作、共享资源，形成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另一方面，高铁开通可以创造更多新兴产业，为创业提供便利，推动城市创新创业。高铁开通运输

效率高，有利于信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资本流向信息流动较快速的产业。

就创业环境而言，高铁的开通一般还刺激城市对基础设施、创新中心、初创企业支持等领域的

资本投资（冯烽等，２０２３）。一方面，这些投资促进了创业孵化器等的设立，并为创业主体提供必需的
前期资金、设施和人脉等要素供给。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还可以提供大批建筑、技术类等从

业者就业机会，并通过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创业者劳动力资源池，进一步促进城市创业。

综上，高铁开通通过增强城市互联互通、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建设优质创业环境，极大促

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为此，本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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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１：高铁开通能够提升沿线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２．高铁开通会给城市创业带来差异化影响
根据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的“极化

!

涓滴效应”理论，在经济增长早期，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经济鸿

沟将被放大。而高铁开通则会加速该鸿沟的形成。一方面，高铁开通通过形成区域经济集聚效应

和重构经济地理格局，扩大了核心城市区位优势，将人才吸引到核心城市。另一方面，高铁开通会

加速核心城市资源流入和市场一体化，形成了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资源失配。核心城市经济

总量的增长必然带来政治力量的集中，致使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发展不平衡加剧，这使得创业行

为更加集中到核心城市，进而引起外围城市创业低迷，形成城市间创业差异。

高铁开通会使得金融等各类要素资源进一步向核心城市集聚，造成地区经济、创新的不平衡。

其一，核心城市因其较高的资源吸附效应和市场优势会将大量的资金、人才、技术等吸引过去，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外围城市创业活跃度，使得城市创业活动发生分化。其二，高铁开通使得大企业可以

在周边城市极大地拓展市场，由于大企业具有资源、规模优势，利用高铁所带来的便捷，能够极快地

扩大自己的业务版图，占领中小城市市场，进而增加中小城市企业创业风险，遏制中小城市本土企

业创立和发展，从而造成城市创业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２：高铁开通会导致创业活动在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极化”效应。
（二）高铁开通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机制

创业依赖于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协同运作，高铁开通主要通过影响这三个要素的空

间资源配置，从而影响城市的创业：第一，高铁开通便利了人力资源的流动，拓宽了创业者的资源渠

道和合作网络。第二，高铁开通增强了信息透明度，帮助创业者更有效地拓展资金来源。第三，高

铁开通推动了技术传播和创新合作，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的前沿科技支持。

１．高铁开通通过便利人力资本流动影响城市的创业活动
人力资源是优化和提升创业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高铁开通通过相对“空间压缩”影响区域经

济，增加彼此之间的可达性，使得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一方面，高铁开通加快人才流动（王
""

和陈

宪，２０１９），而这种流动能使创业者更便捷地获取多种类型的人力资源、拓展合作网络与客户渠道，
进而整体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另一方面，人口流动加速是经济发展的体现。交通便捷为企业家、

技术人员等各类人才的流入提供了更快的通道，这种人才流动的便捷性优化了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使专业人才能够更高效地流向高需求创业领域，提升创业活动的整体质量和规模。

此外，高铁开通引发的人才流动具有非均衡性。首先，核心（发达）城市相较于外围城市拥有更

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成熟的创业生态，对人力资本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因

此，高铁开通促使人才从人力资本回报率低的中小城市向人力资本回报率高的大城市聚集，导致前

者出现严重的人力资本流出，抑制它们的创业活动，造成“极化效应”。其次，随着人口流动便利性

增加，创业者更偏好在具有密集资源的人口流入城市创业，规避在资源薄弱的人口流出城市创业。

高铁开通加剧了城市之间创业资源的竞争，使核心城市的大型企业受益，而外围城市的中小企业则

难以生存，抑制外围城市的创业。最后，人口净流出使得外围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市场规模萎缩，降

低当地创业活动的预期回报率，进一步抑制了当地的创业活动。

２．高铁开通通过便利资本流动影响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新创企业尤其是技术型新创企业一般都需要大量启动资金。然而，技术型新创企业由于其高

风险特征，很难在传统金融渠道获得融资。此时，风险投资成为这些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风险投

资是传统渠道融资的有益补充，与创业活动息息相关。风险投资者偏好于向地理距离较近的企业

投资，因为地理距离远的企业存在更多的信息不对称，投资的风险更高（Ｒａｇｏｚｚｉｎｏ，２００９）。高铁开通
导致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显著缩短，使得风险投资机构能够更快速地开展实地考察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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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提高资本与创业项目的匹配效率，从而提高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高铁开通会使风险投资向核心城市集聚。核心城市拥有良好的创业生态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因此，风险资本在核心城市更容易找到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项目。然而，外围城市却面临资金流失

困境。高铁开通后会加剧核心城市的这种虹吸效应，形成“极化效应”。

３．高铁开通通过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影响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高铁开通重构区域经济结构，对区域创新带来较大冲击（卞元超等，２０１９）。一方面，高铁加强

城市间技术交流与合作，直接促进知识和技术扩散。知识扩散加速，使创业者能高效获取最新科技

动态，提升初创企业技术水平，进而推动创业活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高铁也能促进产学研深

度融合，优化高校与企业间技术合作的落地流程（黄新飞等，２０２３）。这一过程推动创新要素在产学
研主体间高效流动配置，进而为提升区域创新水平与产业技术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也有异质性。核心城市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交通网络与

完整的产业链，吸引人才与资本集聚，显著加快创新产出与转化速度（高洪玮，２０２４）。高铁开通进
一步放大了核心城市在这方面的优势地位。在创新要素向核心城市流动的同时，外围城市创新创

业支撑体系被侵蚀，创新水平差距持续扩大，导致创业活动上的“极化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为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２７４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中国２００３年开通第一条试验高铁：秦
皇岛至沈阳客运专线。样本始于２０００年使得秦皇岛和沈阳在高铁开通前也有观测值。样本截止于
２０２１年的主要原因是，部分２０００年有取值的变量在２０２２年时大量取值缺失。城市创业活跃度数
据源于各城市每年的工商行政注册数据和统计年鉴。其他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铁道出版社的《铁

路客货运输专刊》和各城市的统计年鉴。对于少数数据缺失的变量，本文运用线性插值法填补。

（二）变量构造

１．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创业活跃度。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借鉴白俊红（２０２２）的做法，采用城市每百

人口新创企业数量来度量城市创业活跃度。

２．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地级市是否开通高铁的虚拟变量。对于某地级市，该变量在其开通高铁及之后

的年份取值为１，其他情形时为０。在２００３—２０２１年，我国各年开通高铁的城市数分别为６个、０个、０
个、０个、０个、９个、１９个、２１个、１５个、２１个、１９个、３７个、２５个、９个、５个、１４个、２１个、４个和７个。
３．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赵涛等，２０２０；白俊红等，２０２２），选择以下控制变量：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用各地级市人均ＧＤＰ的对数来衡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的创业机会和资源越多；
政府投资力度：用固定资产投资与政府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用年末金融机

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与各项存款余额之和占城市ＧＤＰ之比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高，意味着企业
和个人更容易获得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创业活动受到的资金约束少；社会消费水平：用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占城市ＧＤＰ之比来衡量，此变量取值高，表明市场需求旺盛，能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市
场机会；产业结构：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与城市ＧＤＰ之比来衡量，第三产业比重越高，表明该地区的
经济结构越倾向于服务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能为创业提供更多的高附加值机会；人力资本水平：用

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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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机制变量
机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流入、物质资本流入和城市技术创新。由于人力资本流入目前还缺乏

客观、权威的数据指标，我们参考郭东杰和余冰心（２０１６）的做法，采用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
差（万人）作为其代理变量。风险资本流入用城市每年发生的风险投资额（亿元）的对数来度量①。

技术创新用每个城市每年的专利授权数（百个）的对数来表示。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１所示，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均值为０．９２４。根据这个数字，一个当年
人口为５００万左右的城市，当地企业注册数量应为４．５万左右。例如郴州市２０１９年户籍人口为５３４
万，当地企业注册数量为４８１７２家。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创业活跃度 ６０２８ ０．９２４ １．０５９ ０．０１３ ２０．２３７
高铁开通 ６０２８ ０．３２７ ０．４６９ ０ １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６０２８ １０．１１４ ０．９６３ ４．５９５ １３．０５６
政府投资力度 ６０２８ ４．９８６ １１．０２８ ０．００１ ７４３．１１６
金融发展程度 ６０２８ ２．２１４ １．１２３ ０．３８３ ２１．３０２
社会消费水平 ６０２８ ０．３６２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００３ ３．８３５
产业结构 ６０２８ ３９．２０７ ９．６９５ ８．５００ ８５．３４０

人力资本水平 ６０２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００４ ０．７３５
流动人口 ６０２８ ３．２５５ １２６．４０２ －４１９．３２０ １２１５．６２０
风险投资 ５９４０ ０．７８４ １．３２２ ０ ８．５５２
创新水平 ６０２８ ２．１６０ １．５７８ ０ ７．９３６

（三）识别策略

本文使用下述模型估计高铁开通对城市创业的影响：

Ｅｎｔｉｔ＝αｉ＋βＨＳＲｉｔ＋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ηｔ＋μｉ＋εｉｔ （１）
其中，ｉ表示城市，ｔ表示年份。Ｅｎｔｉｔ代表城市创业活跃度。ＨＳＲｉｔ表示随高铁开通城市及开通时

间而变化的虚拟变量。ＨＳＲｉｔ＝１代表ｉ城市在年份ｔ开通了高铁，ＨＳＲｉｔ＝０则反之。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是系列
控制变量。ηｔ、μｉ和εｉｔ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β是本文关注的系数，
反映高铁开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本文的基准分析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１），在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只有当高铁
开通的处理效应在不同城市和不同开通年份都相同时，β的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量才是处理效应的
一致估计量。考虑到处理效应在不同城市间和不同年份里都可能不一样，本文使用ＤｅＣｈａｉｓｅｍａｒｔｉｎ
和ｄ’Ｈａｕｌｔｆｏｅｕｉｌｌｅ（２０２０）、Ｃａｌｌａｗａｙ和Ｓａｎｔ’Ａｎｎａ（２０２１）、Ｓｕｎ和Ａｂｒａｈａｍ（２０２１）、Ｂｏｒｕｓｙａｋ等（２０２４）
提出的异质性稳健估计量做了稳健性分析。

四、高铁开通对城市创业的整体影响

（一）基准分析

１．基准回归结果
表２报告高铁开通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估计结果。列（１）显示，高铁开通的系数估计值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列（２）进一步表明，在加入控制变量后，高铁开通的系数估计值仍显
著，且系数大小基本保持不变。根据列（２），开通高铁能让城市创业活跃度平均提高０．０７８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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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自专业风险投资数据机构———清科研究中心。该中心的数据中没有鹤岗市、伊春市、平凉市和来宾市的相关数字，

故样本剔除了这四个市。



即提高８．４４％（＝０．０７８／０．９２４×１００％）。在本文样本中，一个常住人口为５００万人的城市，平均每
年新创企业４．６２万家（＝５００÷１００×０．９２４）。根据此处的估计结果，此类城市开通高铁后，每年新
创企业数将增加３８９９家（＝４６２００×８．４４％）。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高铁开通 ０．０８３（０．０３８） ０．０７８（０．０３８）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０．００１（０．００８）
政府投资力度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５）
金融发展程度 －０．０５８（０．０２７）
社会消费水平 －０．０１９（０．１７８）
产业结构 ０．００７（０．００３）

人力资本水平 －１．４５２（１．４９２）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均值 ０．９２４ ０．９２４
样本量 ６０２８ ６０２８
调整Ｒ２ ０．６８５ ０．６８７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括号内数字为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２．平行趋势检验
ＤＩＤ估计量的一致性依赖于平行趋势假设。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来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参考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和Ｈａｎｎａ（２０１４）的做法，我们以开通前一年为基期，将高铁开通６年后的年份全部合并
到第６期，高铁开通五年前的年份都合并到事前第５期。

图１展示了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如图１所示，高铁开通前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表明开通
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在高铁开通前符合平行趋势假设。高铁开通当期及开通后第１期、第３期的系
数估计值均不显著，可能因高铁开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滞后性。第３期之后的系数估计
值都显著为正且逐渐增大，原因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铁开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逐渐增强，加

速了城市的发展进程，改善了城市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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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

注：该图展示高铁开通前和开通后各期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处理效应。横轴表示距离高铁开通的相对年份，纵

轴表示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变化。图中的点表示各期的系数估计值，虚线表示９５％的置信区间。

双重差分法的最新理论研究表明，传统平行趋势检验可能会存在估计偏误（Ｒｏｔｈ等，２０２３）。为
了解决这一潜在的偏误，本文借鉴了Ｒａｍｂａｃｈａｎ和Ｒｏｔｈ（２０２３）提出的诚实双重差分（ＨｏｎｅｓｔＤＩＤ），
在第一次显著的第２期进行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结果表明在０．４倍之前相对偏离限制和１０％平

７２

２０２６年第１期



滑限制下的处理效应仍然稳健①。

（二）稳健性检验

１．异质性稳健ＤＩＤ估计结果
如前所述，当处理时间不唯一时，表 ２报告的 ＴＷＦＥＯＬＳ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根据

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２０２１），ＴＷＦＥＯＬＳ估计量可分解为三类处理时间一致的 ＤＩＤ估计量的加权平均。
根据表３，表中“后期处理组ＶＳ早期处理组”的对比，即“禁止的对比（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其对
应的权重为２１．９％，意味着ＴＷＦＥＯＬＳ估计量存在较大的偏误，需要进一步进行异质性稳健ＤＩＤ估
计量检验。

表３　培根分解权重

处理组
!

对照组 估计量 权重

早期处理组ＶＳ后期处理组 ０．１３９ ４２．３％
后期处理组ＶＳ早期处理组 －０．２６８ ２１．９％
处理组ＶＳ从未处理的对照组 ０．２３０ ３５．８％

为此，我们报告了四种不同的异质性稳健 ＤＩＤ估计结果，具体是 ＤｅＣｈａｉｓｅｍａｒｔｉｎ和
ｄ’Ｈａｕｌｔｆｏｅｕｉｌｌｅ（２０２０）、Ｂｏｒｕｓｙａｋ等（２０２４）、Ｃａｌｌａｗａｙ和 Ｓａｎｔ’Ａｎｎａ（２０２１）以及 Ｓｕｎ和 Ａｂｒａｈａｍ
（２０２１）四个估计量的结果。如表４所示，高铁开通的四个估计结果均在１％水平下显著，估计值为
ＴＷＦＥＯＬＳ所得值的２倍至３．７倍不等，这表明ＴＷＦＥＯＬＳ法低估了高铁开通的效应。

表４　异质性稳健ＤＩ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ＷＦＥＯＬＳ ＤＣｄ’估计量 ＣＳ估计量 ＳＡ估计量 Ｂｏｒｕｓｙａｋ估计量
高铁开通 ０．０７８ ０．１５５ ０．１９５ ０．１６５ ０．２８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列（１）—列（５）的估计量依次为ＴＷＦＥＯＬＳ、ＤｅＣｈａｉｓｅｍａｒｔｉｎ和ｄ’Ｈａｕｌｔｆｏｅｕｉｌｌｅ（２０２０）、Ｃａｌｌａｗａｙ和Ｓａｎｔ’Ａｎｎａ
（２０２１）、Ｓｕｎ和Ａｂｒａｈａｍ（２０２１）和Ｂｏｒｕｓｙａｋ等（２０２４）。

２．置换检验
考虑到除高铁开通外，可能存在与政策实施时间、城市特征相关的混杂因素，本文进一步通过

多种置换检验排除干扰。首先进行时间置换检验，将高铁开通的实际实施时间人为滞后１０期，仅利
用政策实际实施前的数据，基于基准模型重新估计滞后“伪冲击”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通过

５００次重复模拟不同的滞后处理并估计后，结果显示各滞后期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与基准回归中
实际处理效应的显著正效应形成对比，说明随时间变化的混淆因素未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干扰②。

其次，我们参考陈强等（２０２５）的做法，进行混合置换检验。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无约束混合
置换检验还是有约束混合置换检验，双边Ｐ值均显著，且当预期处理效应为正时，右边 Ｐ值也显著。
故可拒绝“处理效应为０”的原假设。验证了即使控制组群结构，冲击本身的时间安排也并非由其他
混杂因素驱动，本文的因果结论具有稳健性。

８２

付明卫等　高铁开通与城市创业：极化效应还是涓滴效应？

①
②

受篇幅限制，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结果未予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通讯作者索取。

受篇幅限制，置换检验结果、双重机器学习结果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未予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通讯作者索取。



３．双重机器学习法的估计结果
目前，不少文献在研究类似于“高铁开通”这种“自然实验”时，开始采用双重机器学习（Ｄｏｕｂ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方法。传统双重差分模型存在模型设定偏差和线性假设约束等问题。当平行趋
势假设难以成立时，直接使用传统双重差分模型会导致有偏估计。双重机器学习的“双重去偏”机

制可放松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并且可在高维协变量中自动识别关键混杂因素，避免“维度诅咒”。

另外，双重机器学习可捕捉结果变量与协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无需预先设定函数形式。为此，

本文参考Ｂｏｄｏｒｙ等（２０２２）提出的双重机器学习法，重新检验了高铁开通与城市创业活跃度之间的
因果关系。

具体而言，本文选用随机森林算法，在控制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逐步纳入控制变量

集合的一次项、二次项与三次项。估计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在一次项、二

次项和三次项的设定中都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了不
同的样本分割比例。将样本分割比例设定为１∶７后，回归结果在１％水平上依然显著为正。
４．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控制其他政策的影响后，高铁开通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作用依

然存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谭伟
杰和胡润哲（２０２４）发现此政策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国务院于２０１５年８月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决定２０１５年９月在贵州启动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试点，２０１６年将北京、天津、河
北、内蒙古、辽宁、河南、上海、重庆和广东９个省市（自治区）纳入试点。支宇鹏和卢潇潇（２０２３）发
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促进区域创业。为了控制这两个政策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下述

两个虚拟变量：对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如果城市在ｔ年成为国家智慧城市，则该城市在此之后的
年份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对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如果城市在ｔ年成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则该城市在此之后的年份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在控制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和“国家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这两个政策的影响后，高铁开通的系数估计值依然显著。高铁开通的系数估计值与基准

模型估计值基本一致，表明高铁开通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几乎不受其他政策的影响。

第二，改变研究样本。高铁线路规划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主导、

会商地方政府后决定。通常情况下，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在规划高铁线路中占有优势。相较于普通

地级市，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可能会更早拥有高铁。因此，本部分剔除四个直辖市，重新估计模型

（１）。估计结果显示，剔除直辖市后，高铁的影响依然在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第三，使用别的核心解释变量。开通高铁的城市，有的站点多有的站点少，有的车次多有的车

次少，因而其高铁交通便捷性也不一样。侯新烁（２０１９）使用高铁站点数量度量一个城市的高铁交
通便捷性。周文韬等（２０２１）构建了高铁服务网络强度指标来度量高铁交通便捷性。我们使用高铁
站点数量和高铁服务网络强度分别代替高铁开通，重新估计模型（１）。估计结果显示，高铁对创业
的影响在１％水平上依然显著为正。

（三）机制分析

上文已经证实高铁开通能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本部分从人力资本流动、物质资本流动和技

术创新三个方面来分析高铁开通影响城市创业的机制。机制分析的模型如下：

Ｍｉｔ＝αｉ＋βＨＳＲｉｔ＋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δｔ＋φｉ＋εｉｔ （２）
其中，Ｍｉｔ表示人力资本流入、风险投资流入和技术创新。其他变量的含义与模型（１）相同。
表５报告机制分析的估计结果。高铁开通的系数估计值在三列中都显著为正，表明开通高铁能

让城市吸引来人力资本［列（１）］和物质资本［列（２）］，能提高城市的创新产出［列（３）］。总而言
之，高铁开通通过吸引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促进创新提高了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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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人力资本流入 风险投资流入 技术创新

高铁开通 ２２．５３９（５．０１９） ０．５４４（０．０６２） ０．３１８（０．０４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６０２８ ５９４０ ６０２８
调整Ｒ２ ０．８５３ ０．６４１ ０．９４６

五、高铁开通影响城市创业的极化效应

（一）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间的极化效应

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相比，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科教资源雄厚和营商环境优

越，是创业的沃土。相反，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创业者的吸引力不够。在东部地区，“只跑一

次”、几天之内就能完成企业注册。然而，在其他地区注册一家企业通常要面临各个政府部门的

“吃、拿、卡、要”，耗时数月甚至一年。但是，最近以来，东部地区城市同时也面临着环保压力大、交

通拥堵和生活成本高昂等挑战。高铁开通是进一步强化了东部地区城市在创业方面的优势，还是

促进了其创业资源向其他地区的扩散？

为回答此问题，我们在模型（１）中加入高铁开通与非东部地区城市的交互项，得到表６列（１）的
估计结果。在列（１）中，高铁开通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高铁开通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的创业
活跃度。高铁开通与非东部地区城市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并且其系数估计值（－０．５７７）与高铁开通
的系数估计值（０．４４２）之和依然为负数（－０．１３５），根据列（１），开通高铁能让非东部地区的城市创
业活跃度平均降低０．１３５个单位，即降低１８．２％（＝０．１３５／０．７４０×１００％）。非东部地区城市平均
常住人口３８７万，平均每年新创企业约２．９万家（＝３８７÷１００×０．７４），开通高铁后，此类城市每年新
创企业数将减少５２７８家，这表明高铁开通降低了非东部地区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总而言之，高铁开
通强化了东部地区城市对其他地区城市创业资源的“虹吸”，造成了“极化”效应。

表６　极化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高铁开通 ０．４４２（０．０９１） ０．６１３（０．１２９） －０．１２２（０．０５３）

高铁开通×非东部地区的城市 －０．５７７（０．１０９）
高铁开通×外围城市 －０．６４８（０．１３９）

高铁开通×人才引进强度高的城市 ０．３５８（０．０８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６０２８ ６０２８ ６０２８
调整Ｒ２ ０．６９９ ０．６９６ ０．６９２

注：非东部地区包含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国家统计局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划分为：东

部１０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６省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
湖北和湖南；西部１２省（区、市）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
３省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外围城市指核心城市之外的城市，而核心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
人才引进强度是根据各城市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人才引进的词频构建的指数。取值高于此指数中位数被定义

为人才引进强度高。

（二）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极化效应

如假说２所述，高铁开通可能会导致创业活动在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极化”效应。我国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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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直辖市都是一线或二线城市。１５个副省级城市中的５个（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和深圳）都是
经济发达的计划单列市，其余１０个都是省会城市。考虑到各省会城市基本上都是各省的经济中
心城市，为检验假说２，我们将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界定为核心城市，将其余城市界定
为外围城市。我们在模型（１）中加入高铁开通与外围城市的交互项，得到表 ６列（２）的估计结
果。在列（２）中，高铁开通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高铁开通促进核心城市的创业。高铁开
通与外围城市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并且其系数估计值（－０．６４８）与高铁开通的系数估计值（０．６１３）
之和依然为负数（－０．０３５），根据列（２），开通高铁能让外围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平均降低０．０３５个单
位，即降低４．３％（＝０．０３５／０．８１１×１００％）。外围城市平均常住人口３８４万，平均每年新创企业约
３．１万家（＝３８４÷１００×０．８１１），开通高铁后，此类城市每年新创企业数将减少１３３３家，这表明高铁
开通抑制外围城市的创业。综合而言，高铁开通使得核心城市从外围城市吸引来了更多的人才和

资本等要素，促进了核心城市的创业，抑制了外围城市的创业，造成了“极化”效应，证实了假说２。
（三）不同人才引进强度城市间的极化效应

当前，伴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

创业的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原来的以劳动、资金和厂房等较为原始的创业方式转向以技术为引

领的创业方式。技术引领下的创业更加强调人才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模式下，创业的

群体往往是具备技术研发能力的团队和人才。正因如此，各个城市基本上都在大力引进人才。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外围城市能否通过招揽人才扭转高铁“极化”效应带来的颓势？还是说只

能坐以待毙？

为回答此问题，我们使用陈曦等（２０２４）构造的各城市人才引进强度指数①，将该指数取值高
（低）于此指数中位数的城市定义为人才引进强度高（低）的城市，在模型（１）中加入高铁开通与人
才引进强度高的城市的交互项，得到表６列（３）的估计结果。在列（３）中，高铁开通的系数估计值显
著为负，表明高铁开通有损人才引进强度低的城市的创业。高铁开通与人才引进强度高的城市的

交互项显著为正，并且其系数估计值（０．３５８）与高铁开通的系数估计值（－０．１２２）之和为正数
（０２３６），表明高铁开通促进高人才引进强度城市的创业。这意味着，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外
围城市能通过主动出击、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在促进创业方面化高铁的劣势为优势。

（四）极化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上文已经证实，高铁开通整体而言促进了城市创业，但在东部地区城市和其他地区城市之间、

在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存在“极化效应”。为进一步探讨“极化效应”还是“涓滴效应”，本部分

深入分析高铁开通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对沿线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具体而言，在通过 ＬＭ检
验、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ＬＲ检验和Ｗａｌｄ检验的基础上，本文选取空间杜宾

!

双重差分模型（ＳＤＭＤＩＤ）分
析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的创业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高铁开通 ０．０４９（０．０２９） －０．５８８（０．１７１） －０．５３９（０．１７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６０２８ ６０２８ ６０２８
注：估计时采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１３

２０２６年第１期

① 陈曦等（２０２４）在全国３００个城市２００５—２０２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爬取（人才）引进类型、引进服务、引进方式和政策倾向
４个类型的关键词，得到各类关键词的频数，然后将加权关键词数与报告总词数的比值作为各城市的人才引进强度指数。



由表７可知，高铁开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其一，从直接效
应来看，高铁开通的估计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自身的创业活跃
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基准回归中高铁开通提升本地创业活力的结论形成呼应。其二，从间接

效应来看，其估计系数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高铁开通在促进本地创业的同时，对周
边城市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其三，从总效应来看，其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高铁
开通对本地及周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整体净效应为负。这进一步证明，高铁对本地创业存在直接

促进作用，但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强度更大，高铁开通导致了沿线城市创业的“极化效应”，而非

“涓滴效应”。

为加深对高铁开通影响城市创业的地理溢出效应的理解，本文参考曹清峰（２０２０），拓展基准模
型（１），设定如下模型：

Ｅｎｔｉｔ＝αｉ＋βＨＳＲｉｔ＋∑
９００

ｐ＝０
υｐＤ＿ＨＳＲ

ｐ
ｉｔ＋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ηｔ＋μｉ＋εｉｔ （３）

其中Ｄ＿ＨＳＲｐｉｔ为虚拟变量：如果在ｔ年距离城市ｉ（ｐ，ｐ＋１００］千米范围内存在高铁开通的城市，
则Ｄ＿ＨＳＲｐｉｔ为１，否则为０。其他变量的定义同上。估计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显示，高铁开通对直线距离在０—１００千米范围内的城市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高铁
开通有助于提升这一地理范围内的城市的创业活跃度；高铁开通对距离１００千米—２００千米和７００
千米—８００千米的城市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高铁开通对这两个区间的城市存在虹吸效应，
进一步反映了高铁开通对这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极化效应。开通高铁对距离７００千米—８００千米
这个范围内的城市存在极化效应，原因可能是在７００千米—８００千米直线距离的两个城市间，高铁
是比飞机、普铁更受欢迎的交通工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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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地理距离动态效应

注：该图展示高铁开通对不同地理距离范围内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横轴表示地理距离，纵轴表示城市创业

活跃度，虚线表示９０％的置信区间。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中国２７４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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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蒋华雄和孟晓晨（２０１７）将高铁沿线“城市对”按铁路线距离划分为５个类别：０—２００千米为短距离，２００千米—４００千米为
中短距离，４００千米—６００千米为中等距离，６００千米—１０００千米为中长距离，大于１０００千米为长距离。他们发现，高铁中长距离的客
流量占比为２０％，明显高于中距离的１５％和长距离的１８％；普铁中长距离的客流量占比为１６％，而中距离为１５％、长距离为２１％。



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高铁开通明显提升全国整体的创业活跃度。

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双重机器学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后，仍具有显著影响。并且通过四种异质性稳健ＤＩＤ估计量发现，ＴＷＦＥＯＬＳ估计量严重低估了
高铁对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促进效应。第二，机制检验显示，高铁开通通过人力资本、风险投资与

技术创新的流动促进了城市创业活跃度。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不同地区、城市类型

和人才引进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核心城市和高人才引进强度的城市表现出较强的资源集聚

效应，而外围城市和低人才引进强度的城市则面临人力资本和风险投资外流的压力，从而出现“极

化效应”。第四，空间效应分析发现，高铁开通的直接效应为正向显著，间接效应为负向显著，因此

从空间效应来看，也出现了“极化效应”，并且通过地理距离动态效应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在０—１００千
米范围内影响为正向显著，而在１００千米—２００千米和７００千米—８００千米范围内为负向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期优化高铁开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促进创

业活动协调发展。

第一，以深化高铁设施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覆盖全国的高速交通体系，进一步促进城市创业

活跃度。虽然高铁开通短期内可能加剧各类要素向核心城市聚集而造成的“极化效应”，但从长期

来看，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交流和创业生态具有重要积极作用。政府应坚持交通网络建设一盘棋

布局，强化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格局。具体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展开：一方面，扩大高铁网络

覆盖范围。基准回归显示高铁开通显著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通过增强各城市间的可达性，通过高

铁带动当地城市创业活动，让更多城市纳入高铁促进创业的辐射范围。另一方面，强化高铁站点的

创业配套设施建设。在已开通高铁的城市，重点规划高铁站周边区域小型创业孵化区，或者建设高

铁站与产业区高效的城内交通。提供低成本办公空间、简化企业注册流程，通过降低创业启动门

槛，放大高铁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

第二，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平衡不同地区创业资源配置。实证显示，高铁开通对城市创业的

促进存在显著“极化效应”。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与核心城市创业得到促进，非东部地区与外围城

市创业受抑制，且高人才引进强度的城市能缓解这种抑制，低人才引进强度的城市则加剧这种情

况。据此，从以下两点展开：一方面，在东部地区，加强东部地区内部高铁密度，推动核心城市的研

发设计、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向外围城市转移配套环节，利用高铁带动外围创业。在非东部地区，

合理规划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产业布局，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核心城市依据当地特色，因地制

宜地发展特色高端产业（如贵州省大数据中心）。外围城市发展相应配套加工产业，通过差异化定

位避免同质化竞争，使外围城市从被动“输血”转向主动“造血”。另一方面，加强人才引进强度，突

破现有制度约束。其一，在核心城市，依托高端产业布局，聚焦高端产业的高层次人才引进，配合创

业补贴等政策，利用高铁带来的人才集聚效应形成创业高地。其二，在外围城市，依托于本地特色

产业与本地高校，侧重实用技能人才与本土创业者培育。利用高铁开通所带来的可达性，让他们去

区域核心城市开展定向培训，同时简化落户流程，降低生活成本门槛。

第三，完善要素配置机制，加强“核心
!

外围”城市互动。外围城市的要素流失源于其“软硬件

短板”，需通过能力建设增强要素黏性。研究证实，高铁通过吸引人力资本、风险投资和促进技术创

新提升创业活跃度。通过这三点展开：其一，从技术创新方面来看。可在外围城市利用当地特色优

势，设立特色产业基地，完善人才保留制度，提供低成本办公空间与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例如贵州依

托独特的气候条件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吸引北上广深人才返乡创业。其二，从人才方面来看。

需利用区域性核心城市人才，鼓励他们帮扶地域内外围城市，利用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推行“周

末科学家”“候鸟型专家”制度，强化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人才交流。而外围城市也要设计相应人

才引进政策，将高层次人才留住，使他们成为创业的中坚力量。其三，还要考虑到资本方面。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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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金融支持政策至关重要，可设立区域性创投基金重点投资特色产业，通过高铁实现资本与技术的

快速对接，缓解外围城市融资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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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新媒体促进城市旅游发展
———来自文旅部门微博的证据

明翠琴　彭宏亮

摘　要：政务新媒体作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重要桥梁，在推动旅游发展方面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
色。文章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２２年２７６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文旅官微建设对城市旅
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１）文旅官微建设对城市旅游人数和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２）文旅官微可通过提升市场活力促进旅游人数和收入的增加；（３）交通基础
设施提升能够强化文旅官微对旅游人数和收入的促进作用；（４）在旅游资源禀赋高的地区，文旅官微对
旅游人数和收入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５）文旅官微的传播能力越强，发帖互动程度越高，其对旅游人数
和收入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研究结论揭示了文旅官微对城市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影响机制，为政

府优化文旅官微运营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政务新媒体；旅游；微博发帖；旅游服务消费；数字政务；休闲经济

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６８２（２０２６）０１－００３６－１４

一、引　言

在２１世纪的数字化浪潮中，数字信息技术的进步不仅改变了经济社会结构，也给政府治理模式
和服务方式提供了新的选择。政府数字化转型和建设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提升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力量。２０２０年９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优化互联网思维资源配置，利用好５Ｇ、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新闻
传播领域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提升政务服务效率。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
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全面提升政务新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打

造一批优质精品账号，建设更加权威的信息发布和解读回应平台、更加便捷的政民互动和办事服务

平台。２０２４年５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印发了《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
型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推动政务新媒体平台的互联互通，实现政务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构建高效

精细的数字政府服务体系。政策文件表明，政务新媒体作为数字政府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

到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这些政策旨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利用先进技术，提升政务新媒体的服

务效能，推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以更好地满足公众对高效、便捷政务服务的需求。

文化和旅游部门作为与广大游客和文化消费者沟通联系的公共部门，近年来也高度重视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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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建设，文化和旅游部多次发文强调利用新媒体提升文化和旅游智慧政务服务水平。在当前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为提高服务质量，纷纷开通了微博等政务新媒体渠道。这

些平台具有参与广泛、成本节约、互动强大等特点，可有效传播政策资讯、公开违规案件处理结果，

并实时发布部门最新动态。截至２０２４年末，全国已有２０３个地级市开通文化和旅游官方微博账号，
累计发帖逾１５０万条，发帖量与互动频次均呈持续上升态势。随着文化和旅游部门不断推进数字化
转型，文旅部门微博等政务新媒体的建设是否能够对城市的旅游发展产生影响？在产生影响的前

提下，究竟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形成影响作用？以及影响效果可能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研究两

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厘清政务新媒体在旅游发展作用中的内在机理，也为提升政务新媒体运营效

果和完善旅游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现有文献对政务新媒体的研究聚焦三个方面：概念内涵、发展现状、应用效果。在概念内涵方

面，陈强和曾润喜（２０１７）认为政务新媒体是政府机构为了满足在线治理需求，在新媒体平台上建立
的互动平台，涵盖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应用程序等多种形态。而温志强和高静（２０１９）则强调
政务新媒体在与公众交流中发挥的双向互动功能。总的来说，政务新媒体是指政府机构或公共部

门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如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发布信息、提供服务、与公众互动和沟通

的一种新型媒体形式。政务新媒体以其即时性和互动性特点，在信息传播领域与传统媒体形成了

鲜明对比（Ｃａｍｐａ，２０１８）。在发展现状方面，随着公众对新媒体的依赖日益增强，国际上，诸如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ＴｉｋＴｏｋ等数字平台已成为各国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和加强政民互动的关键工具
（Ｄａｍｉｎａ，２０２０）。然而，在新媒体的运用过程中，Ｋｅｎｔ和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８）提出对话传播理论，认为网络
对话传播时要注重对话回路、信息有用性、产生回访、用户挽留和界面易用性五大原则。此外，政府

也需要深入了解媒体的传播特性及公众的需求趋势，将公众偏好纳入考量，才能迅速获得公众的响

应和反馈（Ｅｖａｎｓ，２０１９）。在应用效果方面，有相关研究显示，当县级政府参与政务微博建设后，当
地居民对官员的信任程度均值水平会提高，并且发布的政务微博数量越多，这种信任提升的效应越

明显（刘伯凡等，２０２３）。在企业层面，政务微博的开通还提高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尤其是对小
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陈等，２０２４）。此外，在社会治理领域，生态环境局开
通的环保官微等政务新媒体，凭借其发布信息的权威性，可有效震慑并改善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环

境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刘辛和许慧，２０２４），通过宣传和震慑效应，有助于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强
度（Ｂａｓｓａｎｏ等，２０１９）。

相较于传统旅游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为旅游发展带来了诸多优势。在过往研究中，传统旅游网

站的服务模式暴露出显著缺陷，尤其在互动性上。这些网站大多仅提供新闻通讯、电子邮件等基础

功能，缺乏深度互动方式，使得用户在信息获取与交流中备受不便，旅游动机也因此受到削弱（Ｌａｗ
等，２００９）。相比之下，现代化社交媒体平台，如国外的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Ｌｉ等，２０１９），以及国内的抖
音、微博（张薇和胡玉娟，２０２１）等，凭借评论、提问等丰富互动形式，为游客提供了更为丰富和便捷
的旅行规划体验。这些平台不仅激发了游客对旅行的期待和热情，还有效推动了旅游意愿的转化

（Ａｍａｒｏ等，２０１６）。政务新媒体凭借其官方特殊身份，在旅游信息传播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例如，
理塘县借助丁真走红事件，通过政务抖音号大力推广当地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迅速吸引了全国网

民的关注，极大提升了地区知名度（孙美玲和王倩颖，２０２１）；故宫博物院则利用微博塑造了“萌”系
形象，吸引了大量粉丝并引爆多个现象级话题（王君怡等，２０２３），进一步证明了政务新媒体在吸引
公众关注和参与方面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政务新媒体借助政府的公信力（郭强等，２０２５），能够
放大其传播效果，更加容易塑造富有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的旅游品牌形象（吕连琴和陈天玉，

２０２０），从而有效提升旅游信息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在促进旅游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在政务新媒体的传播策略、内容分析、用户互动以及社会网络结构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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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讨，包括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的应用。然而，政务新媒体相关

的实证研究较少，尤其鲜见研究政务新媒体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

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政务新媒体的角度出发，系统探讨政务新媒体建设对城市旅游发展

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现有研究多关注新媒体营销、数字技术发展对旅游市场拓展、旅游目的

地品牌建设的影响，而本文聚焦于以政府为主体的新媒体建设对旅游的促进效应，对提高旅游营销

的精准性及推动旅游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政务新媒体在

微博旅游领域的开通与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分析超过１５０万条政务新媒体的旅游相关发帖数
据，更加精确地分析地方政府与公众在旅游领域的互动行为，为政务新媒体对旅游发展促进效应的

实证分析提供了可信证据。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本文深入探讨了市场活力在政务新媒体对旅游发

展影响中的作用机制。同时，本文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媒体传播能力以及媒体互动程度的提升能够

显著增强政务新媒体对旅游发展的促进效应，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旅游发展政策和优化政务新媒

体建设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理论分析

以文旅官微为代表的政务新媒体的开通和运营能够促进城市旅游发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分析。第一，文旅官微能够有效地深化和扩展核心旅游资源的吸引力。文旅官微可以构建一个多

角度、立体化的地方故事叙述，使得旅游地的吸引力更加生动和全面（Ｚｈｏｕ等，２０２３）。这种集体性
的叙述不仅丰富了旅游地的文化内涵，也增强了游客的归属感和参与感（Ｗｅｎｇｅｌ等，２０２２）。其次，
文旅官微利用社交网络的传播力量，通过与网红群体或文旅企业合作和投放社交广告，将旅游地的

核心吸引物推广给更广泛的潜在游客，从而扩大旅游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孙晶等，２０２０）。第二，
文旅官微通过数字媒介的跨区域联动效应，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Ｈｕｌｌ和 Ｌｉｕ，２０１８）。在
文旅官微的运营中，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信息传播和沟通的工具，利用独特推荐算法、标签、评论和分

享等功能，有助于塑造和传播地方形象，提升地方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不仅能够加强不同地方之

间的联系，而且能够促进社会、文化和物质等多个领域的交互和连接，从而形成一个强大的联动网

络（Ｃｈｅｎ等，２０２３）。再者，视频化社交媒体不仅通过个人视听叙事和集体共创等多种方式建构线上
旅游中的景点，而且通过互动功能，让用户积极参与到地方符号的生产和解读中，从而丰富地方的

文化内涵和精神意象，重塑地方的旅游吸引力（谢晓如等，２０２５）。第三，文旅官微能够提升旅游服
务的质量和效率。文旅官微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可以收集游客的反馈和建议，及时响应旅游服务中

的问题，从而提升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吴颖，２０２２）。同时，文旅官微还可以通过发布旅游政策、
管理措施和安全提示等信息，提高旅游管理的透明度和游客的满意度。此外，文旅官微还可以作为

旅游推广和市场营销的工具，通过精准营销和目标受众分析，提高旅游推广的效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１：文旅官微能够促进城市旅游发展。
以文旅官微为代表的政务新媒体可通过提升市场活力从而促进旅游发展。首先，基于信息不

对称理论，文旅官微建设有助于提升创业信息的可获取性和透明度，文旅官微通过集中发布政策信

息、行业动态、市场趋势等关键信息，使创业者能够快速获取到最新的行业资讯和政策导向，减少信

息不对称问题（李任，２０２３）。同时，文旅官微的互动功能提供政策解读服务，帮助创业者理解复杂
的政策文件，明确创业方向和可享受的政策优惠，降低政策理解难度（秦晓楠等，２０２３）。其次，文旅
政务新媒体的建设能够增强文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促进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政务

新媒体为文旅企业搭建品牌推广与精准营销的官方入口，将热门影视、文化事件等流量资源与地方

文旅产品嫁接，放大品牌曝光与话题热度，快速提升企业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进而激发文旅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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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业活力（蔡鸿云等，２０２４）。在文旅市场中，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必须不断创新其产品和
服务，以提供更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旅游体验，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进而吸引更多的游客以增加

旅游收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２：文旅官微能够通过提升市场活力促进城市旅游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增强以文旅官微为代表的政务新媒体建设对城市旅游发展的促

进作用。一般而言，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促进旅游交通网络的优化，为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随着交通网络的扩展和质量的提升，城市间的通达性得到增强，使得更多的旅游资源

能够高效地流动和交换，推动了旅游项目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柴寿升等，２０２３）。与此同时，文旅政
务新媒体通过丰富的线上内容和互动功能，吸引游客的关注和兴趣。通过发布旅游信息、活动推广

和用户生成内容，文旅官微能够有效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激发游客的出行欲望。但

若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不足，即使文旅官微通过数字技术吸引了游客对城市旅游的关注，游客可能会

因为担心长时间的通勤或复杂的交通换乘而放弃部分旅游计划。当线上吸引力与线下交通基础设

施相互结合时，可以更充分地放大文旅官微对城市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３：交通基础设施在文旅官微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过程中起到
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文旅官微纳入城市旅游发展的分析框架中，并结合理论假说，探究以文旅官微为代表的

政务新媒体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Ｔｎｉｔ＝α０＋α１Ｗｂｉｔ＋αｅＸｉｔ＋λｔ＋δｉ＋εｉｔ （１）
其中，Ｔｎｉｔ表示城市ｉ在ｔ年的旅游人数或旅游收入的对数值；Ｗｂｉｔ表示城市是否在微博上拥有

文旅官方媒体；Ｘｉｔ表示一系列可能会影响城市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控制变量；α０表示模型的截
距项；α１表示文旅官微对旅游人数和收入的影响系数；αｅ表示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λｔ表示年份固
定效应；δｉ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ε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城市旅游发展。考虑到城市旅游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获取性，本文采用地级市的旅

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来衡量城市旅游发展。旅游人数：本文采用地级市的旅游人数作为衡量旅游发

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旅游人数反映了一个城市吸引游客的能力，是评估旅游市场规模和旅游吸引

力的直接指标。旅游收入：除了旅游人数，旅游收入也是衡量城市旅游发展的关键指标。旅游收入

不仅反映了旅游业对城市经济的贡献，还体现了旅游消费水平和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在回归时，二

者均取对数。

解释变量：文旅官微。本文通过“城市＋文旅”“城市 ＋旅游”等关键词在微博官网进行用户检
索。文旅官微的开通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１）文旅官微已被城市广电旅游局、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旅游局等认定为官方政务微博；（２）文旅官微开通后，致力于日常化、持续化、原创化地发布权
威信息，解读文旅政策，传播旅游文化知识，注重与公众互动，而不仅仅是进行简单的景点介绍和旅

游信息的转载。城市是否具有文旅官方微博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城市文旅官方微博首发文

章的年份及之后的年份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机制变量和调节变量。机制变量：市场活力。借鉴李江和吴玉鸣（２０２４）的研究，采用地级市文

旅新增注册企业数量衡量市场活力。调节变量：交通基础设施。借鉴李均超等（２０２４）的研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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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区路网密度和人均道路面积衡量交通基础设施。

控制变量。为了避免出现遗漏变量对模型造成影响，本文设置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城市旅游发

展的控制变量（侯新烁和刘萍，２０２３），主要包括：旅游资源，采用地级市４Ａ和５Ａ景区数量的对数值
衡量；旅游接待水平，采用地级市星级酒店数量的对数值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生产总值的

对数值衡量；产业结构，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值衡量；对外开放水平，采用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与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对数值衡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２００６—２０２２年中国２７６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来研究政务新媒体建设对旅游发展的影
响，样本不包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城市，删除了部分缺失值严重的地级市，其中个别缺失

数据借助插值法补全。数据主要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微博网站数据

等。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对被解释变量和部分控制变量采用了对数化处理。表 １为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

表１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旅游人数 ４６９２ ３．１２６ １．５８７ １．２１９ １５．７３４
旅游收入 ４６９２ ４．１６１ １．３１６ １．３６９ １３．２７２
文旅官微 ４６９２ ０．２８６ ０．４５２ ０ １
发帖数量 ４６９２ ３．５１８ １１．４３９ ０ １５２．３０１
旅游资源 ４６９２ １．６８３ ０．９２８ ０ ４．６４３

旅游接待水平 ４６９２ ３．２７８ ０．８９８ １．０９９ ６．７２９
经济发展水平 ４６９２ １０．５２７ ０．７２４ ４．５９５ １３．０５６
产业结构 ４６９２ １．００１ ０．５６７ ０．１３１ ５．６５

对外开放水平 ４６９２ ９．７７２ ２．０１７ ２．８３３ １４．９４１
固定资产投资 ４６９２ １７．６７１ ０．９６８ １５．０１２ ２０．７２７
市场活力 ４６９２ ５．３７１ １．０７９ ２．０７９ ９．９４４

交通基础设施 ４６９２ ４．４２６ １．１６１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准回归

为了验证文旅官微对城市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如表 ２所
示，列（１）和列（２）均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列（３）和列（４）为加入了控制变量的年份城市固定
效应模型。分析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文旅官微建设均对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具体而言，文旅官微建设对旅游人数的影响系数为０．２１３，对旅游收入的影响系数为０．２０６，且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若城市文旅部门开通官方微博，城市旅游人数和收入将分别提升２１．３％
和２０．６％。这一结果初步验证了文旅官微建设对旅游发展的促进效应，从而支持了假说１。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 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

（１） （２） （３） （４）
文旅官微 ０．２２３（０．０５６） ０．２２１（０．０２５） ０．２１３（０．０２３） ０．２０６（０．０２４）
旅游资源 ０．０４３（０．０１５） ０．０２３（０．０１７）

旅游接待水平 －０．０２３（０．０１７） －０．０６７（０．０１７）
经济发展水平 ０．２４１（０．０６２） ０．２３３（０．０７０）
产业结构 ０．１３０（０．０３８） ０．２０８（０．０４８）

０４

明翠琴等　政务新媒体促进城市旅游发展



续表２

变量
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 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

（１） （２） （３） （４）
对外开放水平 ０．０６８（０．００８） ０．０６５（０．００８）
基础设施建设 －０．０９６（０．０５６） －０．３１１（０．０６３）
常数项 １．９３６（０．０１６） １．９３７（０．０１０） ０．３０４（０．７５２） ４．３１７（０．７９９）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６９２ ４６９２ ４６９２ ４６９２
Ｒ２ ０．８１８ ０．７８９ ０．８２３ ０．７９５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是根据事件发生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来识别因果关系。结果的准确性

依赖于平行趋势假设，即没有事件干预，两组的变化趋势应该一致。使用事件分析法，对文旅官微

开通进行平行趋势检验。考虑文旅官微开通的样本集中区间，选取媒体开通前５年为比较基准，选
取事件前一年为基准年，构建事件前５年，媒体开通及其后６年的虚拟变量与媒体开通变量的交乘
项，其中Ｄ－５ｉｔ 表示媒体开通之前、媒体开通年份以及之后年份的交乘项，α１为对应的系数，其他符号
的含义同上文。具体模型如下：

Ｔｎｉｔ＝α０＋α１Ｄ
－５
ｉｔ ＋… ＋α１１Ｄ

６
ｉｔ＋αｅＸｉｔ＋λｔ＋δｉ＋εｉｔ （２）

对旅游效应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１所示，可知文旅官微的开通对旅游人数的促进效应
在２年后才开始显现，而对旅游收入的促进效应则在３年后才逐渐呈现。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
在于，文旅官微需要一定时间来精心构建具有吸引力的内容体系和打造旅游品牌。在内容体系构

建方面，初期内容可能较为单薄、缺乏特色，难以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随着对当地旅游资源的深

入挖掘以及对游客需求的不断了解，需要逐步丰富和优化内容。从品牌塑造角度来看，旅游品牌的

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持续稳定地输出高质量内容来塑造形象、提升知名度。同时，要通过与其

他旅游宣传渠道合作以及举办线上线下活动等方式，来强化品牌影响力。此外，可以观察到在文旅

官微建设的第４年之后，旅游效应快速上升，这也说明了当政务新媒体品牌打造到了一定程度后，其
对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断加强的，并且伴随着长期动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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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平行趋势检验

（三）平行趋势敏感性分析

新近的因果推断理论指出，传统的平行趋势检验可能无法准确捕捉到处理效应前的共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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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还可能导致因果估计的失真和偏误。Ｒａｍｂａｃｈａ和Ｒｏｔｈ（２０２３）提出了一种新的检验思想，通过
对处理后点估计量的置信区间进行推断，来处理平行趋势假设的违反问题。该方法主要分为两个

部分：一是构建平行趋势不成立的相对偏离程度；二是构造与上述偏离程度相对应的处理后点估计

量的置信区间。借鉴Ｂｉａｇｉ和Ｓａｒｓｏｎｓ（２０２３）的方法，设置最大偏差度 Ｍｂａｒ＝１×标准误，检验政策
后的平行趋势敏感性，选择首个效应显著的期数为基期。结果如图２和图３所示，表明在相对偏离
限制下平行趋势依然稳健；平滑限制情况下，处理前趋势偏差无论多大，文旅官微仍对城市旅游发

展仍显著。综上，说明在受到一定的冲击偏离后，文旅官微依然对城市旅游人数和收入具有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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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旅游人数平行趋势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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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旅游收入平行趋势敏感性分析

（四）稳健性检验①

１．安慰剂检验
为了避免存在不可观测的变量对模型结果造成影响，本文采用反事实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

本文在２７６个样本城市中随机抽取对应城市作为伪处理组，其余城市作为伪对照组，随机设定文旅
官微开通年份后进行回归，得到伪文旅官微开通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将上述过程重复１０００次，可
以得到相应的回归系数和ｐ值。核密度估计图结果显示，随机抽样生成的伪回归系数基本呈现以零
为均值的正态分布，绝大多数回归结果不显著，这意味着安慰剂检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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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中的安慰剂检验、ＰＳＭＤＩＤ方法、替换解释变量、删除直辖市和剔除特殊事件结果未予展示，备
索。



２．异质性处理效应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在估计政策效应时，会涉及不同时间点上处理组相对于控制组的政策效应

的综合度量。这种综合度量基于各时间点的政策效应，并依据其在模型中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从

而得出整体估计系数。不过，ＤｅＣｈａｉｓｅｍａｒｔｉｎ和 Ｄ’Ｈａｕｌｔｆｏｅｕｉｌｌｅ（２０２０）的研究指出，当存在异质性
处理效应时，若负权重较多，可能会加剧偏差。基于此，本文计算了全样本中负样本所占据的权重，

在１３４３个权重中，１３０３个权重为正，４０个权重为负，负权重占比为２．９８％，不足５％，说明考虑异质
性处理效应的估计偏误后结果依然稳健。此外，运用其他多种异质性稳健估计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如图４所示，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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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旅游人数和收入异质性处理效应

３．ＰＳＭＤＩＤ方法和替换解释变量
城市是否进行文旅政务新媒体建设，往往会受到城市本身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技术支持等方

面的影响。为了避免选择性偏误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采用核匹配的方法对原有数据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文旅官微对旅游人数和收入均在１％水平上正向显著。将文旅官微每年的发帖数量取对
数，作为新的核心解释变量，用以区分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官微和僵尸号，文旅官微建设对城市旅

游人数和收入的影响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
４．删除直辖市和剔除特殊事件
直辖市相较于其他地级市，利用新媒体服务、推进智慧旅游等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和更成熟的

实践。这些城市能够提供更精准的旅游营销传播，利用大数据等手段提高营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据此，本文选择删除这些直辖市以排除特殊城市可能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文旅官微建设对城市旅

游人数和收入的影响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剔除特殊事件，由于新冠疫情事件对旅游行业造成
了显著冲击，可能会影响数据的稳定性和结论的可靠性。文旅官微对旅游人数和收入的影响系数

均在１％水平上显著。
（五）内生性问题①

尽管在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中均验证了文旅官微对城市旅游人数和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但是考虑到本文可能存在可能遗漏的控制变量以及政务新媒体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反向因果关

系，其可能使文旅官微建设的效应受到混淆因素的影响。参考刘伯凡等（２０２３）的研究，本文采用份
额移动法为文旅官微构造工具变量，使用全国文旅微博开通数量增长率与同省份文旅微博开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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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选其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全国文旅微博开通数量增长率与

同省份文旅微博开通比例的乘积能够反映全国范围内文旅微博开通的整体趋势，并且与各省份的

文旅微博开通情况有较强的相关性，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原则。另一方面，全国文旅微博开通数

量增长率与同省份文旅微博开通比例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具有外生性，而不会直接受到其他未观

测因素的干扰，满足工具变量排他性原则。

２ＳＬＳ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的系数在１％水平上正向显著。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
示，工具变量对旅游人数和收入的影响结果均在１％水平上正向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的系数０．２３６
和０．２２６相比，分别扩大了１．１０８和１．０９７倍，远低于平均扩大９倍的交互项系数（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７）。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的值较大，且对应的ｐ值较小，说明工具变量可以用来识别模型中的因
果效应。ＷａｌｄＦ统计量大于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弱识别检验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说明本文的工具变量拒
绝弱工具变量的假设。文旅官微建设仍对旅游人数和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果具有一定的

稳健性。

（六）机制检验和调节效应

１．市场活力的机制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 ＋”战略的深入推进，政务新媒体已经成为政府与公众沟

通的重要桥梁。微博作为政务新媒体的代表之一，尤其是文旅官方账号，不仅在宣传推广文旅资

源、打造城市形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繁荣文旅市场、引导文旅舆情等方面也扮演

着关键角色。本文选择新注册行业代码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企业衡量市场活力。结果如表 ３
所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文旅官微建设对市场活力的影响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
明文旅官微建设可激发市场活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旅游企业为了吸引更多游客，会不断

开发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李任，２０２３），如特色主题游、定制化旅游、沉浸式体验等。这不仅丰富了
旅游市场的供给，还能够促使旅游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吸引更多游客前

来旅游，从而全方面地促进城市旅游发展（刘瑞明等，２０２０）。综上所述，假说２得到了验证。
表３　市场活力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市场活力 市场活力

文旅官微 ０．１１１（０．０２１） ０．１１０（０．０２１）
控制变量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４６９２ ４６９２
Ｒ２ ０．８９０ ０．８９３

２．交通基础设施的调节效应
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和文旅官微的交互项，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在文旅官微对城市的旅游人数和

收入的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 ４所示，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文旅官微对旅游人
数和收入的影响系数都显著为正，且交通基础设施和政务新媒体的交互项系数都在１％水平上正向
显著。这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在文旅官微对城市旅游人数和收入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假说３
得到验证。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为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有力支撑，显著降低了游客的出行成本。

依托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原本偏远的自然景区和文化遗址得以快速接入主流旅游线路，不仅提

升了可达性，也丰富了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层次，吸引更多游客前往（柴寿升等，２０２３）。与此同时，
交通效率的提升通常带动沿线旅游配套设施的升级，从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发多元消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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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良性循环。

表４　交通基础设施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 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

（１） （２） （３） （４）
文旅官微 ０．１９６（０．０２２） ０．２０２（０．０２３） ０．１９０（０．０２２） ０．１８９（０．０２３）

文旅官微×交通基础设施 ０．２４７（０．０２２） ０．２２７（０．０２１） ０．２３１（０．０２２） ０．２１２（０．０２０）
交通基础设施 ０．０１９（０．０２０） －０．０６３（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０．０２１） －０．０５７（０．０２５）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６９２ ４６９２ ４６９２ ４６９２
Ｒ２ ０．８２９ ０．７９７ ０．８３２ ０．８０２

（七）异质性分析

旅游资源禀赋的差异可能影响文旅官微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如在不同城市中４Ａ及５Ａ景
区数量的差异会影响文旅官微的宣传策略和效果。具体而言，４Ａ及５Ａ景区数量多的城市，其旅游
资源丰富度和吸引力较高，文旅官微可以通过展示这些高等级景区的独特魅力，吸引更多游客。此

外，高等级景区的分布还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性等因素相关，这些因素也会间接影响文

旅官微的建设效果。本文选择使用地级市的旅游资源来衡量旅游资源禀赋，根据地级市所在排名

选取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旅游资源禀赋高和旅游资源禀赋低城市，探究在旅游资源禀赋不同的情

况下，文旅官微建设对城市旅游人数和收入的异质性效应。结果如表 ５所示，可知在旅游资源禀赋
高的城市，文旅官微对旅游人数和收入的影响系数为０．２６７和０．２７３，在１％水平上显著；在旅游资
源禀赋低的城市，文旅官微对旅游人数和收入的影响系数为０．０６１和０．０４３，在１％水平上显著。观
察旅游资源禀赋高和低城市的影响系数，可知文旅官微对旅游资源禀赋高城市的旅游人数和收入

的作用远远强于旅游资源禀赋低的城市。其原因在于，旅游资源禀赋高的城市通常拥有更丰富、更

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文旅

官微的建设能够更好地宣传和推广这些优质资源，进一步提升其吸引力，从而显著增加旅游人数和

收入。

表５　异质性分析

变量

旅游资源禀赋高 旅游资源禀赋低 旅游资源禀赋高 旅游资源禀赋低

旅游人数 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 旅游收入

（１） （２） （３） （４）
文旅官微 ０．２６７（０．０３８） ０．０６１（０．０１７） ０．２７３（０．０４０） ０．０４３（０．０１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２６１ ２４３１ ２２６１ ２４３１
Ｒ２ ０．８３６ ０．７７６ ０．８２５ ０．７０３

（八）进一步分析：文旅官微传播能力和互动程度的影响

１．文旅官微传播能力的影响
政务新媒体的建设质量可能存在参差不齐，这一现象在文旅领域尤为明显。由于平台设置和

运行缺乏全局性的统筹整合，政务新媒体发布的信息分散化，缺乏战略性规划，导致重复建设和功

能重合问题。此外，部分文旅账号忽视了用户的服务体验，仅将平台作为信息发布渠道，可能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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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文旅官微对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采用城市文旅官方微博账号截至２０２２年粉丝数量衡
量文旅官微传播能力。回归结果如表 ６所示，可知文旅官微建设与账号粉丝数量的交互项系数为
正向显著，且文旅官微建设对旅游人数和收入仍为正向显著，则说明文旅官微的传播能力越强，文

旅官微对旅游人数和收入的促进效应越大。以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为例，其文旅微博粉丝已突

破百万量级，而普通地级市的粉丝规模通常仅为几万至几十万，传播半径和影响力因此受到明显限

制。庞大的粉丝基础不仅意味着信息可瞬间触达更广受众，也倒逼内容生产在选题、叙事、视觉呈

现上持续迭代，从而显著放大目的地吸引力并提升游客到访的转化效率。

表６　媒体传播能力的影响

变量
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

（１） （２）
文旅官微 ０．０９６（０．０２２） ０．０７９（０．０２４）

文旅官微×粉丝数量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 ０．０２７（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４６９２ ４６９２
Ｒ２ ０．８３２ ０．８０５

２．文旅官微互动程度的影响
微博作为政务新媒体的宣传窗口，其互动程度是政务新媒体建设成效的直接反馈。优质的政

务新媒体能够通过微博发布吸引人的内容，提高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本文根据微博每

年帖子的点赞数量、评论数量、转发数量设置虚拟变量，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１、２、３进行加总，最后
形成互动指数；同时，为避免因部分帖子大量互动导致互动指数虚高，本文将互动指数除以帖子的

总数得到平均互动指数，确保指数的均衡性和代表性。回归结果如表 ７所示，可知文旅官微建设与
互动指数和平均互动指数的交互性系数为正向显著，且文旅官微建设对旅游人数和收入的影响仍

为正向显著，则说明文旅官微的互动程度越高，文旅官微对旅游人数和收入的促进效应越大。其原

因在于，新媒体依托广泛而即时的传播特性，可将旅游信息迅速推送至更大范围的潜在受众。当文

旅官微发布的内容获得密集点赞、评论与转发时，便迅速汇聚成舆论热点，持续放大注意力效应，进

而显著提升其对旅游人数与收入的带动效应（刘辛和许慧，２０２４）。
表７　媒体互动程度的影响

变量
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 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

（１） （２） （３） （４）
文旅官微 ０．１９２（０．０２３） ０．１９１（０．０２４） ０．２０２（０．０２３） ０．１９７（０．０２４）

文旅官微×互动指数 ０．０１５（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０．００６）
文旅官微×平均互动指数 ０．０９４（０．０３４） ０．０８０（０．０３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６９２ ４６９２ ４６９２ ４６９２
Ｒ２ ０．８２４ ０．７９６ ０．８２３ ０．７９５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２２年２７６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文旅官微对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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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数和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文旅官微能够显著促进城市旅游人数的增加和收入的增长，

在经过安慰剂检验、改变样本结构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文旅官微可以通过促进

市场活力，进而带动旅游人数和收入的增长。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在文旅官微对城市旅游人数和收

入的促进效应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旅游资源禀赋异质性方面，对于旅游资源禀赋高的城市，文

旅官微对旅游人数和收入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文旅官微的传播能力和互动程度均会增强对城

市旅游人数和收入的促进效应。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文旅官微建设，促进城市旅游发展。文旅官

微应注重内容的创新性和多样性，结合当地特色旅游资源，制作高质量的图文、视频等宣传内容，提

升游客的参与感和互动性。如通过运用交互式、沉浸式的数字文化内容，发展文旅新媒体产业，改

善数字文旅的立体式体验，提升文旅品牌的影响力。同时，文旅官微可以作为科技成果在夜间经

济、冰雪旅游、博物馆文旅、民宿、研学等方面的融合应用的重要平台，推动文旅融合新业态的培育

和繁荣发展。第二，激发文化旅游市场活力，完善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文旅官微建设及

其协同项目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对符合条件的文旅官微创新项目或与之合作

的企业项目给予无偿资助或贷款贴息，缓解资金压力，从而增强文旅官微的运营活力和影响力，更

有效地促进文化旅游市场的发展。加强“快进慢游”建设，依托高速铁路、民航等构建“快进”交通网

络，提高旅游目的地的通达性和便捷性。此外，建设满足旅游体验的“慢游”交通网络，如旅游风景

道和音乐公路等，以增强游客在旅途中的体验感和愉悦感。第三，制定差异化的文旅发展策略，精

准匹配地方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在旅游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应积极挖掘潜在的旅游资源，丰富

城市文化内涵。如可以深入探索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自然景观，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

产品和体验项目。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应充分利用文旅官方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

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注重文旅官微的传播能力和互动效果，通过发布优质内

容、开展线上互动活动、及时回复粉丝留言等方式，增强与游客的互动和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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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与消费的断裂：灵活就业为何降低家庭消费？

李小胜　朱　炯

摘　要：灵活就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可能会对家庭消费产生重要影响，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激发消
费潜力、增强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灵活就业人数对家

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１）家庭灵活就业人数增加会抑制家庭消费；（２）机制检验
结果表明，灵活就业可以通过提升风险厌恶水平、降低社会保障覆盖率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信贷需求和

信贷约束来抑制家庭消费；（３）异质性分析表明，处于不同年龄结构、收入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地
区消费水平的家庭在面对灵活就业冲击时表现出差异化的消费反应模式和波动程度；（４）进一步研究发
现，就业质量提升会带动家庭收入与消费同步增长，消费的变动幅度小于收入。灵活就业不仅会降低当

期消费，还会引发家庭消费行为的跨期调整，并降低家庭成员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为通过提升就业质

量、完善社会保障和优化金融服务来释放灵活就业群体的消费潜力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键词：灵活就业；就业状态转换；就业质量；家庭消费；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６８２（２０２６）０１－００５０－１５

一、引　言

２０２５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和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
２０２５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力图使内部需求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动力和稳定锚。３月１６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从８个方面提出了３０项具体措施来
针对性解决制约消费的突出矛盾。如何提振消费已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热点话题和宏观政策

研究的重点。

消费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是社会生产的初始动力和最终目

的，与投资、进出口一同被并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前，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的可持

续性正在逐渐降低（纪敏，２０２５），受“贸易战”和“关税战”以及持续动荡的国际局势所影响，出口导
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遭受重大挑战（余振等，２０２４）。在此背景下，通过刺激国内消费，特别是居
民消费，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仅能够有效消化制造业产能、缓解外部冲击带来的经济波动，更是

构建更具韧性的内需主导型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与此同时，就业作为劳动者获得收入的基本途径，自疫情以来也因经济遇冷而形势严峻。经济

增速放缓抑制用工需求，青年就业率持续偏低，产业转型过程中传统行业人员再就业困难，且技能

错配问题日益凸显（申广军等，２０２０）。灵活就业因其低门槛特性，便成了就业困难群体的重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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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而数字平台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的兴起（Ｈｕａｎｇ等，２０２０）。截至
２０２４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数已突破２亿人，占劳动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２０２２中国零工经
济行业研究报告》曾预测，中国灵活就业人数到２０３６年将达到４亿人。《２０２４中国灵活用工发展白
皮书》指出，未来６１％的雇主计划将３０％的全职岗位替换为自由职业者和独立合同工。灵活就业虽
然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但却是一种就业质量较低的就业形态（Ｋｕｋｌｙｓ，２００５）。灵活就业者所面临
的收入不稳定、权益保障缺失及职业发展受限等问题，不仅抑制其即时消费能力与意愿，更将削弱

其长期消费潜力。随着灵活就业群体规模的持续扩大，其特有的就业特征可能对我国消费市场产

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重点探究以下问题：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加是否影响消费？影响方向

及程度如何？具体作用机制为何？通过解析就业质量与消费行为的内在关联，本研究将为建立可

持续的内需驱动发展模式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突破了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灵

活就业收入效应的局限，系统考察其对家庭消费的抑制效应及传导机制。第二，在理论构建上，基

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和缓冲存货模型，提出了“收入不确定性
!

风险偏好转变
!

预防性储蓄与信贷约

束增强
!

消费抑制”的影响路径，并通过实证检验证实灵活就业会通过提升风险厌恶程度、削弱社

会保障和加剧信贷约束等抑制家庭消费。第三，在实证发现上，揭示了就业质量转换方向对家庭消

费的影响，即就业质量提升将促进家庭消费，而就业质量下降则会抑制家庭消费。这一发现为理解

就业质量与消费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本文揭示了灵活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的非对称效

应，既解决了现有研究结论的矛盾之处，也为政府部门精准制定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灵活就业所具有的工作特点意味着劳动者将面对较大的不确定性。家庭成员一旦收入大幅降

低或成为失业群体，势必会对家庭消费水平产生影响。赵达等（２０１９）发现群组失业率每提升１％将
会使家庭消费增速下降０．４８％。Ｈｅｎｄｒｅｎ（２０１７）发现在失业前１至２年，就业家庭就开始通过降低
家庭消费水平来提前应对可能的负面冲击。Ｌｅｌａｎｄ（１９６８）通过构建两时期模型发现，收入的不确定
性会降低首期消费而提高后期消费。而后这一结论被推广至多期，即收入的不确定性将会降低当

期消费，而提高未来的消费水平（Ｓｉｂｌｅｙ，１９７５）。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２００４）指出，在失去工作之前数年，家庭就
开始降低其食物支出。同时，Ｈｅｎｄｒｅｎ（２０１７）还发现，当家庭户主在主观上预感到存在失业风险时，
就会增加其配偶进入劳动市场的概率来对家庭进行自我保险。这表明，影响家庭消费水平的具体

事件可能无需确切发生，当灵活就业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威胁被家庭成员感知时，家庭出于规避风

险的动机就可能主动降低其消费水平（Ｈｕ等，２０２４；Ｗｕ和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５）。而当家庭成员事实上参与
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时，劳动者的消费水平将呈现下降趋势。家庭中从事灵活就业的人数越多，

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强，家庭消费水平的下降程度可能越大，尤其以就业质量下降的灵活就业者为甚

（Ｌｉｅｐｍａｎｎ和Ｐｉｇｎａｔｔｉ，２０２４）。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假说１：家庭参与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加，会提高风险厌恶程度，导致家庭消费水平下降。
在消费理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确定条件下的“预防性储蓄”逐渐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

方向（朱信凯和骆晨，２０１１）。我国的灵活就业从业者在承受中国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的同时，普遍
还要承受自身在现有工作收入、未来职业发展和社会保障上的不确定性风险（钱文荣和李宝值，

２０１３）。根据缓冲存货模型，这会使得灵活就业群体具有更强的动机进行储蓄，将储蓄作为一种应
对不确定性的“存货”来抵御风险（Ｃａｒｒｏｌｌ等，１９９２）。家庭成员从事灵活就业的人数越多，所面临的
不确定性越强，家庭的储蓄率也就越高（沈坤荣和谢勇，２０１２）。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也是影响家庭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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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参加诸如医疗保险一类的社保能够缩减消费的不平等程度，缩小家庭之间的消

费差距（周广肃等，２０２０）。而灵活就业群体通常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兜底，这就使得灵活就业群体
更加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来覆盖未来医疗、养老、生育所带来的消费支出（Ｍｅｎｇ，２００３；Ｃｈａｍｏｎ和
Ｐｒａｓａｄ，２０１０）。因此，灵活就业从业者普遍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尤其以就业生命时间较短、
缺乏社会保障和收入水平不高的群体更倾向于削减当期消费，提高预防性储蓄（范红忠等，２０１３）。
家庭当中从事灵活就业的劳动者越多，这种不确定性越高，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越强，削减当前

消费的倾向也就越强（Ｚｅｌｄｅｓ，１９８９）。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２：家庭参与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加，会提高预防性储蓄，从而降低家庭的消费水平。
消费习惯的形成使得消费具有一定的惯性，当家庭收入波动幅度增加时，家庭会因为现有消费

惯性或覆盖必要的刚性消费而进行借贷或动用储蓄（李冠华和陶帅，２０２２）。通过短期的借贷行为
或动用自身储蓄，能够使得在不确定事件冲击之下所产生的家庭消费波动变得更加平滑，相对平稳

地度过暂时性冲击。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居民消费对暂时性冲击具有高度敏感性，会随之产生强烈

的波动（Ａｔｔａｎａｓｉｏ和Ｐａｖｏｎｉ，２０１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家庭的资金融通受到了信贷约束
或流动性约束，使得家庭无法通过信贷来进行短期消费平滑，从而降低了消费水平（张驰等，２０２２）。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大量的研究都证明了信贷约束的确会抑制家庭消费（余泉生和周亚虹，

２０１４；Ｊａｐｐｅｌｌｉ和Ｐｉｓｔａｆｅｒｒｉ，２０１４；Ｂａｋｅｒ，２０１８）。而我国由于消费信贷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所以
家庭部门具有很强的流动性约束（甘犁等，２０１８），这就使得我国的家庭消费受到信贷约束的显著抑
制。家庭消费除了受到当期信贷的约束之外，还会受到潜在信贷需求的影响（杭斌和余峰，２０１８）。
如图１所示，对于灵活就业人数更多的家庭而言，出于满足消费效用的需要，可能会提高对信用贷款
的需求。而灵活就业的就业身份、不稳定的还款能力等不利因素又会从供给端制约其信贷审批和

流动性获取，这就可能会导致家庭消费水平因此下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假说３：在信贷需求增加和信贷审批约束的合力作用下，家庭参与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加会导致
家庭消费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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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机制分析流程图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探究家庭内灵活就业人数对家庭消费的总体影响趋势，本文从家庭层面构建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模型的基础设定如下：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ｔ＝αＧｉｇｉｔ＋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μｉ＋λｔ＋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ｉ代表家庭，ｔ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ｔ代表家庭ｉ在ｔ年的消费变量；解

释变量Ｇｉｇｉｔ代表家庭ｉ在ｔ年时家庭内处于灵活就业的家庭成员的数量，其系数α是本文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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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数，代表着家庭当中灵活就业的人数每增加１人时，家庭消费的变化情况；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为一组控制
变量，包含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两个层面的控制变量；μｉ代表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家庭固定
效应；λｔ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

本文在研究过程当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

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项目。根据研究的需要以及调查问卷所具体询问的问题，本文选取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以及２０１９年的调查数据。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识别家庭编码，将同一家庭在不同调查年份的数据进
行匹配。在计算就业变量时，则仅考虑１６到７０岁的家庭成员的就业状态，将小于１６岁或大于７０
岁家庭成员进行剔除。在对家庭内部情况汇总合并得到家庭层面变量，以及保留多个户主控制变

量后，得到包含三期数据的非平衡混合截面数据。

（三）变量及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家庭人均消费
本文首先根据问卷数据当中的家庭总消费和家庭人口数量计算得到家庭人均消费。借鉴徐佳

和韦欣（２０２１）的划分，将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类消费（房屋租金、水电燃气费用、取暖费、住房
装修及维修费用）、家具和其他耐用品支出、日用品支出、邮电通信支出、交通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人

均对数值定义为生存型消费，将教育消费的人均对数值定义为发展型消费，而将家政服务支出、文

化娱乐支出和旅游支出的人均对数值定义为享受型消费。

２．解释变量：灵活就业人数
计算灵活就业变量首先需要明确灵活就业的定义。本文依据ＣＨＦＳ调查问卷当中的表述，参照

郭露等（２０２５）的研究，将工作性质为临时性工作（有工作单位但没有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如打零
工）、家庭帮工、自由职业者和其他（如志愿者）定义为灵活就业。考虑到相对于正规就业，灵活就业

的就业门槛较低，且中国人在退出正规就业市场后普遍不会直接退出就业市场。因此本文将灵活

就业者的年龄范围限定在１６至７０岁。在家庭层面将处于灵活就业状态的劳动力数量相加，并进行
汇总，得到家庭层面灵活就业劳动者的数量，以相同或类似方式计算的变量还有失业、务农、创业以

及正规就业。上述方法所计算得到的就业变量能够反映劳动者当年的静态就业状态，无法体现劳

动者的就业转变情况。因此，本文参考尹志超等（２０２４）的做法，通过对比前后两期的就业状态，得
到劳动者的就业转换变量。

３．控制变量
参照现有学者的做法从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两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其中，户主的个人特征

变量包括户主的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态、户口类型、受教育年限以及健康状态。家庭层面的控制

变量则包括家庭人口数量、家庭的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用来展现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除此

之外还有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值以及家庭人均总资产的对数值。除了上述变量以外，考虑到家庭

的消费习惯与观念的不同，以及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本文在回归过程当中还加入了家庭和年份固定

效应。具体各主要变量的计算方式与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计算方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人均消费 家庭人均总消费的对数值 ９．５０３ ０．９７５ ３．５７７ １４．２５９
灵活就业 家庭内当年处于灵活就业状态的人数 ０．４８３ ０．７６８ ０ ６
年龄 户主的年龄（岁） ５１．２７６ １１．６４５ １６ ７０

婚姻状态 户主的婚姻状态：未婚取０，在婚取１ ０．９２７ ０．２６１ ０ １
户口类型 户口类型：农业户口取０，非农业户口取１ ０．４４４ ０．４９７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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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量 计算方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受教育年限

没上过学取０，小学取６，初中取９，高中取１２，中专
或职高取１３，大专或高职取１５，大学本科取１６，硕士
研究生取１９，博士研究生取２２

９．５６８ ４．００５ ０ ２２

健康状态 户主健康状态：非常差、差取０，一般、好、非常好取１ ０．４５９ ０．４９８ ０ １
家庭人口数量 家庭成员数量（人） ４．４４８ ５．１４６ １ ３９
少儿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 ０．１８７ ０．３０６ ０ ５
老年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 ０．１４８ ０．３４８ ０ ５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值 ９．４３１ １．５１２ －３．８２２ １５．４２６
家庭人均资产 家庭人均资产的对数值 １１．５０１ １．７５０ －１．９９９ ２０．４０９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的（１）列和（２）列汇报了家庭灵活就业人数对家庭人均消费的
影响。可以看出，家庭每增加１个处于灵活就业状态的家庭成员，家庭人均消费将显著下降８．０％，
加入户主控制变量和家庭控制变量后该影响依旧显著。而由表２的（３）—（５）列可以看出，家庭灵
活就业人数对不同弹性类型的消费影响并不一致。家庭灵活就业人数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在１％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家庭灵活就业人数对于具有投资属性的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则不显著，这可能

是因为构成发展型消费的教育支出（如学费、培训费、书籍等）通常被视为人力资本投资，其决策更

依赖家庭的长期收入而非短期收入波动。而享受型消费由于一般具有高弹性、可选性等特点，更可

能会随着灵活就业群体收入的不确定而下降。因此家庭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加对家庭的享受型消费

支出的抑制作用更大。

表２　灵活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家庭人均消费 家庭人均消费 生存型消费 发展型消费 享受型消费

（１） （２） （３） （４） （５）
灵活就业 －０．０８０（０．００９）－０．０４４（０．００８）－０．０４７（０．０１１） ０．０１７（０．０２７） －０．０７７（０．０３２）
年龄 －０．０５０（０．０１４）－０．１０２（０．０２４） ０．００６（０．０５９） ０．０７２（０．０５０）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婚姻状态 －０．０１２（０．０３７） －０．００３（０．０５３） －０．０１２（０．１６４） －０．００７（０．１２６）
户口类型 ０．０５０（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０．０４３） ０．０６５（０．１０８） ０．０００（０．１１８）
健康状态 －０．０３４（０．０１２）－０．０５１（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０．０４５）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６（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０．０１６）
家庭人口数量 －０．０６４（０．００１）－０．０６６（０．００２）－０．０８１（０．００４）－０．０６９（０．００４）
少儿抚养比 －０．０９９（０．０３２） －０．０４９（０．０４７） －０．３３９（０．０９１） －０．２３８（０．１２４）
老年抚养比 ０．０１９（０．０２１） ０．０４１（０．０３５） ０．０３３（０．１１０） －０．１０７（０．０９４）
家庭人均收入 ０．０８２（０．００５） ０．０８４（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０．０１５） ０．０７８（０．０２０）
家庭人均资产 ０．０８７（０．００６） ０．０９７（０．００９） ０．０１８（０．０２０） ０．１２０（０．０２５）
常数项 ９．３９８（０．００５） ９．３７８（０．３８８） ９．６０７（０．６６１） ７．１６６（１．８１０） ２．９１０（１．４６１）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１７６６ ４４９５１ ４４６９０ １４２１４ １６１３１
Ｒ２ ０．７１０ ０．８１８ ０．７３２ ０．７５８ ０．７４９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４５

李小胜等　收入与消费的断裂：灵活就业为何降低家庭消费？



（二）内生性检验

虽然本文在基准回归的模型当中加入多个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家庭和年份固定效应，但是依然

有可能存在因反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即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可能会反向影响家庭成员的就业决

策。例如，当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因为某些刚性消费而提高时，家庭成员可能会被迫由失业、务农而

积极转向灵活就业，或由灵活就业转向正规就业等就业形态，以尽力谋取更高收入的工作；又或是

劳动者仅需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更加偏向闲暇娱乐等，因而选择了在劳动时间上更灵活的职业。

为克服反向因果，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参考邢春冰和邱康权（２０２４）的做法，本文选
取同一区县内参与灵活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家庭层面参与灵活就业人数的工具变量，进

行两阶段回归。一方面，就业可能存在“同群效应”，即劳动力的就业形态会受到其社会关系网络的

影响，进而呈现出群体性特征（刘涛等，２０２３）。个人的就业选择会受到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影响。
家庭成员是否选择灵活就业受“同群效应”的影响，因此灵活就业与区县层面灵活就业人数占比之

间满足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家庭层面的人均消费反映微观家庭内部的消费水平，区县层面的灵

活就业工具变量与家庭层面的消费变量之间存在层级分离的同时，又缺乏明显的相关或因果关系，

因此该工具变量并不会直接对家庭人均消费产生影响，满足外生性要求。

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２ＳＬＳ）进行估计，考察灵活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工具变量
估计的第一阶段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对灵活就业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工
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得到满足①。通过判断统计量的大小，可以认为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为有效工具变量，且与内生变量存在显著相关性，满足识别条件。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灵活

就业对家庭人均消费的估计结果保持稳健。综合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家庭灵活就业对家庭人均

消费仍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由反向因果可能导致的内生性对基准回归的影响有限，基

准回归结果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②

１．更改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
本文基准回归中的消费变量的计算方式为家庭人均消费的对数值，下面将家庭消费变量替换

为家庭总消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相对消费层级、绝对消费层级重新回归。其中，相对消费层级：

将家庭人均消费分年份按照分位数均匀地分为三个消费层级；绝对消费层级：按年度分组计算各年

份的家庭人均消费的中位数，将家庭人均消费位于该中位数０．６倍以上并且１．５倍以下的家庭视为
中等消费家庭，低于０．６倍中位数的家庭视为低消费家庭，高于１．５倍中位数的则视为高消费家庭。
２．更改解释变量衡量方式
首先，缩小灵活就业的定义范围。在前文当中，本文将自由职业者纳入了灵活就业群体，此处

则予以剔除。这是因为部分自由职业者在较少工作时长的情况下还具有较高的收入，因此部分自

由职业者的就业质量可能高于其余灵活就业群体（贾毓慧，２０２２）。其次，扩大灵活就业的定义范
围。相较于正规就业群体，创业群体、务农群体以及失业群体与灵活就业群体一样具有缺乏就业单

位和劳动合同、收入波动性较高、社会保障缺失等特点。因此本文逐步放宽灵活就业的限定范围，

将创业群体、务农群体以及失业群体按照就业质量依次纳入灵活就业群体当中，检验更大范围下，

家庭中正规就业以外人数的增加对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

３．删除样本数较少的城市
由于家庭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加入，当某城市的家庭数量为１时，则无法估计家庭固定效应，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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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受篇幅限制，内生性检验结果未予展示，备索。

受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未予展示，备索。



会自动删除该城市样本，导致样本选择偏差且无法准确估计家庭和年份固定效应。除此之外，小样

本城市还可能因包含异常值而对估计系数产生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因此，当某个城市内的家庭

样本个数较少时，将该城市样本进行剔除。本文在此以样本量是否大于等于５０为界限对数据进行
处理。

４．删除期数较少的家庭样本
首先，固定效应模型要求每个家庭需有足够的时间跨度才能准确估计其家庭特征，短期观测会

导致估计误差增大。其次，聚类标准误的计算需要每个家庭提供充分的时间序列信息，观测期数过

少会低估真实误差，可能产生虚假显著性。因此，本文将剔除调查期数较少的家庭样本。在此处的

稳健性检验过程当中，剔除调查两次的家庭样本，仅保留在三期调查当中持续存在的样本。

５．添加区县固定效应
除上述稳健性检验外，本文在基准回归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区县固定效应，以消除不随时间和

家庭变化的区域层面特征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干扰，确保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效果更为准确可靠。

结果表明，不管是从绝对数量、相对占比还是家庭之间相互的消费水平对比上来衡量家庭消

费，家庭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加都对家庭消费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在调整灵活就业群体范围、删

除样本数较少的城市、删除调查期数较少的家庭样本、添加区县固定效应后，本文的结果依然保持

稳健。

（四）机制分析

从现有部分研究来看，灵活就业能够吸纳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社会参与

度和收入水平，而收入提高理应促进家庭的消费水平增长。但本文基准回归的结果却显示家庭灵

活就业人数与家庭人均消费之间负向相关，与上述研究背道而驰。这一“收入
!

消费”悖论表明灵

活就业与家庭消费之间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影响机制。为进一步认识家庭灵活就业人数的增长如

何抑制家庭人均消费，本文从风险厌恶、社会保障、家庭储蓄率以及信贷需求和流动性约束等方面

展开讨论。

１．提升风险厌恶程度
本文将户主的个人投资倾向作为机制变量，根据问卷当中受访者对投资倾向的回答，将选择

“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和“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项目”的受访者划分为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将选

择“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和“略低风险、略低回报的项目”的受访者划入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出于

对灵活就业不确定性的考虑，家庭灵活就业人数越多，家庭的不确定性就可能会越大。在面对未来

不确定的预期时，家庭可能会转向更保守的经济决策。由表３可以看出，家庭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加
会提高家庭户主的风险厌恶程度，降低户主的风险偏好程度。当家庭部门感知到灵活就业所带来

的收入、工作和未来保障的不确定风险时，家庭部门会担忧未来的实际收入的不确定性，通过减少

当期消费以更好地防患于未然（胡龙海等，２０２３）。正如上述所言，灵活就业带来的收入不稳定性显
著改变了家庭决策模式，当家庭面临更大的收入波动风险时，家庭成员出于对风险的厌恶，会通过

降低消费和削减非必要支出来构建“财务缓冲”。综上所述，本文的假说１得到验证。
２．降低社会保障覆盖
“五险一金”作为社会保障的核心组成部分，能够对居民生活发挥重要的兜底作用。囿于数据

本身的限制，本文通过汇总家庭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的人均数量得到

家庭层面的人均保险数量作为社会保障水平的代理变量。每个家庭成员所具有的社会保障越全

面，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就相应提升。这种随之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降低将会对家庭消费产生激

励作用。表３第（３）列的机制检验结果也支持了本文的猜想。由第（３）列的回归结果可知，灵活就
业会显著地降低居民所拥有的保险数量。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对消费具有显著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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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能够促进消费提升，平滑消费波动，因此社会保障覆盖率的降低势必影响家庭消费水平（谢

强等，２０２４）。
３．提升家庭储蓄率
本文以家庭当年总收入中用于消费以外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例来计算家庭储蓄率。当家庭成

员处于灵活就业状态，往往缺乏社会保障。在这种缺乏社会保障机制的情况下，将会不自觉地提高

自身的风险厌恶程度。为应对未来面临的医疗、养老压力或各种突发事件，家庭成员可能会提高家

庭储蓄率，挤占用于消费的家庭收入，导致家庭消费水平下降。表３第（４）列显示，灵活就业显著提
高了家庭储蓄率，表明家庭内灵活就业每增加１人，家庭储蓄率将额外上升１．３个百分点。这反映
了家庭会为应对灵活就业带来的收入不确定性而采取预防性储蓄行为。综合社会保障与家庭储蓄

率两个机制变量的分析，本文的假说２得到验证。
４．提升信贷需求
本文以受访者对“是否因买房、买车、教育、医疗、投资等原因需要借入资金”的回答来定义家庭

是否有信贷需求。灵活就业者的收入波动性导致家庭现金流不稳定，医疗养老储备不足，同时其职

业特性催生教育投资等信贷需求，加之社保缺位（如住房公积金）进一步推升购房等借贷需求，促使

家庭信贷需求整体上升。因此，本文以信贷需求作为机制变量，研究家庭内灵活就业人数的变动对

家庭金融服务需求的影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测量的信贷需求反映的是家庭主观借贷意愿，

其实现程度受信贷配给制约。如表３的第（５）列所示，出于满足可能的医疗、养老、购房等家庭消费
的需要，家庭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多明显增加了家庭的信贷需求，与收入波动导致的流动性需求增加

的预期相一致。

５．抑制信用工具持有
在供给侧，灵活就业者因收入碎片化而难以提供稳定还款证明，叠加银行信贷算法的职业歧视

和反洗钱规则限制，导致信用卡获取困难；在需求侧，收入波动引发的还款能力担忧促使家庭主动

降低杠杆，减少信用卡使用。这种供需双重约束共同削弱了信用卡作为流动性工具对消费的促进

作用。本研究以是否持有信用卡作为信用工具的代理变量，验证灵活就业抑制家庭消费的双重机

制。基于上述分析，表３第（６）列的实证结果验证了信用卡渠道的机制效应：灵活就业显著降低了
家庭信用卡持有率。这表明信贷工具可得性的下降，同样是灵活就业抑制家庭消费的重要传导

机制。

综合表３第（５）（６）列的结果不难看出，灵活就业者本身在家庭资金融通需求上升的前提下，还
因其就业和收入特点而在流动性获取上处于不利境地，在资金需求提升和供给收紧的两相作用之

下，家庭潜在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家庭消费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本文的假说３得到验证。
表３　灵活就业对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是否厌恶风险 是否偏好风险 人均保险数量 家庭储蓄率 是否有信贷需求 是否持有信用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灵活就业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６３８４ ８６３８４ ４４９５１ １８０５８ ８６３８４ ８５８０５
Ｒ２ ０．１７６ ０．０９４ ０．７９２ ０．６８８ ０．０７４ ０．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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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异质性分析

１．消费能力异质性
收入作为影响消费水平的核心因素，是家庭进行消费活动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就业市场中

存在大量灵活就业人员，遍布于众多行业和岗位的灵活就业者其收入水平呈现显著分化。对于高

收入劳动者而言，灵活就业的身份可能并不会对其消费行为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因此，本文将家

庭人均收入按照所处分位数水平划分为三个层次，研究不同收入水平下家庭灵活就业者数量对家

庭人均消费的影响。结果如表４所示，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灵活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
不再是影响家庭消费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于中低收入家庭，其消费水平依然会显著受到家庭中灵

活就业者数量的限制，且中等收入家庭承受着更大程度的消费降级。

表４　消费能力异质性

变量
低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１） （２） （３）
灵活就业 －０．０２９（０．０１４） －０．０５４（０．０１７） －０．０２６（０．０２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０１２５ ８７５３ ８９６９
Ｒ２ ０．７６２ ０．７２０ ０．７３９

２．消费意愿异质性
除了收入所代表的消费能力以外，消费意愿也是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年龄

群体的消费意愿可能存在差异。相比于中老年人，年轻人可能普遍具有更强烈的消费欲望。因此，

本文通过计算家庭平均年龄来展现家庭的年轻化程度，并以此作为消费意愿的代理变量。在表５
中，以３５岁作为家庭平均年龄的界限，第（１）（２）列为家庭平均年龄低于３５岁组，（３）（４）列为高于
３５岁组，且（２）（４）列为家庭人均收入大于９０％分位数的高收入家庭组别。可以看出，当家庭结构
较为年轻化时，家庭消费不再受灵活就业人数变化的影响而显著下降，反而当家庭收入较高时，消

费水平还会大幅度上升。这表明，年轻家庭可能具有更旺盛的消费需求。但是，正如表５第（４）列
结果所示，当家庭平均年龄较大时，即使收入很高，其家庭消费也不会像年轻家庭一样上升。

表５　消费意愿异质性

变量

家庭内平均年龄低于３５岁 家庭内平均年龄高于３５岁
收入低于９０％分位数 收入高于９０％分位数 收入低于９０％分位数 收入高于９０％分位数

（１） （２） （３） （４）
灵活就业 －０．０２９（０．０３０） ０．４０６（０．１９３） －０．０４６（０．００９） －０．０３７（０．０９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７８２ ２７８ ３６６２２ １４７７

Ｒ２ ０．８５０ ０．７７４ ０．８１６ ０．７１０

３．消费氛围异质性
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社会互动特征，其消费水平会受到周围相似群体消费的影响。为考

察这种社会互动效应，本文对比家庭所在区县的平均消费水平与全国区县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

低消费区县、高消费区县两个组别以开展异质性分析。这一划分方法能够有效捕捉不同消费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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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社会互动效应的差异：在高消费区县，居民可能面临更强的消费示范效应和社会比较压力，不必

要的消费支出使得其具有更高的消费弹性；而在低消费区县，消费行为可能更多受到实际预算和需

求的双重约束。从表６第（１）（２）列的结果来看，家庭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加对高消费区县的影响显
著大于低消费区县，这表明高消费环境会显著地放大就业冲击的负面效应。

４．区域经济异质性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客观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

特别是与消费直接相关的商业设施、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促进地区居民消费规模扩

大，还能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本文将所有样本根据所在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组别进行

异质性分析。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居民可能表现出较强的消费敏感性和升级意愿；而在经济发

展程度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消费行为可能更多受到供给可达性和消费市场发展程度的制约。

通过这种区域分组分析，可以探究不同地区的家庭消费水平对于灵活就业的敏感程度。表 ６第
（３）—（５）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内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
性，东部地区消费下降程度最大，中部和西部依次递减。这一梯度差异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居民更

多进行服务型消费，消费弹性更高，而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可能以生存型消费为主，消费弹性较低，因

而波动程度较小。同时，东部地区高度发达的消费基础设施虽然提升了消费便利性，但也使得就业

和消费的负面冲击传导更加迅速和直接，放大了灵活就业的冲击。

表６　消费氛围和区域经济异质性

变量
高消费区县 低消费区县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１） （２） （３） （４） （５）
灵活就业 －０．０７０（０．０１５）－０．０３８（０．００７）－０．０５７（０．０１１）－０．０３４（０．０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５５３０ ２４５２０ ２２０７３ １２５２７ １０３５１
Ｒ２ ０．８０３ ０．７７１ ０．８２２ ０．７９６ ０．８１０

五、进一步分析

对于灵活就业的劳动者来说，是由失业状态转为当前的灵活就业，还是由正规就业状态转为当

前的灵活就业，两种情况下劳动者的心理状态、未来预期、收入变化和消费倾向应当是不同的。因

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不同就业形态与灵活就业相互转化对劳动者的影响。

（一）就业形态的动态转变与家庭收入

相关研究表明，有关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对劳动力收入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一

种观点认为灵活就业能够促进劳动力收入提升。如郭露等（２０２５）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灵活就业人数
的增加能够显著促进收入向上流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灵活就业对劳动力收入存在不利影响。如

杨希雷和黄杏子（２０２３）则认为非正规就业不利于家庭收入向上流动，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农村地区
的家庭当中更为显著。上述研究表明灵活就业对家庭收入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本文将按照就业

形态和就业形态转变过程进行区分，探讨灵活就业对家庭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如表７所示，家庭内
不同就业形态人员的数量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由表７第（６）列结果可知，灵活就业、创
业与正规就业人数的增加对家庭收入具有高度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家庭中失业与务农人数的

增加则会显著地抑制家庭收入，且失业对于家庭收入的负面作用大于务农，正规就业对家庭收入的

促进作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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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不同就业形态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

变量
家庭人均收入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灵活就业 ０．３７１ ０．５０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１）
失业 －０．１８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务农 －０．２０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创业 ０．０３４ ０．２２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正规就业 ０．３４８ ０．５４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４９５１ ４４９５１ ４４９５１ ４４９５１ ４４９５１ ４４９５１
Ｒ２ ０．７４１ ０．７３２ ０．７３１ ０．７２８ ０．７３６ ０．７６１

为探究就业形态之间的转化如何影响家庭收入，本文通过识别相邻两期数据的就业状态，计算

个人的就业状态转移变量，再从家庭层面进行汇总。本文根据表７中不同就业形态对收入的影响程
度和方向，并考虑现实生活当中劳动者对不同就业形态的普遍态度，假设正规就业与创业的就业质

量大于灵活就业，进一步大于务农与失业。本研究将就业状态转变划分为四类：上升转入灵活就业

（务农／失业→灵活就业）；上升转出灵活就业（灵活就业→创业／正规就业）；下降转出灵活就业（灵
活就业→务农／失业）；下降转入灵活就业（正规就业／创业→灵活就业）。这些变量反映家庭中灵活
就业人数的动态变化，其中上升过程代表就业质量提升，下降过程代表就业质量降低。由表８的结
果可以看出，就业质量的上升能够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而就业质量的下降同样也会显著降低家庭

的收入水平。对比表８第（１）（２）列的结果不难得出结论，灵活就业是促进家庭收入还是抑制家庭
收入，与参与灵活就业之前的就业状态、就业质量具有密切关系。

表８　就业状态转移与家庭收入

变量
家庭人均收入

（１） （２） （３） （４）
上升转入灵活就业 ０．１９４（０．０２９）
下降转入灵活就业 －０．３４６（０．０３２）
上升转出灵活就业 ０．３５８（０．０３４）
下降转出灵活就业 －０．２０３（０．０３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４９５１ ４４９５１ ４４９５１ ４４９５１
Ｒ２ ０．７４２ ０．７４３ ０．７４３ ０．７４２

（二）就业形态的动态转变与家庭消费

鉴于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可以推测由不同的就业形态转换至灵活就业对家庭

消费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灵活就业与其余就业状态之间的相互转换对家

庭消费的影响。由于就业状态转变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消费平滑效应的缓冲，因此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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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小于对家庭收入的直接影响，但二者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从表９可以看出，由低质量就业状
态向高质量就业状态转移有助于提高家庭消费水平，而就业状态向低质量状态下降则会降低家庭

消费水平。对于转入灵活就业的群体来说，就业质量的下降比就业质量的上升能够造成更大的消

费波动。家庭消费水平随着就业质量的提升而加速提升，随着就业质量的下降而加速下降。

表９　就业状态转移与家庭消费

变量
家庭人均消费

（１） （２） （３） （４）
上升转入灵活就业 ０．０３１（０．０１７）
下降转入灵活就业 －０．０３４（０．０１８）
上升转出灵活就业 ０．０３５（０．０１７）
下降转出灵活就业 －０．０３５（０．０１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７６０５ ４７６０５ ４７６０５ ４７６０５
Ｒ２ ０．８１１ ０．８１１ ０．８１１ ０．８１１

（三）灵活就业、消费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

家庭人均消费的上升与下降可以视为灵活就业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更深层次的，消费所带来

的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也势必因为消费的变动而发生变动。本文首先从调查问卷当中汇总整理出

衡量受访者主观感受的有序分类变量———幸福感，取值由１到５，幸福程度依次提高，并将其作为被
解释变量，采用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与家庭灵活就业人数进行回归分析。并且，本文还进一步通过计算
消费相对剥夺指数衡量消费不平等程度，来研究灵活就业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关于消费不平等

程度的测算，本文在此采取Ｋａｋｗａｎｉ指数进行研究。Ｋａｋｗａｎｉ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Ｋａｋｗａｎｉ（ｃｋ）＝
１
ｎμＣ∑

ｎ

ｉ＝ｋ＋１
（ｃｉ－ｃｋ）＝γ

＋
ｃｋ

（μ＋ｃｋ－ｃｋ）
μ[ ]
Ｃ

（２）

对于一个总量为ｎ的样本，将其对应的消费向量Ｃ记为（ｃ１，ｃ２，…，ｃｎ），向量内元素从左到右按
升序排列。其中，家庭ｋ的消费水平为ｃｋ，消费剥夺记为Ｋａｋｗａｎｉ（ｃｋ），μ

＋
ｃｋ是Ｃ中消费超过ｃｋ的样

本消费均值，γ＋ｃｋ是Ｃ中消费超过ｃｋ的样本在总样本中所占的百分比，μＣ是总样本的消费均值。
表１０的结果表明，家庭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加会降低家庭消费，显著提高消费不平等程度，进而

在下期消费时进行跨期补偿。消费变量自身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自相关特征，这验证了家庭消费存

在周期性的自我调节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灵活就业不仅对客观消费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还会显

著降低家庭的主观幸福感。

表１０　灵活就业、消费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

变量
Ｋａｋｗａｎｉ指数 家庭人均消费 家庭人均消费 幸福感

（１） （２） （３） （４）
灵活就业 ０．０１１（０．００２） －０．０４１（０．００５）

Ｌ２．Ｋａｋｗａｎｉ指数 １．４９０（０．０５３）
Ｌ２．家庭人均消费 －０．３７３（０．０１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４９５１ １１５３６ １１５３６ ８６２９８
Ｒ２ ０．８０９ ０．８８９ ０．８８９ 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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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和启示

就业和消费是关系经济发展和国民生计的重要社会问题。本文采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

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项目的数据，利用家庭层面的就业和消费数据，运
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查了家庭内灵活就业成员数量对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经过一系列的检

验后，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家庭内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加将会降低家庭人均消费。第二，机

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灵活就业人数增加会加剧收入不确定性，削弱社会保障，促使家庭成员提高

风险厌恶程度，增加预防性储蓄并减少消费。同时，信贷约束和信用卡持有率下降进一步限制了流

动性，抑制家庭消费。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灵活就业对消费的负面影响仅存在于中低收入及大

龄家庭，而高收入群体不受影响。年轻家庭在高收入时消费提升，但大龄家庭即使收入较高也不会

促进消费。此外，经济发达地区消费波动更显著，就业冲击更直接。第四，就业质量变动对消费的

影响呈现非对称性：就业质量提升时，灵活就业者的消费增幅大于传统就业者；就业质量下降时，其

降幅也更显著。研究发现消费水平的波动较收入更平稳，存在消费平滑现象。灵活就业会加剧消

费不平等，通过“消费剥夺感”诱发跨期替代效应，即当期抑制消费后，下期会出现补偿性增长。

综上所述，灵活就业对消费的影响呈现动态特征：虽然短期内会因收入不确定性和预防性储蓄

抑制消费，但家庭刚性需求消费依然存在，形成“抑制
!

补偿”的消费循环。灵活就业对消费的实际

影响方向取决于就业质量变动方向，就业质量提升时灵活就业能显著提振消费，就业质量下降时则

会加剧抑制效应。因此，提升就业质量而非就业形态本身，才是改善家庭消费预期的核心因素。

第一，降低灵活就业的不确定性。灵活就业在提升家庭收入的同时，由于收入波动和社会保障

缺位带来的不确定性，反而抑制了消费增长。为破解这一困境，首先建立收入稳定机制和“收入保

险”制度，推行“基础保障＋绩效浮动”薪酬制度，设立行业互助基金应对收入波动；构建灵活就业弹
性社保体系，探索灵活就业适用的社保参保机制，重点扩大养老和医疗保障覆盖；同时提升就业质

量，制定包含收入、保障、发展等多维度的评价标准，建立职业晋升通道，促进就业质量提升；最后加

强预期管理，定期发布就业市场信息，提供职业规划指导。通过“收入保障 ＋社会保障 ＋就业质
量＋预期管理”四维联动，降低不确定性，转变“增收不增消”现象，释放消费潜力。建议优先在平台
经济等重点领域试点，逐步建立长效机制。

第二，金融适配与精准激励。首先，在金融服务方面，探索适用于灵活就业者的信用评估模型，

适当放宽信用卡等金融产品的准入条件，并设立专项流动性支持工具，为收入波动的灵活就业者提

供应急资金支持。在消费激励方面，实施差异化补贴政策：针对消费意愿较强的年轻群体，可对数

码产品、教育培训等特定商品服务给予定向补贴；面向老年群体则重点发展康养、保健、养老服务等

“银发经济”产品，并建立促销工具的跨期结转使用机制。在政策调节方面，需建立持续性补贴与逆

周期调节相结合的长效机制，通过财税工具平滑消费波动，形成“金融支持
!

精准激励
!

周期调节”

的闭环政策体系，系统释放灵活就业群体的消费潜力。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首先，数据层面存在明显局限，所使用的ＣＨＦＳ数据时间区
间为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９年，未能反映疫情后平台经济的新发展态势，特别是对直播电商、即时配送等新兴
就业形态的识别和分类不够细致。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对就业质量的衡量仍较为主观，缺乏量化指

标体系，难以对不同就业形态的质量差异进行准确比较，这也导致对“收入增长但消费抑制”这一悖

论现象的解释不够深入。未来研究可从三个方向深入：第一，加强数据建设，既要延长观测周期以

捕捉疫情后的新趋势，也要细化对新兴就业形态的分类识别；第二，构建包含收入稳定性、社会保

障、职业发展等多维度的就业质量评价体系，重点考察高质量就业对消费的促进作用；第三，深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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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研究，既要解析“收入
!

消费”悖论背后的行为经济学逻辑，也要探索不同群体异质性反应的深层

原因，以全面把握灵活就业与消费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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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消费便利化、服务多样化的加速器

张志新　刘欣茹　张秀杰

摘　要：文章基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准自然实验，使用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２２９个地级市面板数
据，构建多期 ＤＩＤ等模型，实证检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既能有效推动消费便利化，又能明显促进服务多样化。机制分析发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通过完

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消费便利化，通过提高城市市场活力促进服务多样化。异质性分析得出，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对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促进作用在高人口密度城市和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城

市更显著。鉴于此，需在加强已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基础上，增加高人口密度城市试点，并注

重社区适老化设施建设；同时，以城市发展需求为方向，完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并优化营商环境，激

发市场活力。

关键词：１５分钟便民生活圈；便利社区；商业网点建设；生活服务设施；消费升级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６８２（２０２６）０１－００６５－１３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消费不仅是经

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还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等挑战的重要渠道（吴晓瑜

等，２０１４）。然而，当前居民有效需求不足、消费意愿低迷的问题依然严峻，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
化作为提升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马彪等，２０２３；Ｄｉｎｇ等，２０２３），亟须通过政策创新与场景优化
予以突破。在此背景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加速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带来了新的契

机。这种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以步行１５分钟为服务半径，集成商业、医疗、文化等多元业态的消
费生态体系，一方面可以降低居民消费的时间与体力成本，另一方面能够改善社区消费条件，丰富

消费业态，覆盖不同年龄群体的全链条需求，因此为加速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提供了可

能。但在社区商业资源有限的条件约束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能否且如何加速居民消费便利化抑

或服务多样化进程尚无定论，仍需进一步验证。

当前关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与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有对

两者关系的直接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１）社区经济视角下的便民生活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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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社区作为城市经济的基本单元，其商业生态与居民消费的关联一直是城市经济学和区域发

展研究的核心议题。早期研究聚焦于社区商业网点的空间布局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合理的

商业密度和业态组合能显著降低消费成本、提升消费意愿（Ｅｌ等，２０１３；霍国庆等，２０２２），因此，
社区商业建设应当选择重要节点空间进行配置，以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和部分就业需求（Ｂｏｄｚｉｎ，
２００３）。但自发形成的社区经济在有效弥补市场和社会不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所以
应该得到政府正确的疏导和治理。随着“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理念的提出，学界逐渐关注政策驱

动下的社区服务体系重构，如通过政府规划与市场机制结合，推动商业、医疗、文化等业态在社区

层面的集聚（李萌，２０１７）。（２）消费便利化的驱动因素。传统研究多将消费便利化程度简化为
区域内餐饮服务、购物服务、生活服务与休闲娱乐和体育服务等网点数量（霍国庆等，２０２２），但消
费便利化的核心是居民获取服务的实际可达性，若网点数量多但分布零散、空间集聚度低，居民

仍需花费大量时间和交通成本才能到达，实际便利度并未提升（王洋等，２０２３）。同时，近年来有
学者进一步指出智慧物流、数字支付等新型基础设施和空间规划的协同效应更为关键，提出流通

业、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推动消费便利化的重要途径（郭馨梅和陈惠，２０２４；魏君英等，
２０２２；Ｌｉ等，２０２０）。（３）服务多样化的深层机制。服务多样化的传统解释聚焦于人口集聚带来
的市场规模效应（丁从明等，２０１８），但忽视了政策对创业生态的激活作用。事实上，社区层面的
政策试点通过税收优惠以及审批简化等政策，能降低创业门槛，促进新兴业态涌现（王文举和姚

益家，２０２１），创业战略态势已经被证实其与更好的服务多样化以及质量提升呈现正相关关系（马
鸿佳等，２０１５），创业通过整合社区资源、提供共享办公空间和创业指导，吸引小微企业和个体商
户入驻，进而丰富服务种类。

综上所述，尽管专家学者在便民生活圈、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方面已有一定研究，为本文

提供了参考，但在便民生活圈能否加速居民消费便利化或服务多样化方面，尚未形成明确结论。鉴

于此，本文基于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２２９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期 ＤＩＤ模型，实证检验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对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影响，并深入探讨其内在机制。此外，本文还分别进

一步探讨了不同人口密度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城市中，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对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

化的差异化影响，旨在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过程中，为不同类型的试点城市提供有针对性的

决策参考，以促进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提升。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

上，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作为政策切入点，研究破解城市社区商业资源碎片化、服务半径失衡

等问题的有效方案，同时为城市小尺度空间治理提供经验证据。第二，在理论机制上，揭示了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影响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内在逻辑。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提升城市市场活力的作用机制，揭示便民生活圈政策效能的技术与

制度的双重驱动路径。第三，在研究内容上，考虑到政策制定的差异性，着重从不同人口密度以及

人口老龄化程度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能够为基于人口结构差异的精准治理需求提供理论与实证

支撑。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为进一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引导商业消费空间发展重心下沉，全面提升基层商业的品质化与

便利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商务部等１２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选择一批地区开展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以期形成多业态集聚

的社区商圈，近距离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试点工作于２０２１年展开，在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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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年遴选出四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共选取了２１０个地区开展试点工作。其中，第一批试点
覆盖２２省市３０个地区，第二批试点覆盖２３省市５０个地区，第三批试点覆盖２７省市７０个地区，第
四批试点覆盖２９省市６０个地区。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本质是“以人为尺度的城市微更新”，通过重构社区空间、优化服务供

给、创新治理模式，合理布局商业网点，促进商业设施与公共设施联动，商业文化与消费习惯协调，

最终实现以“小半径”撬动“大消费”。同时，通过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双轮驱动，推动消费从刚性需

求向多元化、品质化升级，畅通城市经济“微循环”、激发内需活力。社区生活圈便民商业的建设极

大地满足了城市居民的日常习惯与消费需求。截至２０２４年９月，３４７６个试点生活圈覆盖社区近
７０００个，服务居民超６０００万人。全国试点生活圈建设完成率达８８％，实现内地省级行政区域全覆
盖；每个生活圈平均覆盖基本保障类业态１５种，品质提升类业态２０种，基本保障类业态占比超过八
成；平均每个生活圈有社区商业中心１．１５座，全国试点生活圈连锁化率达２１％①，居民消费便利化
和服务多样化得到极大提升。

（二）理论分析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近年来政府积极推动的民生工程，其核心在于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

将餐饮、购物、娱乐、医疗、教育等多种服务设施集中在十五分钟步行范围内，以满足居民的基本和

品质消费需求。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消费便利化。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将各类服务设施集中在居民步行可达的范围内，聚集了购物、餐饮、家政、快递、维修等

基本保障服务，形成了一个功能完备、服务多样的社区服务体系，并促进城市多个消费微中心的形

成。这使得社区居民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所需的各种基础类生活服务，极大地降低了寻求消费

服务的时间成本，从而提升其消费便利化程度（张可和钟莹，２０２４）。同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发展
新型商业模式，通过简单的即时零售模式（平台下单 ＋就近门店配送，就近门店下单 ＋即时配送），
拓展消费活动服务半径，进一步推动了居民消费便利化。二是促进了服务多样化。相较于聚焦基

础商业领域的传统便民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更加强调“圈圈融合”，将养老托育、文化休闲、健康

健身等业态有机整合②，社区不仅可以满足居民日常买菜、理发等刚性需求，还能享受到老年活动中

心、亲子娱乐空间等多样化的服务设施。这种多元化的商业业态设计，能够有效满足社区不同年龄

消费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为其提供更为广泛和丰富的消费选择，从而显著促进消费服务的多样化。

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１：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能够推动消费便利化。
假说２：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能够促进服务多样化。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消费便利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它通过构建便捷的交通网络、布局

合理的公共设施以及高效的信息服务系统，推动商业设施的补建和优化变革，从而确保居民能够快

速、及时地获取所需的商品与服务（龙少波等，２０２３），推动消费便利化。而２０２１年商务部等１２部
门《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拓展智能体验”“优化信息服务”，

体现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对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要求。具体而言，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构建智慧服务平台③，积极推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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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北京商报《２０２４服贸会｜全国试点建设完成率达 ８８％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取得新成效》。参见 ｈｔｔｐｓ：／／ｍ．
ｂｂｔ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９／ｅ０／３８８６０２．ｈｔｍｌ。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商务部等 １２部门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参见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２０２１－０６／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１５０９９．ｈｔｍ。

如鹤壁市淇滨区设立“码上办”平台，佛山市建设智慧停车系统。参见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ｅｎａｎ．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５／０４－２８／３１５２６９５．
ｈｔｍｌ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ｏｕｔｉａｏ．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７４９０７４１７０６７９６６７９７４３／？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ｂｉｚ＝ｄｏｕｂａｏ＆ｓｏｕｒｃｅ＝ｍ＿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ｗｉｄ＝１７４８９９９０７９５５２。



赋能进程，促使区域网络通信设施向高速化、稳定化、安全化的方向发展（Ｓｈｅｎ，２０１９），进而刺激和
推动区域信息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在融合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通过城市更新

和老旧社区改造（黄晴，２０２４），释放空间用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深度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技术，催生智能管理系统、智能零售终端等创新应用，推动商品、门店、会员及供应链数字化，发展

智慧商店、共享书店、智能快递箱等新业态①，从而促进了区域内传统设施数字化升级，有助于加快

融合基础设施建设进程（Ｗａｎｇ等，２０２４）。因此，文章提出：
假说３：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通过完善区域内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消费便利化。
市场活力反映经济活动中不同经济主体参与市场交易的积极性，增强城市的市场活力有助于

提高经济主体的创新创业积极性（狄嘉等，２０２５），促使城市内部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升级，从而增
加商业网点的服务种类，进而促进服务的多样化。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通过构建“降本

!

聚需
!

赋

能”的创业生态系统，成为激发城市市场活力的重要引擎。一方面，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城

市拥有政策优势，能够通过政府扶持和企业参与，实现公共服务、商业服务和社区服务等领域资源

的有机整合。具体体现在，其不仅能够形成推动范围较广的基础设施共享网络，降低物流、信息获

取等边际成本，而且有助于完善区域内产业链体系，发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李玉霞，２０２４），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创业成功率，进而激发市场活力。同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通

过消费需求的空间集聚效应，将区域需求规模优势转化为市场机会密度，实现市场要素的定向集

聚。市场需求量是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因素（林孝文和刘翰程，２０２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推动
人口与经济活动紧凑化分布，使得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资源高度集中，为企业发展提供了

丰富的商业机会和旺盛的消费需求，为创业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此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通

过构建创业友好型环境，促进准入壁垒消解与服务效能提升。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伴随对商业

网点的优化布局和规范化管理，通过简化开店流程、提供一站式服务等方式，降低了创业门槛，进一

步激发了市场活力。因此，文章提出：

假说４：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通过提升城市市场活力促进服务多样化。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是外生冲击变量，试点城市具有随机选择性且会因政策的实施产生差

异，可以将试点城市建设看作准自然实验。我国在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２０２３年及２０２４年已公布四批
次城市作为试点，但鉴于数据可得性，文章以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共６４个试点城市②为实验组，构建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对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影响，该方法通过控制实

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能够更好地评估政策的影响结果。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Ｃｏｎｖｅｎｉｔ＝α０＋α１Ｐｏｓｔｔ×Ｔｒｅａｔｉ＋α２Ｃｉｔ＋ｉ＋μｔ＋εｉｔ
Ｄｉｖｅｒｉｔ＝β０＋β１Ｐｏｓｔｔ×Ｔｒｅａｔｉ＋β２Ｃｉｔ＋ｉ＋μｔ＋ε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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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鹤壁市在一刻钟生活圈建设过程中在社区增设智能快递箱、自助健康检测终端等设备。参见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ｓ？ｉｄ＝１７７３８０７２６４５５６３０７９５９＆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删除数据缺失城市样本后，文章所使用的试点城市分别为：２０２１年第一批试点城市：成都、大连、福州、贵阳、鹤壁、黑河、济
南、南昌、南京、南宁、宁波、青岛、厦门、沈阳、苏州、唐山、渭南、武汉、西安、烟台、银川；２０２２年第二批城市试点：安顺、宝鸡、保定、北
海、常州、东营、鄂尔多斯、广州、桂林、汉中、合肥、呼和浩特、怀化、济宁、佳木斯、昆明、兰州、绵阳、牡丹江、南充、南通、齐齐哈尔、钦

州、曲靖、商丘、十堰、石家庄、太原、通辽、铜川、威海、潍坊、乌海、无锡、芜湖、徐州、盐城、伊春、宜昌、玉林、运城、长春、长沙。



其中，Ｃｏｎｖｅｎｉｔ和Ｄｉｖｅｒｉｔ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 ｔ年 ｉ城市的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程度。
Ｐｏｓｔｔ为时间虚拟变量，表示该城市当年是否实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政策（政策实施当年及以后定义
为１，否则定义为０）。Ｔｒｅａｔｉ为政策虚拟变量，表示该城市是否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试点
城市则定义为１，否则定义为０）。Ｃｉｔ为第ｔ年ｉ城市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城镇化水平、经济发
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ｉ为城市固定效应，μｔ为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
机误差项。α０为常数项，α１、α２、β１和β２为估计系数，其中α１和β１是判断该政策对消费便利化和服
务多样化影响的重点。

（二）数据和变量

１．数据来源及处理
试点地区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试点为其中某一市辖区，数据获取困难，因此只

保留试点地区中城市试点。此外，由于部分城市数据缺失严重，利用插值法补全会影响数据的准确

性，对其进行了剔除。同时，由于２０２３年试点城市仅有当期数据，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不准确，因此
对于第三批试点城市同样进行剔除，最终保留２２９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因此，文章使用２０１９—
２０２３年２２９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样本中选取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两批次中共６４个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为实验组，其余城市为对照组。被解释变量与相关变量主要源于《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以及根据高德地图爬取的全国各城市 ＰＯＩ兴趣点数据。同时，对样本城市中存在的
少量缺失值数据进行插值补全处理。

２．变量及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参考霍国庆等（２０２２）和丁

从明等（２０１８）的方法，以城市内商业设施密度作为衡量消费便利化的标准，以城市内商业设施种类
衡量消费服务多样性。其中，商业设施的计数范围参照王洋等（２０２３）的研究，包括餐饮服务、购物
服务与休闲娱乐和体育服务等相关设施，商业设施种类则参照高德地图 ＰＯＩ兴趣点中级分类进行
统计，包括宾馆酒店、博物馆、商场、中餐厅、运动场馆和培训机构等。

（２）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文章根据试点城市建设的具
体实施时间生成时间虚拟变量ｐｏｓｔ（政策实施当年及以后定义为１，否则定义为０），根据具体试点城
市生成政策虚拟变量ｔｒｅａｔ（试点城市则定义为１，否则定义为０），并使用二者的交乘项作为核心解
释变量。

（３）机制变量。文章的机制变量为新型基础设施和市场活力。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新型基础
设施具备智能化与数字化的特征，对推动消费便利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新型基础设施，借鉴

郭品和李欣明（２０２４）的研究，以各市每百人互联网宽带用户、长途光缆线密度、人均互联网宽带接
入端口数、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和移动电话普及率为子指标，通过主成分

分析法确定各子指标权重，进而形成综合指数来度量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其中，由于无法

获取地级市层面光缆线路长度和移动电话基站数量，本文根据各地级市电信业务总收入占所属省

域比重，将省级层面的光缆线路长度和移动电话基站数量换算到地级市层面。对于市场活力，根据

依绍华和吴顺利（２０２４）的研究，因夜间灯光能够反映夜间经济活动的强弱，是彰显城市市场活力的
有效载体，因此选取夜间灯光强度作为城市市场活力的衡量指标。

（４）控制变量。文章借鉴毛盛志等（２０２５）和张志新等（２０２４）的研究经验，主要控制其他影响
居民消费的指标，包括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具

体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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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消费便利化 商业设施密度（取对数） ２．３０９ ５．８５４ －４．６９１ １．１１７ ２．３１１
服务多样化 商业设施种类（取对数） ５．１７１ ６．３９４ ３．８５０ ０．２２５ ５．１９３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政策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交乘项 ０．１３１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８ ０．０００
新型基础设施 新型基础设施综合指数 １．４５３ ７．２３４ ０．００８ ０．７２９ １．３２４
市场活力 夜间灯光强度 １．８７１ ４．０９５ －４．６９３ １．０７７ １．９７０
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率 ０．６０６ ０．９９１ ０．２６０ ０．１３１ ０．５８６
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人均ＧＤＰ（取对数） １０．９９０ １２．４８６ ９．４４６ ０．４７８ １０．９１９
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１．３２５ ６．３８７ ０．３１３ ０．５７７ １．２１２
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ＧＤＰ ２．９９５ ７．６２０ １．２３８ １．１１５ ２．７００
人口密度 常住人口数／行政区面积 ３１５．７３４ ２８１０．９６５ ０．９７９ ３０８．７７１ ２３８．９１９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计算。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２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对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消费服务多样化的基准回归结果，第（１）（３）列
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２３３和０．２９４，分别在５％和
１％的置信水平下正向影响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消费服务多样化。第（２）（４）列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的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２２５和０．２９５，分别在５％和１％的置信水
平下正向影响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本文假设１和假设２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不仅涵盖了购物、餐饮等基本保障类业态，还引入了文化、娱乐、休闲等品质提升类业态，

丰富了居民多样化的消费服务。同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促进了社

区消费的线上线下互动，提升了居民消费的便捷性和舒适度。因此这种多业态集聚和智能化服务

的结合，不仅能够推动居民消费便利化，又能促进其服务多样化。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消费便利化 消费便利化 服务多样化 服务多样化

（１） （２） （３） （４）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０．２３３（０．０９５） ０．２２５（０．０９８） ０．２９４（０．０３２） ０．２９５（０．０３２）
城镇化水平 ０．４７６４（０．２４３） ０．１２１（０．１５６）
经济发展水平 ０．２５２（０．１１９） ０．０１３（０．０５２）
产业结构 ０．０２００（０．０３７） ０．０３０（０．０２３）

金融发展水平 ０．０９７（０．０４７） ０．０１１（０．０１６）
人口密度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２７８（０．００４） ５．６５７（１．５２４） ５．１３２（０．００４） ５．１０４（０．６３５）
观测值 １１４５ １１４５ １１４５ １１４５
Ｒ２ ０．９６８ ０．９６８ ０．７３５ ０．７３５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城市层级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以前应该满足平行趋势，这是研究可以进行的前提条件，要确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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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前是否为试点不会对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产生影响。文章借鉴李立清和彭德顺

（２０２５）学者的研究经验采用事件分析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在控制年份与城市固定效应的同时，
加入控制变量。结果如图１和图２所示，政策实施前，是否为试点地区对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
样化的影响不显著，而政策实施当期及之后是否为试点地区对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影

响显著为正。该结论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多期ＤＩＤ模型选择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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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消费便利化平行趋势检验　 　　　　　　　　　　图２　服务多样化平行趋势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使用数据类型和变量测度的稳定性问题和内生性问题，文章在实证过程中选取Ｂａｃｏｎ分
解、控制其他政策、ＰＳＭＤＩＤ回归、剔除省会城市等方法再次进行回归，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
可靠性。

１．考虑多时点ＤＩＤ异质性处理效应
由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政策分批次展开，实施时间是交错的。因此，多期ＤＩＤ模型的双

向固定效应估计量可能会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和负权重问题，导致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受

到干扰。因此本文将基于负权重诊断和Ｂａｃｏｎ分解进行稳健性分析。
一是负权重诊断。借鉴毛其淋和石步超（２０２４）的研究经验，采用估计双向固定效应回归

（ＴＷＦＥ）权重的方法进行负权重诊断。结果表明，所有设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城市各年度处理效
应对应的权重均为正数，不存在负权重问题。二是Ｂａｃｏｎ分解。本文采用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２０２１）提
出的检验方法进行估计偏误诊断。由表３的分解结果可知，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研究样本
中，会造成异质性估计偏误的“以先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所占权重仅为２．６％，而“以后接受处理组
为控制组”所占权重为２．６％，“以从未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所占权重为９４．８％，可见多期 ＤＩＤ的
异质性处理偏误问题较小且不存在负权重问题，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３　Ｂａｃｏｎ分解结果

ＤＩＤ分组类别
消费便利化 服务多样化

权重 ＤＩＤ估计量 权重 ＤＩＤ估计量
以后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 ０．０２６ ０．１７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以先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９
以从未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 ０．９４８ ０．２４３ ０．９４８ ０．３１１

２．ＰＳＭＤＩＤ
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运用 ＤＩＤ方法前需要确保实验组和控制组地区在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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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尽可能相似，来进一步缓解由选择性偏差和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因此使用 ＰＳＭＤＩＤ
进行稳健性检验。按照１∶２最邻近匹配法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在完成ＰＳＭ匹配后，本文
对一系列匹配变量匹配前后的差异进行检验，从表４可知，匹配前匹配变量在处理组和控制组均存
在显著的组间差异，而匹配之后这些差异大幅下降且变得不显著，说明ＰＳＭ匹配后两组样本较好地
满足了平衡性假设。因此可基于匹配的样本重新回归。结果如表５第（１）（２）列所示，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的估计系数在５％和１％的显著水平下为正，结论依然稳健。

表４　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前 匹配后

处理组 控制组 差异 处理组 控制组 差异

城镇化水平 ０．６８４ ０．５７５ ０．１０９ ０．６８４ ０．６９７ －０．０１３
经济发展水平 １１．２７９ １０．８７７ ０．４０２ １１．２７９ １１．２８９ －０．０１０
产业结构 １．４４７ １．２７７ ０．１７０ １．４４７ １．４０１ ０．０４６

金融发展水平 ３．４０１ ２．８３７ ０．５６４ ３．４０１ ３．３２５ ０．０７６
人口密度 ４０１．８３０ ２８２．２２０ １１９．６１０ ４０１．８３０ ４１９．３９０ －１７．５６

３．控制其他政策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推进过程中，“智慧城市”试点工作以及“宽带中国”等相关政策会使居

民的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发生变化。为进一步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文章加入相关政策的

时间虚拟变量，控制其对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产生的影响。表５第（３）（４）列在控制相关
政策影响因素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估计系数在５％和１％的显著水平下为正，即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可以推动居民消费便利化和丰富服务多样化。

４．剔除省会样本
由于省会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社会保障体系、人口结构等方面与其他城市存在显

著差异，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文章剔除省会城市样本，再检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对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５第（５）（６）列所示，估计参数与显著性水平
仍然与基准结果相符。

５．工具变量法
从理论上看，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参考杨洁等（２０２２）的研究

成果，选用城市居住用地面积作为工具变量对内生性进行验证。一方面，城市居住用地面积是城市

的城市规划发展的重要指标。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０－２０１８），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的用地面积通常为１３０—２００公顷（古颖等，２０２２），其中非住宅用地占比为３９％到５２％不等①，
若居住用地面积不足，可能导致生活圈内商业设施建设分散、业态不全，无法满足居民“一站式”消

费需求。因此居住用地面积较高的地区在建设规划便民生活圈时能够更明显地满足建设条件和展

现建设成果，被选择为试点城市的可能性较大，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居住用地面

积本身仅提供物理空间，功能实现依赖配套规划（如商业用地配比、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不直接提

供商业服务或消费场景，故而不会对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外

生性条件，工具变量选取有效。在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检验了工具变量的强

度，结果显示一阶段回归的Ｆ值分别为１７．６７７和１９．９５３，显著超过了１０％偏误水平对应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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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非住宅用地利用１５分钟生活圈居住区用地构成中住宅用地计算所得，１５分钟生活圈居住区用地构成中住宅用地资料参
见《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的公告》，详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ｈｕｒｄ．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ｋａｉ／ｚｃ／ｗｊｋ／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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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８，拒绝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表明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较低。其次，由于
本文中工具变量的数量与内生变量的数量相匹配，因此无需再进行额外的过度识别检验。最后内

生性检验结果如表５第（７）（８）列所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对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影响系数
分别为１．６８５和０．９７４，仍然在５％和１％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５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ＰＳＭＤＩＤ 控制其他政策 剔除省会城市 ＩＶ２ＳＬＳ

消费

便利化

（１）

服务

多样化

（２）

消费

便利化

（３）

服务

多样化

（４）

消费

便利化

（５）

服务

多样化

（６）

消费

便利化

（７）

服务

多样化

（８）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０．２４２ ０．３０５ ０．２０１ ０．２６８ ０．２６６ ０．３１８ １．６８５ ０．９７４

（０．０９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０）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１） （０．７８２） （０．０３９）
宽带中国 是 是

智慧城市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３５ ８３５ １１４５ １１４５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０ １１４５ １１４５
Ｒ２ ０．９５８ ０．６１６ ０．８９５ ０．７２４ ０．９６６ ０．７４６ ０．５１１ ０．１８５

一阶段Ｆ值 １７．６７７ １９．９５３

（四）作用机制分析

１．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通信、物流以及能源等基础设施水平，为诸多新商品、新服务提供

高层次消费环境，进而健全消费品销售网络，畅通消费品流通渠道（任保平和豆渊博，２０２１），因而能
够推动居民的消费便利化。因此为进一步考察新型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对其进行检验，所得结果如表６所示。由第（１）列回归结果可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新型基
础设施的回归系数为０．１１３，在５％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假设３得到验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并非简单的商业网点堆砌，
而是国家层面推动的、带有明确数字化和智能化导向的民生工程，试点城市在政策引导下，有动力

也有资源将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融入社区，从而推动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

出高效、互联、智能的消费环境，实现商业设施的精准补建和优化，并畅通商品销售的信息流和物

流，从而实质性地提升了消费便利化程度。

２．提升市场活力
市场活力反映经济活动中不同经济主体参与市场交易的积极性，市场活力越高越有利于提高

经济主体的创新创业积极性（狄嘉等，２０２５），从而促进新产业、新业态及新模式的形成，进而衍生出
新的产品和服务，丰富居民服务多样化。因此为进一步考察市场活力提升的中介效应，本文构建中

介效应模型对其进行检验，所得结果如表６所示。从第（２）列回归结果来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对市场活力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８１，在１％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市场
活力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假设４得到验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通过政策优势和基础设施共享有效
降低了创业与运营成本，推动消费需求在社区尺度空间集聚形成高密度的市场机会，同时配套的创

业支持能够有效提升创业者的能力和成功率，由此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向“降本
!

聚需
!

赋能”模式

转变，显著提升了城市市场活力。这一机制让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等市场主体更愿意积极探索并

尝试满足社区多元化、品质化需求的新业态、新模式，通过服务创新与差异化竞争，持续丰富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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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的种类，推动服务体系向多样化方向发展。

表６　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新型基础设施 市场活力

（１） （２）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０．１１３（０．０４５） ０．０８１（０．０２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４５ １１４５
Ｒ２ ０．８０１ ０．９６３

（五）异质性分析

尽管前文验证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积极作用，但受城

市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影响，该政策在不同城市间的效果可能会存在差异。文章从城市人口密度和

人口老龄化程度角度，探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影响的城市异

质性。

１．城市人口密度异质性
借鉴滕咭君和张卫国（２０２４）的研究，以常住人口数与城市行政区面积比值衡量城市人口密度，

并设置人口密度虚拟变量，将高于均值的城市视为高人口密度城市，人口密度虚拟变量取值为１，而
低于均值的城市视为低人口密度城市，人口密度虚拟变量取值为０。表７第（１）（２）列数据显示，人
口密度虚拟变量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交互项的系数分别为０．０５４和０．０１８，均在５％置信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对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提升效果在高人口密度城市

更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高人口密度区域，居民集中度相对较高，消费需求密集，使得便民生活圈

内的商业设施和服务业态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覆盖更多人群，增强了便民生活圈的辐射能力和服务

效率，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提升服务的便捷性和多样性。相比之下，低人口密度城市因人口分散，难

以形成足够的规模效应。人口分散会导致服务设施的建设成本增加，且由于服务对象相对较少，可

能导致部分服务难以维持运营，进而影响便民生活圈的整体建设效果。

表７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消费便利化 服务多样化 消费便利化 服务多样化

（１） （２） （３） （４）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０．２０６（０．０８５） ０．２８７（０．０２２） ０．２０１（０．０９６） ０．２６７（０．０３０）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人口密度 ０．０５４（０．０１５） ０．０１８（０．００９）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人口老龄化 ０．０４２（０．０１８） ０．０４１（０．０１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４５ １１４５ １１４５ １１４５
Ｒ２ ０．９６８ ０．７３５ ０．９６８ ０．７３６

２．城市人口老龄化异质性
借鉴申杰和昌忠泽（２０２４）的研究，使用老年人口抚养比衡量人口老龄化，并设置人口老龄化虚

拟变量，以老年人口抚养比大于其中位数的城市为人口老龄化较高城市，人口老龄化虚拟变量取值

为１，否则取值为０。表７第（３）（４）列数据显示，人口老龄化虚拟变量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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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分别为０．０４２和０．０４１，均在５％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对居民消费便利化
和服务多样化的提升效果在人口老龄化较高城市更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人口老龄化较高城市大

多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商业资源匮乏，更容易通过该试点政策加快当地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和推动创业，充分发挥该政策的积极作用，进而更加有效地推动居民消费便利化和促进服务多样

化。而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新型基础设施水平和创业活跃度在

规划为试点城市之前处于较高水平，居民对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需求能够得到一定满足，导

致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获得的边际效果相对较小，因此对其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效果较

为低下。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文章基于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２２９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多期ＤＩＤ模型实证检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消费便利化及服务多
样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比较了其影响效应在不同人口密度、不同人口老龄化程度城市中的效果

差异。得出主要结论如下：（１）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２２５和０．２９５，在５％和１％置
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既能有效推动消费便利化，又能明显促进服务多样化。

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２）从作用机制来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通过推动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居民消费便利化，通过提升城市市场活力促进居民服务多样化。（３）异质性
分析来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对居民消费便利化和服务多样化的提升作用在高人口密度城市和人

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城市更显著，而在低人口密度城市和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城市作用效果相对较

小。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因地制宜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首先，要增加人口密集城市试点，发挥便民生活

圈推动居民消费便利化和促进服务多样化的积极作用。考虑人口密集城市土地资源相对紧张的问

题，要通过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和需求，优化商业网点的设置，更加

精细地规划便民生活圈的布局，确保在有限的空间内提供最高效的服务。同时，需强化社区老年人

的参与和自治，通过老年人议事协商机制，了解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共同推动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和

完善；其次，要对人口老龄化较高城市给予帮助支持。一方面，要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

建设，如道路、交通、水电等，为便民生活圈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

吸引优质的生活服务业资源和品牌进入城市，提升便民生活圈的服务质量和建设水平。

第二，以城市发展需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结合建设环境、消费市场情况等因素综合考

量，确定新基建项目的建设类型与重点领域，确保投资精准有效，最大化满足当地居民的消费需求

和产业升级需求。例如，在数字鸿沟较大的地区，应优先布局５Ｇ网络、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
以强化数字连接，促进信息流通与资源共享。同时加强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确保数字基础设施的

安全可靠。对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区域，首要加强智能交通系统、高速铁路及高速公路的建设，优化

区域交通网络，有效缩短时空距离，促进商品和人员的快速流动，打通市场壁垒。同时，建立和完善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模式，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积极
参与新基建投资，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

第三，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活力提升。一是加强政策扶持与创新创业支持。应通过提供财

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降低创业成本，激发创业活力。同时，加强中央财政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的支持，推动专业化众创空间提升服务能力，健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的

创新支持。二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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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违法成本。同时，积极推广知识产权辅导、预警、代理、托管等服务，为创业

者提供坚实的知识产权保障，解除其后顾之忧。三是优化企业开办服务。这需要构建高效便捷的

线上服务平台，推行“一网通办”模式，实现办理流程的标准化、自动化。同时，强化一站式服务体系

建设，整合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关键环节，提供集成化服务，提高办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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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偏好
———来自多子女家庭的微观证据

鄢　姣　肖　彤

摘　要：本文构建家庭教育投资性别偏好模型，从理论上探讨农村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
及内在原因，并将２０１８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ＣＨＩＰ）的农村住户数据和宏观统计数据相结合，实证检验
相关理论假说。研究表明，整体来看农村多子女家庭的教育投资存在显著的男孩偏好。分样本分析发

现，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存在出生次序异质性，与长子相比，父母更易牺牲长女的教育投资以满

足其他子女的教育资源获取，但幼子与幼女间可获得的家庭教育投资并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

地区公共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多子女家庭的教育投资性别差异。

此外，本文从子女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两个方面，探讨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性别差异的内在原因，发现

农村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导致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

关键词：家庭教育投资；农村多子女家庭；性别偏好；子女结构；宗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６８２（２０２６）０１－００７８－１５

一、引　言

教育是个人实现向上流动以及社会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是促

进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张川川和王癑琴，２０２２）。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接受教育
的机会远低于男性，教育的性别差异是导致男女社会经济地位产生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鄢姣和孟

大虎，２０２３），因此，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成为学界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家庭教育投资
通常被视为一种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但其本质也具有消费属性。人力资本理论在强调教育可转

化为生产力的同时，也揭示了教育投资的消费本质（Ｂｅｃｋｅｒ和 Ｌｅｗｉｓ，１９７３），即家庭对子女进行教育
投资的本质是在消费一种能同时带来当前效用与未来收益的特殊商品。理解教育投资的消费本质

有助于更加精准地把握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内在逻辑。

１９８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颁布，义务教育法强调所有适龄儿童不分性别、民
族、家庭财产状况，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２０２０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县级层面男性平
均受教育年限为９．７５年，比２０１０年提高了２．４％，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９．２３年，比２０１０年提高
了６１％，可见，性别间的教育不平等得以改善。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缓解了
子女教育支出的经济制约，但是女性教育资源与教育机会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的

消失（郑筱婷等，２０１９）。首先，尽管义务教育法的普及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的教育负担，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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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就读所需费用除学费以外，还包括学校服务性收费、代收代管费以及其他选择性收费等（魏易，

２０１９）。因此，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仍需承担一定的教育支出，这些教育支出对农村多子女家
庭而言可能会成为较大的经济负担。其次，中国农村家庭普遍收入较低，在预算约束和重男轻女传

统观念的加持下，农村多子女家庭仍旧存在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

为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保持人力资本禀赋优势，国家先后于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２１年实
施“二孩政策”和“三孩政策”，这意味着未来将出现更多的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政策为促进教育

性别平等提供了支持（鄢姣和孟大虎，２０２３），那么，随着优化生育政策的实施，女性获得的教育机会
和教育资源是否会受到家庭规模的扩大和子女结构的复杂影响而下降，同时，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

影响，农村家庭是否更容易在教育资源分配时出现性别歧视。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家庭教

育投资性别歧视缓解的需要，以多子女家庭为例，探究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偏好。

与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性别偏好有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第一类是教育性别差异产生的

原因。导致教育性别差异的因素主要包括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观念（张川川和马光荣，２０１７）、劳
动力市场上教育回报的性别差异（钟粤俊和董志强，２０１８）、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的代际经济
依赖（Ｗｈｙｔｅ和 Ｘｕ，２０２０）以及教育的机会成本（Ａｌｄｅｒｍａｎ和 Ｋｉｎｇ，１９９８）。首先，在以儒家文化为
根源、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是延续家族血脉、传承家族姓氏以及进行家族祭

祀等宗教活动的决定力量（Ｃｈｏｉ和 Ｈｗａｎｇ，２０２０），这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育观念与教育观念
中出现男孩偏好。其次，劳动力市场上经济回报的性别差异也是导致父母在教育资源分配时产

生男孩偏好的重要因素。男性更擅长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更容易

找到工作并获得回报（钟粤俊和董志强，２０１８）。最后，男孩与女孩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差异导致父
母更倾向于将教育资源分配给男孩。

第二类是家庭中子女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家庭子女结构包括子女数量、子女性别结构、出

生次序以及出生间隔（Ｓｔｅｅｌｍａｎ等，２００２），多子女家庭同胞之间既存在同胞规模效应，也存在同胞性
别效应（郑磊，２０１３）。首先，子女数量、质量权衡理论与资源稀释理论指出，由于家庭受到预算约束
的影响，每个孩子获得的教育资源随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增加而下降（Ｂｅｃｋｅｒ和Ｌｅｗｉｓ，１９７３）。其次，
在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中，禀赋效应理论表明父母倾向于投资教育回报率高的子女

（Ｂｅｃｋｅｒ和Ｔｏｍｅｓ，１９７９）。受到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等因素的影响，男性和女性的教育回报率不
同，通常男性的教育回报率更高，因而父母在进行家庭教育资源分配时也更倾向于男孩（陈珊珊，

２０２０）。最后，男孩在家庭教育资源代内流动模式中更具优势，代内转移指教育资源从女孩流向男
孩（刘雯等，２０２１），或者从长子女流向幼子女（张兆曙和戴思源，２０１８）。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研究了教育性别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家庭中子女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但

少有文献以中国农村多子女家庭为研究对象，探究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偏好及出生次序的异

质性。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农村多子女家庭的教育投资性

别差异，有助于丰富家庭教育投资相关领域的文献。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考察了中国农村多子女家庭

教育投资的性别偏好，拓展了家庭教育投资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二，在

研究方法上，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实现了经典理论与中国农村新发展阶段特征事实的

有效衔接，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在性别和子女结构间的差异。第三，在政策层面上，本

文为政府和决策部门进一步加强公共教育投资，改善农村家庭教育投资不平衡提供了有力的政

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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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

家庭资源的分配是一种跨期互惠（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１９８５）。“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与当下社会保障
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父母在年轻时将有限的家庭资源在自己与子女的消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以期

待子女成年后获得教育回报并提供养老支持。由于教育支出兼具消费和投资属性，父母在对子女

教育进行投资决策时需要考虑教育成本与预期教育回报（魏易，２０１９）。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借鉴Ｍｉｃｈｅｌ提出的父母与子女跨期消费函数（Ｍｉｃｈｅｌ和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２０１０）以

及周钦和袁燕（２０１４）对父母性别偏好与劳动力市场教育回报的设定，构建家庭教育投资性别偏
好模型，分析父母在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时如何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以及导致教育投资产生性

别偏好的内在因素。假定模型中的家庭包括父母和两个孩子，包括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并且存

在两个时期。在第一期，父母工作获得收入，并在自己的消费与子女的教育投资之间进行分配，

不考虑信贷市场，子女没有自我投资与决策能力，只能通过父母的教育投资在学校学习。为考察

父母的性别偏好，假设父母对男孩的偏好程度为ρ，对女孩的偏好程度为１－ρ，ρ∈［０，１］，ρ＞
０．５表示父母存在男孩偏好观念。在第二期，子女完成教育并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教育回报，并
在自己的消费和父母的转移支付之间进行分配。假设没有养老保障制度，父母退休后没有收入，

只能通过儿子和女儿的转移支付进行第二期的消费。为简化模型推导，假设所有的效用函数为

连续、二阶可导的凹函数。父母的效用来源于两期消费以及子女财富，且二者相互独立，则父母

的跨期效用函数为：

Ｕｐ ＝Ｕ１（ｃ１）＋δＵ１（ｃ２）＋δＵ２（ｗｂ，ｗｇ） （１）
其中，δ为贴现率，ｃ１、ｃ２为父母第一期与第二期的消费水平，ｗｂ、ｗｇ为子女第二期的教育回

报。根据父母性别偏好ρ的设定，父母源于子女财富的效用函数表示为：
Ｕ２ ＝ρＧ（ｗｂ）＋（１－ρ）Ｇ（ｗｇ） （２）

其中，ｗｂ、ｗｇ为子女完成教育并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的教育回报。
父母两期的预算约束分别为：

ｙｃ１＋Ｉｂ＋Ｉｇ （３）
ｃ２ｔｂ＋ｔｇ （４）

其中，Ｉｂ、Ｉｇ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ｔｂ、ｔｇ为子女对父母的转移支付。
考虑孩子的利他主义动机，父母的效用会影响子女的效用，因此在孩子的效用函数设定中加入

父母的效用函数（Ｂａｌａｎｄ和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０；Ｍｉｃｈｅｌ和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２０１０）：
Ｖｂ ＝Ｖ（ｄｂ）＋γＵ１（ｃ２） （５）
Ｖｇ ＝Ｖ（ｄｇ）＋γＵ１（ｃ２） （６）

其中，γ为孩子的利他主义参数（Ｍｉｃｈｅｌ和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２０１０），ｄｂ、ｄｇ分别为子女的消费。
子女的教育回报受到父母教育投资Ｉｂ、Ｉｇ与自身禀赋θｂ、θｇ的影响，同时为了体现劳动力市场

工资的性别差异，假设男性的工资率为 ｂ，女性的工资率为 ｇ，ｂ＞ｇ表示男性的教育回报高于女
性，子女的教育回报函数分别为：

ｗｂ ＝ｂｆ（Ｉｂ，θｂ） （７）
ｗｇ ＝ｇｆ（Ｉｇ，θｇ） （８）

子女的预算约束分别为：

ｄｂ＋ｔｂｗｂ （９）
ｄｇ＋ｔｇｗｇ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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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第二期，子女通过选择给父母的转移支付ｔｂ、ｔｇ以最大化其效用Ｖｂ、Ｖｇ，同时，将子女
对父母进行转移支付视为对公共物品（父母的效用）的贡献问题：

ｍａｘ
ｔｂ
Ｖｂ ＝Ｖ（ｄｂ）＋γＵ（ｃ２） （１１）

ｍａｘ
ｔｇ
Ｖｇ ＝Ｖ（ｄｇ）＋γＵ（ｃ２） （１２）

根据预算约束（４）（７）（９）式，儿子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Ｖ
ｄｂ
（ｗｂ－ｔｂ）－γ

Ｕ
ｃ２
（ｔｂ ＋ｔｇ）＝０ （１３）

根据预算约束（４）（８）（１０）式，女儿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Ｖ
ｄｇ
（ｗｇ－ｔｇ）－γ

Ｕ
ｃ２
（ｔｇ ＋ｔｂ）＝０ （１４）

（１３）（１４）式为子女的最优反应函数。根据公共物品贡献经典模型的一般解（Ｃｏｒｎｅｓ和Ｈａｒｔｌｅｙ，
２００７），子女在第二期均衡时的消费水平相等：

Ｖ
ｔｂ
（ｄｂ）＝γ

Ｖ
ｇ
（ｄｇ），ｄｂ ＝ｄｇ （１５）

因此，（１３）式和（１４）式分别转化为：
Ｖ
ｄｂ
［ｂｆ（Ｉｂ，θｂ）－ｔｂ］－γ

Ｕ
ｃ２
［２ｔｂ ＋ｇｆ（Ｉｇ，θｇ）－ｂｆ（Ｉｂ，θｂ）］＝０ （１６）

Ｖ
ｔｇ
［ｇｆ（Ｉｇ，θｇ）－ｔｇ］－γ

Ｕ
ｔｇ
［２ｔｇ ＋ｂｆ（Ｉｂ，θｂ）－ｇｆ（Ｉｇ，θｇ）］＝０ （１７）

其次考虑第一期，父母通过选择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使得自己的跨期效用最大化：

ｍａｘ
ＩｂＩｇ
Ｕｐ ＝Ｕ１（ｃ１）＋δＵ１（ｃ２）＋δ［ρＧ（ｗｂ）＋（１－ρ）Ｇ（ｗｇ）］ （１８）

根据预算约束（３）（４），父母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
Ｕ１
ｃ１
（ｃ１）＋δ

Ｕ１
ｃ２
（ｃ２）

ｔｂ
Ｉｂ
（Ｉｂ）＋δρ

Ｇ
ｗｂ
（ｗｂ）ｂ

ｆ
Ｉｂ
（Ｉｂ，θｂ）＝０ （１９）

－
Ｕ１
ｃ１
（ｃ１）＋δ

Ｕ１
ｃ２
（ｃ２）

ｔｇ
Ｉｇ
（Ｉｇ）＋δ（１－ρ）

Ｇ
ｗｇ
（ｗｇ）ｇ

ｆ
Ｉｇ
（Ｉｇ，θｇ）＝０ （２０）

根据隐函数定理：

ｄｔｂ
ｄｈｂ
＝－
Ｖ″（ｄｂ）ｂ

ｆ
Ｉｂ
（Ｉｂ，θｂ）＋γＵ１″（ｃ２）ｂ

ｆ
Ｉｂ
（Ｉｂ，θｂ）

－Ｖ″（ｄｂ）－２γＵ１″（ｃ２）
＝ ｂ
２－ｖ

ｆ
Ｉｂ
（Ｉｂ，θｂ） （２１）

ｖ＝
Ｖ″（ｄｂ）

Ｖ″（ｄｂ）＋γＵ１″（ｃ２）
，０＜ｖ＜１ （２２）

ｄｔｇ
ｄｈｇ

＝－
Ｖ″（ｄｇ）ｇ

ｆ
Ｉｇ
（Ｉｇ，θｇ）＋γＵ１″（ｃ２）ｇ

ｆ
Ｉｇ
（Ｉｇ，θｇ）

－Ｖ″（ｄｇ）－２γＵ１″（ｃ２）
＝ ｇ
２－ｗ

ｆ
Ｉｇ
（Ｉｇ，θｇ） （２３）

ｗ＝
Ｖ″（ｄｇ）

Ｖ″（ｄｇ）＋γＵ１″（ｃ２）
，０＜ｗ＜１ （２４）

一阶条件（１９）（２０）转化为：

－
Ｕ１
ｃ１
（ｃ１）＋

ｂδ
２－ｖ

Ｕ１
ｃ２
（ｃ２）

ｆ
Ｉｂ
（Ｉｂ，θｂ）＋ｂδρ

Ｇ
ｗｂ
（ｗｂ）

ｆ
Ｉｂ
（Ｉｂ，θｂ）＝０ （２５）

－
Ｕ１
ｃ１
（ｃ１）＋

ｇδ
２－ｗ

Ｕ１
ｃ２
（ｃ２）

ｆ
Ｉｇ
（Ｉｇ，θｇ）＋ｇδ（１－ρ）

Ｇ
ｗｇ
（ｗｇ）

ｆ
Ｉｇ
（Ｉｇ，θｇ）＝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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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２５）（２６）式可得

　　　　　　ｂｆ
Ｉｂ
（Ｉｂ，θｂ） δ

２－ｖ
Ｕ１
ｃ２
（ｃ２）＋δρ

Ｇ
ｗｂ
（ｗｂ[ ]）

　　　　　 ＝ｇｆ
Ｉｇ
（Ｉｇ，θｇ）［

δ
２－ｗ

Ｕ１
ｃ２
（ｃ２）＋δ（１－ρ）

Ｇ
ｗｇ
（ｗｇ）］ （２７）

根据（２７）式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当ρ＞０．５，则Ｉｂ＞Ｉｇ，表明父母更偏好男孩，对男孩的
教育投资大于女孩，反之，则表明父母没有强烈的男孩偏好，此时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投资较为

公平。第二，当 ｂ＞ｇ，则Ｉｂ＞Ｉｇ，表明当劳动力市场上的男性比女性更占优势时，父母对男孩的
教育投资将大于女孩，反之，则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较小，此时父母对女孩的教育投资

动机越强。理论模型的两个结论阐述了导致家庭教育投资性别差异的两个内在因素，即子女的

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本文将实证检验这两个内在因素。结合理论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如下研

究假说：

假说１：农村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存在性别差异。
假说２：农村多子女家庭男孩偏好的观念越严重，家庭子女结构对女孩教育投资的影响越大。
假说３：农村家庭越重视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性别优势，家庭子女结构对女孩教育投资的影响

越大。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于２０１８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ｃｏｍ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ＨＩＰ）的农
村住户数据、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２０２０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ＣＨＩＰ２０１８农村住户调
查共收集了５１７５个在校子女样本，基于研究目的、教育支出和子女结构的可得性与完整性，本文剔
除各项教育支出全部缺失的样本、独生子女样本以及子女信息错误的样本，最终保留处于高中及以

下教育阶段的３至１８岁子女样本，总计１４８６个。
（二）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教育总支出。ＣＨＩＰ２０１８收集了家庭在校子女的各项教育支出数据，包括
实际缴纳的学杂费、食宿费、校内辅导班费用、择校费等校内教育支出费用以及校外辅导班费用。

由于校外教育支出并不是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主体，样本中也仅有１８％的农村家庭存在校外教育
支出，因此本文选择样本个体的总教育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为避免极端值干扰，对被解释变量进

行５％缩尾处理。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性别与子女结构。参考既有文献对子女结构的衡量方法（郑筱婷和陆

小慧，２０１８），本文用出生次序、子女是否有兄弟、长子女是否有弟弟和幼子女是否有哥哥衡量家庭
子女结构。表１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教育总支出（元） １４８６ ４３３０．２８２ ４２２８．５０９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００．０００

核心解释

变量

性别（女孩＝１） １４８６ ０．５０３ ０．５００ ０ １
出生次序 １４８６ １．９４５ ０．９６３ １ ３

子女是否有兄弟（有兄弟＝１） １４８６ ０．５４５ ０．４９８ ０ １
长子女是否有弟弟（有弟弟＝１） ７３２ ０．６４１ ０．４８０ ０ １
幼子女是否有哥哥（有哥哥＝１） ６５０ ０．３９５ ０．４８９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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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个体层面

控制变量

年龄（岁） １４８６ １２．２７５ ３．３０８ ３ １８
教育阶段 １４８６ ２．４０９ ０．７８２ １ ４

民族（汉族＝１） １４８６ ０．９２１ ０．２７０ ０ １
学校质量 １４８６ １．５７２ ０．５４３ １ ３

学校类型（公立＝１） １４８６ ０．８６７ ０．３３９ ０ １

父亲层面

控制变量

父亲教育年限（年） １４８６ ９．９８７ ２．１１８ ０ １６
父亲是否为党员（党员＝１） １４８６ ０．０７７ ０．２６７ ０ １

父亲健康状况 １４８６ １．１８２ ０．４６５ １ ３
父亲是否非农就业（非农就业＝１） １４８６ ０．０２８ ０．１６４ ０ １

母亲层面

控制变量

母亲教育年限（年） １４８６ ９．７２９ ２．４５３ ０ １６
母亲是否为党员（党员＝１） １４８６ ０．０２７ ０．１６２ ０ １

母亲健康状况 １４８６ １．１８２ ０．４６９ １ ３
母亲是否非农就业（非农就业＝１） １４８６ ０．０４０ ０．１９５ ０ １

家庭层面

控制变量

父母陪伴情况 １４８６ ２．１３４ ０．６３８ １ ３
家庭规模（人） １４８６ ２．２０６ ０．４７７ ２ ４
家庭收入（元） １４８６ ５７６６６．６６７ ４３６９８．９３７ １２２．４５０ ４０７２８７．５００

资料来源：２０１８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ＣＨＩＰ）。

（三）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情况

图１展示了农村多子女家庭的教育投资情况。从图１左图可以看出，农村家庭中男孩比女孩的
平均教育支出高７．０９％，长子比长女的平均教育支出高１４．９４％，幼子比幼女的平均教育支出高２．
６２％，表明农村家庭中普遍存在男孩比女孩享有更多教育资源的现象，并且家庭中长女获得的教育资
源相对更少。从图２右图可以看出，相比于家庭中没有兄弟的女孩而言，有兄弟的女孩获得的教育支
出低２．７０％；相比于家庭中没有弟弟的长女，有弟弟的长女获得的教育支出低４．３２％；相比于家庭中
没有哥哥的幼女，有哥哥的幼女获得的教育支出低１．２１％。图１整体说明了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存在性
别偏好，男孩在家庭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存在优势，有兄弟对女孩的家庭教育资源分配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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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农村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２０１８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ＣＨＩＰ）。

四、实证策略及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基准回归

本文利用是否有兄弟来衡量家庭子女结构，以此估计农村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回

归模型如下：

ｌｎ（ｔｏｅｉ）＝β０＋β１ｇｅｎｄｅｒｉ＋β２ｗｂｒｏｉ＋β３ｇｅｎｄｅｒｉ×ｗｂｒｏｉ＋Ｘ′γ＋εｉ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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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ｌｎ（ｔｏｅｉ）为农村家庭每个子女教育总支出的对数，ｇｅｎｄｅｒｉ为性别，ｗｂｒｏｉ为是否有兄弟，
ｇｅｎｄｅｒｉ×ｗｂｒｏｉ为性别与是否有兄弟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β３反映了农村家庭子女结构对教育投资
影响的性别差异。当分析长子女与幼子女教育投资性别差异时，ｇｅｎｄｅｒｉ表示是否为长女、是否为幼
女，ｗｂｒｏｉ表示是否有弟弟、是否有哥哥，ｇｅｎｄｅｒｉ×ｗｂｒｏｉ表示是否为长女与是否有弟弟的交互项，及
是否为幼女与是否有哥哥的交互项。Ｘ′表示其他控制变量，个体层面包括年龄、民族、教育阶段、所
在学校质量、所在学校类型，家庭层面包括父母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健康状况、非农就业情况、父母

陪伴情况、家庭规模、家庭收入，以及县域虚拟变量和出生年份虚拟变量，用以控制县级固定效应和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εｉ为随机扰动项。
表２展示了农村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性别偏好的基准回归结果。由列（１）结果可知，农村家庭

中女孩获得的教育投资在５％的显著水平上比男孩低出１１．３％，表明农村家庭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
中存在显著的男孩偏好。列（２）性别与出生次序的交互项系数表明，相比于长女，幼女获得的家庭
教育投资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出１９．３％，即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存在显著的出生次序
异质性。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对处于特殊位次的长子女和幼子女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列（３）和列
（４）。列（３）展示了长子和长女获得家庭教育投资的差异，可以看出，长女获得的家庭教育投资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低于长子２２．７％，相比于全样本的性别差异，长子与长女间获得家庭教育投资
的差异更大。列（４）报告了幼子与幼女间获得家庭教育投资的差异，可以看出，农村家庭中幼子与
幼女获得的教育资源没有显著差异。总体来看，农村多子女家庭的教育投资存在男孩偏好，这种性

别歧视在不同出生次序的子女之间存在异质性，长女获得的家庭教育资源分配通常更少，而父母更

加偏爱幼子女，因此幼子与幼女获得的家庭教育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至此，假说１得证。
表２　农村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与性别偏好：基准回归

变量
全样本 长子女 幼子女

（１） （２） （３） （４）
性别（女孩＝１） －０．１１３（０．０４９） －０．１９３（０．０７０） －０．２２７（０．０８１） －０．００２（０．０８２）

出生次序（参照组：首位）

出生次序（中间） ０．００９（０．１２５） ０．０３１（０．２２０）
出生次序（末位） ０．０３６（０．０５２） －０．０５５（０．０７３）

性别×出生次序（中间） －０．０３０（０．２４０）
性别×出生次序（末位） ０．１８９（０．１０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４８６ １４８６ ７３２ ６５０
Ｒ２ ０．５２８ ０．５３０ ０．５８２ ０．５９２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接下来，本文使用子女是否有兄弟、长子女是否有弟弟以及幼子女是否有哥哥衡量农村家庭子

女结构，进一步考察农村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回归结果见表３。列（１）性别和子女是否
有兄弟的交互项系数显示，与有兄弟的男孩相比，有兄弟的女孩获得的家庭教育投资在１０％的显著
性水平上低１８．９％，表明有兄弟的多子女家庭中女孩的教育资源获得处于劣势。列（２）性别与长子
女是否有弟弟的交互项系数显示，与有弟弟的长子相比，有弟弟的长女获得的家庭教育投资在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低３０％，表明农村家庭中长女获得的教育资源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受到弟弟的影响，
也印证了农村家庭在做教育决策时更易牺牲长女的传统思想（Ｃｈｕ等，２００７）。列（３）性别与幼子女
是否有哥哥的交互项系数表明，是否有哥哥对幼子和幼女获得家庭教育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尽

管女孩在获得教育资源中是弱势群体，但由于父母同时存在出生次序的歧视，即传统意义上的老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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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所以幼子与幼女在获得家庭教育投资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过

程中男孩偏好与次序偏好叠加的结果。至此，假说２得到验证。
表３　农村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与子女结构差异：基准回归

变量
全样本 长子女 幼子女

（１） （２） （３）
性别×子女是否有兄弟 －０．１８９（０．１０４）
性别×长子女是否有弟弟 －０．３００（０．１５９）
性别×幼子女是否有哥哥 －０．１９８（０．１６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４８６ ７３２ ６５０
Ｒ２ ０．５２９ ０．５８５ ０．５９４

（二）内生性分析①

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考察在校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因此本文的样本均为教育总支出

大于零的子女，忽略了因各种原因未上学或辍学的适龄儿童与少年，即忽略了教育总支出为零的样

本，因此，本文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样本选择模型进行检验。
首先，在第一阶段选择排他约束性变量，通过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农村家庭子女在学的概率，并计算

逆米尔斯比（ＩＭＲ）。由于本文样本孩童出生年份集中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其祖父母出生年份集中
在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０年，而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１９６８年，农村地区最早受到下乡知青影响的人
群出生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８年为小学阶段的最后一年），最晚受到下乡知青影响的人群出生于１９６９年
（１９７６年为小学阶段的第一年），本文样本孩童的祖父母辈恰好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同时，人力资
本存在代际传递性（徐英东和于潇，２０２５），下乡知青不仅影响了本文样本孩童祖父母一辈的教育，
也影响了本文样本孩童父母一辈的教育（Ｃｈｅｎ等，２０２０），这种代际传递性同样会影响当代子女的教
育，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样本所在县接收下乡知青密度与子女是否在学相关，同时与子女的教育总

支出无直接关系，满足排他约束性变量的条件，因此本文借鉴 Ｃｈｅｎ等（２０２０）整理的各县接收下乡
知青密度（各县接收知青总数／１９６４年中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县级人口数）作为排他约束性变量进行
第一阶段估计。其次，将第一阶段计算的 ＩＭＲ带入第二阶段 ＯＬＳ模型，通过 ＩＭＲ显著性判断本文
是否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样本选择模型估计结果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
有一定稳健性。

（三）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被解释变量。由于本文选择的是３至１８岁在校学生样本，不同教育阶段的孩子教育
总支出存在差异，教育阶段越高教育总支出越高，因此为避免教育阶段对估计结果带来的影响，本

文借鉴刘雯等（２０２１）的处理方法，计算不同教育阶段教育总支出的均值与标准差，并对每个孩子的
教育总支出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将教育投资标准化后，回归结果表明女孩的教育投资显著低于男

孩，其中长女的教育投资显著低于长子，幼子女教育投资无显著差异，上述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

果保持一致。

（２）更换估计方法。现有样本为截面数据，多维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因此进一步
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分析。更换估计方法后，依然表明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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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并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长子和长女之间，幼子和幼女之间并无显著的教育投资差异，说明了

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３）剔除生育政策调整影响。本文选取的样本是出生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间的子女，在这期
间，国家先后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实施了双独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政策以及全面二孩政策，
生育政策的优化使得家庭子女结构发生变化，导致可能高估子女结构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

此，接下来仅保留出生于２０１１年之前的子女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以此剔除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子女
结构的影响。剔除生育政策调整影响的结果与基准回归仍保持一致，进一步说明基准回归具有稳

健性。

（四）异质性分析

１．地区公共教育支出
地方公共教育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陈杰等，２０２４），具体而言，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与人口数据计算地区人均公共教育支出，并以均

值作为划分依据将样本分为两组，若该地区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水平高于均值，则认为该地区公共教

育支出更大程度上缓解了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家庭不会因预算约束过于受限而牺牲个别孩子的教

育，不易出现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反之亦然。表４是地区公共教育支出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列（２）、列（４）和列（６）回归结果显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
异不再显著，长女效应也不复存在，表明地区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有效缓解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

性别差异。列（１）、列（３）和列（５）回归结果显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较低的地区，农村家庭教育投
资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同时，家庭中幼女获得的教育投资相比于幼子显著降低。回归结果表明

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

表４　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异质性分析

变量

较低 较高 较低 较高 较低 较高

全样本 长子女 幼子女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性别×是否有兄弟 －０．３９８ ０．０１６

（０．１４２） （０．１６０）
性别×是否有弟弟 －０．４１９ －０．３１３

（０．２１５） （０．２７５）
性别×是否有哥哥 －０．５０８ ０．０７５

（０．２３６） （０．２４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４９ ６３７ ４１５ ３１７ ３６７ ２８３
Ｒ２ ０．５１２ ０．５８９ ０．５８２ ０．６３１ ０．５６０ ０．７１２

２．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收入水平是保障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李晓红和乔世延，２０２５），农村家庭收入水平越

低，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受到的经济约束越大，女孩的教育投资更容易受到子女结构的影响。表５
是家庭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列（２）、列（４）和列（６）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收入的提高有效缓
解了经济约束对女孩教育投资的限制，改善了女孩被兄弟挤占教育资源的现象。即在富裕的家庭

中，子女结构不再导致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列（１）和列（３）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收入较低时，相对于
男孩，有兄弟对女孩的家庭教育资源获得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有弟弟的家庭更容易牺牲

长女的教育投资，进而满足弟弟教育资源的获取。列（５）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水平并未对幼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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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资造成威胁，有哥哥对幼子和幼女可以获得的家庭教育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这是因为当农村

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倾向于牺牲出生次序靠前子女的教育，长子女通过外出打工、婚嫁以及

务农等方式补贴家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幼子女的教育获得。

表５　家庭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

变量

较低 较高 较低 较高 较低 较高

全样本 长子女 幼子女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性别×是否有兄弟 －０．３１２ －０．０７３

（０．１２９） （０．２３６）
性别×是否有弟弟 －０．３６０ －０．５３２

（０．２０８） （０．４００）
性别×是否有哥哥 －０．２２７ －０．３０８

（０．２１４） （０．４６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９６８ ５１８ ４６１ ２７１ ４３４ ２１６
Ｒ２ ０．５８０ ０．６０４ ０．６５２ ０．７０５ ０．６４８ ０．７９５

五、教育投资性别差异的内在因素分析

理论模型推导的结论指出，子女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导致家庭教育投资性别差异的内在

因素，本文将进一步选择合理的代理变量进行检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只有男孩可以延续家庭血

脉、传承家庭姓氏并进行家庭祭祀等活动，男孩的社会价值高于女孩的社会价值，这导致中国的生

育观念与教育观念中出现了严重的男孩偏好（张川川和马光荣，２０１７）。此外，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
性别歧视，无论是在经济报酬还是职位晋升等方面，男性都比女性更占优势（钟粤俊和董志强，

２０１８），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降低了女性的经济价值，导致父母更倾向于将教育资源优先分配给
男孩。基于此，本文用子女所在地区出生性别比衡量父母“重男轻女”观念的严重程度，同时用中国

汉语方言的区域分布衡量宗族文化，间接代理子女的社会价值，用母亲在家庭中的社会经济地位衡

量家庭对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男性优势是否重视，间接代理子女的经济价值，检验家庭教育投资性

别差异的内在因素。

（一）子女社会价值

出生性别比越高说明该地区“重男轻女”观念越强，根据理论模型推导出的结论，家庭“重男轻

女”观念越强，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越显著，因此，本文将子女所在地区出生性别比作为子女社会价

值的代理变量。表６为子女社会价值的检验结果。列（１）和列（３）结果显示，在出生性别比较高的
地区，女孩的教育投资越容易受到兄弟的负向影响，其中，长女的教育投资受到弟弟的负向影响更

加严重，列（５）结果显示，幼女的教育投资却未受到哥哥的显著影响。同时，列（２）、列（４）和列（６）
结果显示，在出生性别比较低的地区，子女结构并未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产生显著影响。上

述回归结果说明出生性别比高的地区，农村家庭“重男轻女”的观念越严重，父母越重视子女的社会

价值，从而导致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时产生显著的性别歧视，同时，由于传统文化更加强调

长子延续家庭血脉、传承家庭姓氏的责任，而幼子女所需承担的责任更小，成长环境相对宽松，因此

“重男轻女”的男孩偏好观念更容易对长子女的教育投资差异产生影响，而对于幼子女并未产生显

著影响。至此，假说２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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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检验理论模型中父母男孩偏好系数对于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本文借鉴龚

为纲（２０１３）的理论与数据，用中国汉语方言的区域分布代理宗族文化，分析宗族文化导致的家庭
“重男轻女”观念如何影响家庭教育资源的分配。

第一，中国农村生育数量和出生性别比的区域分布与中国汉语方言的区域分布和宗族文化的

空间分布具有一致性（龚为纲，２０１３），即中国移民史与宗族文化发育影响了地区方言的形成，进而
影响了不同地区家庭的微观生育行为，因此，本文以地区方言作为不同地区宗族文化的代理变量进

行研究。

第二，方言的形成可以从移民、村庄两个方面来分析，对于吴语、湘语、粤语、闽语、赣语、客家语

等古方言，从移民的角度来看，古方言是由明清以前的移民形成，移民一般是指大家族、贵族的举族

整体移民，原有的宗族结构与文化传统在迁入地得到保持，有利于宗族的发育；从村庄的角度来看，

讲古方言的村庄大多形成时间较早，村庄结构发育完整，保留了较深的宗族传统文化与宗族势力，

因此，南方方言区的男孩偏好观念是最强的。而对于西南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等官

话的形成，从移民的角度来看，主要由明清以后的移民形成；从村庄的角度来看，官话对应地区的传

统汉民族宗族文化较弱、村庄社会发育较晚、历史比较短，除中原官话区出生性别比偏高，其他官话

区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即官话区男孩偏好观念较弱。

第三，汉语方言对应地区可以分为南方方言区与官话区。南方方言区对应广东、福建、江西、广

西（南部），分别是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的分布区，除此之外还包括湘语、赣语分布区，

除吴语区之外，这些方言所属地区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区生育转变滞后，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男孩

偏好观念较强。官话包括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与晋语，北方官话区、

胶辽官话区与晋语区出生性别比较为正常，男孩偏好观念较弱；西南官话区分布在湖北中西部、四

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北部、湖南沅水流域以及陕西的西南角，除云南和贵州出生性别比偏高，

整个西南官话区出生性别比较为正常，男孩偏好观念较弱；中原官话区包括河南、江苏、安徽的淮河

平原、鲁西南地区，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男孩偏好观念较强。

表６　内在因素分析：子女的社会价值（地区出生性别比）

变量

较高 较低 较高 较低 较高 较低

全样本 长子女 幼子女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性别×是否有兄弟 －０．３２４ －０．１１０

（０．１８７） （０．１２９）
性别×是否有弟弟 －０．５０９ －０．１９１

（０．２９９） （０．１９７）
性别×是否有哥哥 －０．２１３ －０．１４７

（０．３３２） （０．２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７８ ９０８ ２８６ ４４６ ２３７ ４１３
Ｒ２ ０．５１２ ０．５６５ ０．５６９ ０．６３１ ０．５９６ ０．６４３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宗族文化形成的汉语方言区构建虚拟变量来判断样本所属地是否存在较

强的男孩偏好观念，进而分析宗族文化是否盛行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表７为宗族文化
检验子女社会价值的结果。列（１）和列（３）结果显示，在宗族文化盛行的方言区，女孩的教育投资越
容易受到兄弟的负向影响，且长女的教育投资受到弟弟的负向影响更加严重。列（５）结果显示，幼
女的教育投资未受到哥哥的显著影响。同时，列（２）、列（４）和列（６）结果显示，在宗族文化较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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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区，子女结构并未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产生显著影响。对比表６和表７的回归结果可以
发现，地区宗族文化与地区出生性别比的检验结果一致，二者的回归结果均表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

宗族文化是导致家庭男孩偏好观念产生的重要原因，宗族文化盛行的方言区，出生性别比越高，农

村家庭男孩偏好的观念越严重，子女社会价值的分化导致了子女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至此，

假说２再次得证。
表７　内在因素分析：子女的社会价值（宗族文化）

变量

较高 较低 较高 较低 较高 较低

全样本 长子女 幼子女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性别×是否有兄弟 －０．３２６ －０．０８４

（０．１７１） （０．１３４）
性别×是否有弟弟 －０．４８８ －０．０８５

（０．２７５） （０．２００）
性别×是否有哥哥 －０．４１０ －０．１５８

（０．２９２） （０．２２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６２ ８２４ ３２７ ４０５ ２７２ ３７８
Ｒ２ ０．４８４ ０．５９４ ０．５３０ ０．６７２ ０．５７７ ０．６６２

（二）子女经济价值

本文采用家庭中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代理子女的经济价值。相比于父亲，母亲更加关注孩子

的教育问题（Ａｌｄｅｒｍａｎ和Ｋｉｎｇ，１９９８），因此，当家庭中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时，母亲越不会因为
劳动力市场上可能存在的男性优势而降低对女儿经济价值的判断，同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母亲在

家庭中的话语权也更高，从而保证家庭中女孩的教育资源获得。相反，如果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更

高，普遍会认为男孩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优势，因而更加偏向男孩的教育投资。综合考虑父母的职

业属性、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以及收入等情况后，我们通过母亲从事非农就业而父亲从事农业就

业、母亲是党员而父亲不是党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均高于父亲四个指标具体判断母亲的社

会经济地位是否高于父亲，如果以上答案均为肯定，则表示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父亲，否则认

为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于父亲（钟粤俊和董志强，２０１８）。
表８　内在因素分析：子女的经济价值（母亲社会经济地位）

变量

低于父亲 高于父亲 低于父亲 高于父亲 低于父亲 高于父亲

全样本 长子女 幼子女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性别×是否有兄弟 －０．３２４ ０．０９７

（０．１２１） （０．３０３）
性别×是否有弟弟 －０．４８７ －０．０４２

（０．１８５） （０．５２８）
性别×是否有哥哥 －０．２６１ －０．２４８

（０．１９５） （１．７２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６１ ３２５ ５６４ １６８ ５１２ １３８
Ｒ２ ０．５４５ ０．７３９ ０．６２３ ０．８６８ ０．６２５ ０．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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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为子女经济价值的检验结果。列（１）和列（３）结果显示，当家庭中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低
于父亲时，家庭中有兄弟的女孩教育投资显著低于男孩。具体地，相对于长子，长女的教育投资受

到弟弟的负向影响更加严重，而列（５）结果显示，幼子女的教育投资并未出现显著的性别差异。此
外，列（２）、列（４）和列（６）结果显示，当家庭中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父亲时，子女结构不再导致
显著的教育投资性别差异。上述回归结果说明，当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父亲时，母亲在家庭中

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可以缓解由于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导致的女性经济价值低下的不良认知，降低

教育投资过程的性别歧视，而无论父母的社会地位如何，子女的经济价值均未导致幼子女教育投资

的性别差异。至此，假说３得证。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农村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偏好。研究发

现：第一，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呈现出明显的出生次序异质性，

长子与长女之间存在显著的教育投资差异，即相对于长子，家庭更易牺牲长女可以分配到的教育资

源，进而满足其弟弟妹妹的教育资源获取，而幼子与幼女间并没有显著的教育投资差异。第二，公

共教育支出水平低的地区、收入水平低的家庭，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更显著。第三，出生

性别比更高、宗族文化更加盛行的地区以及母亲社会经济地位更低的农村家庭，其教育投资的性别

差异更显著，且女孩可以获取的教育资源更易受到出生次序的影响。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

尽管社会观念的转变、计划生育导致的社会少子化（陈武元等，２０２４）、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刘一伟
等，２０２５）使得教育资源分配出现性别平等化趋势，但在农村地区，多子女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依旧
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孩的教育资源无法得到保障。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存在显著的男孩偏好，并且这种偏好在长子

与长女之间更为显著，父母更易牺牲长女的教育资源满足其弟弟妹妹的教育资源获取。因此，政府

需要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教育财政补偿策略，提高弱势群体的受益程度。例如，可以提高生育补贴与

教育费用减免力度，针对特殊出生位次的子女进行教育补贴，保障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机会的均等

化。第二，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低和收入水平低的家庭教育投资差异更显著。因此，一方面要优

化财政资金和教育帮扶向公共教育支出低的地区倾斜，减轻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建立健全符合地

区需要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另一方面要着力办好乡镇教育，为农民家庭提供低成本高质

量的就近教育，同时向低收入家庭倾斜教育资源，满足贫困家庭的教育资源需求。第三，出生性别

比高和宗族文化盛行的农村地区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更显著。因此，各级财政应优先保障出生性

别比高、宗族文化盛行的县域及以下行政单元的义务教育预算，建立与城区联动的预算增长机制。

同时，政府应维护教育公平，引导农民树立“读书求知明理”的正确教育价值观，消除性别偏见，重视

女性教育，并有针对性地创办女子学校，缓解地区文化带来的家庭教育投资差异。

最后是关于本文的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第一，局限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仅使用２０１８年中国
住户收入调查（ＣＨＩＰ）数据对中国农村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偏好现象与内因进行探讨，有限
的样本量无法充分说明农村家庭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出现的性别差异次序异质性，同时，同胞年

龄差距、同胞教育水平等因素也会导致教育投资性别差异，未来可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农村家庭教育

投资进行进一步研究。第二，由于我国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于２０１３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于
２０１５年，“三孩政策”放开于２０２１年，本文使用２０１８年的调查数据仅能够观测到放开“二孩政策”背
景下农村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并由此推测进一步放开“三孩政策”会加剧农村多子女

家庭子女结构对女性教育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无法直接观测并验证“三孩政策”实施后农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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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结构变化对于女性教育投资的影响，未来使用更新的调查数据可以解决数据时效性问题，进一

步探讨生育政策变化对于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第三，由于本文侧重于考察农村多子女

家庭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投资性别差异，选择研究无法进行自我教育投资的子女可以更好地反

映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因此本文并未对处于高等教育阶段的子女进行研究，在高等教育

扩招政策影响下，未来可以进一步对高等教育投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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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清单制裁与中国企业人工智能创新

李瑜敏　王　君

摘　要：人工智能创新在全球竞争格局中日益重要，美国对中国企业实施的实体清单制裁对企业创
新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实证
分析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国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美国的制裁对企业创新具

有“双重效应”：短期内，阻断国际合作渠道，压缩海外市场份额，显著降低专利引用次数与质量；长期来

看，技术封锁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抑制管理者短视主义，推动专利申请数量的显著增长。此外，异质

性分析表明，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获得较多政府补贴的企业在应对制裁冲击时展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

而具备海外经验的高管团队能够有效引导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相较于应用型专利，企业更倾向于增

加技术型专利的申请，以突破核心技术短板。本文揭示了经济制裁对企业创新的动态影响，为政府制定

产业政策和企业应对外部冲击提供实证参考。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实体清单；人工智能创新；专利申请与引用；双重效应

中图分类号：Ｆ４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６８２（２０２６）０１－００９３－１５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工智能是模拟人类学

习、运算、推理和思考等智能活动模式的技术，创造出拥有一定智慧能力的人工系统（曹静和周亚

林，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初，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推出的先进开源大模型 Ｒ１在国内外引发了广
泛讨论。根据２０２０年《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数已经超越美国，位居世界
第一。在中美全面竞争背景下，美国为维护技术霸权，相继出台一系列措施，试图遏制中国高新技

术产业创新发展。

２０１６年，美国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兴通讯等多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
国企业向其供应关键零部件。２０１９年，美国扩大制裁范围，将商汤科技、旷视科技、依图科技等人工
智能企业列入清单，限制它们获得高端芯片和计算资源。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华为及其附属公司被列入
实体清单，且限制不断升级，逐渐失去对美国芯片和操作系统的获取权限，直接冲击其智能手机和

５Ｇ业务。２０２２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进一步加强封锁，限制中国企业获取先进半导体及芯片制造
设备。２０２３年，英伟达高性能ＡＩ芯片的对华出口受限，使得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方面面
临更大挑战。截至２０２４年５月，美国已将８００多家中国实体列入不同类型的制裁清单（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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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４年美国实体清单制裁中国实体数量变化（个）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２０１８—２０２４年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公布数据绘制。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已成为影响中国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关键政

策工具。与传统的进口调查措施不同，实体清单通过双重动态路径重塑企业创新生态（见图２）。短
期抑制效应上，制裁通过阻断国际合作渠道（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６）和压缩市场份额（Ｂｌｏｏｍ等，２０１６），导
致技术外溢减少与专利应用场景缩窄，显著减少人工智能前向引用次数，降低人工智能专利质量；

长期倒逼效应上，技术封锁迫使企业增加自主研发投入（Ｆａｂｒｉｚｉｏ和 Ｔｓｏｌｍｏｎ，２０１４），风险感知强化
抑制管理者短视主义倾向（Ｚｈａｎｇ和Ｌｉ，２０２４），推动将更多资源投入长期技术积累和研发上。本文
从微观企业视角切入，重点研究以下问题：在持续的技术封锁下，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是否显著抑制

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抑或通过倒逼机制加速了国产替代与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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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美国进口调查及出口管制措施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现有关于中美贸易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摩擦的宏观动因与应对策略（吕越等，２０１９；潘家
栋，２０２０），或从贸易规模角度分析出口管制的经济效应（卫平和张朝瑞，２０１８；宋国友和张纪腾，
２０２３）。由于数据可得性等限制，针对实体清单对微观企业层面的影响研究仍较为有限，余典范等
（２０２２）发现实体清单短期内对企业创新产生负面冲击，但长期来看，制裁推动企业加强自主创新；
刘斌和李秋静（２０２３）指出，虽然出口管制抑制了企业创新产出，但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滕莉莉和
李任龙（２０２５）则表明，制裁冲击下中国上市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增强，并呈现滞后性和短期性特
点。然而，现有文献存在三大局限：一是多数研究将出口管制视为同质化政策，忽视了实体清单的

独特性，特别是其对头部企业的精准打击与技术合作网络的切断作用；二是许多研究偏重短期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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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分析，缺乏对创新动态过程的长期追踪；三是对人工智能行业这一特殊创新模式的研究不足。

本文重点分析实体清单制裁对企业人工智能专利的短期与长期影响，实证检验实体清单制裁对人

工智能创新的非对称效应，为应对“卡脖子”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揭示了经济制裁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动态路径，指

出制裁不仅是单向的压制力量，而且通过重塑创新生态，促使企业在压力中调整资源配置与战略方

向，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这一发现为理解中美技术竞争背景下企业创新行为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

视角。第二，从经济制裁的视角丰富了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尽管已有大量研

究讨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影响，但针对外部因素对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影响探讨较少。本文

通过分析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政策与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关系，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实证支持。第三，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实体清单制裁政策，提出了应对贸易摩擦、突破人工智能发

展瓶颈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影响机制

（一）实体清单制裁对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短期影响

首先，在全球创新生态中，跨国合作是知识共享和技术扩散的核心路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６；张磊
等，２０２１）。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往往面临与海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联合研发中断，以及学术交
流和技术许可的限制。美国实施实体清单制裁，既阻碍了中国企业从美国进口高端芯片、半导体设

备等关键技术和零部件，从而限制了产品进口和技术引进，影响了人工智能创新的路径，又限制了

中美科技人员的流动与合作，妨碍了创新知识的交流。以华为为例，制裁后其与国际顶尖实验室

（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ＡＩ研究中心）的合作专利数量下降了６５％，专利引用网络中来自海外的技
术成果引用比例从制裁前的４２％降至１８％。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７９）提出的“南北贸易理论”可以为美国对
中国实施出口管制提供理论解释。技术外溢会削弱发达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因此发达国家

往往通过出口管制措施保护本国技术、经济利益和安全。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技术

领先国家采取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以防止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同时，技术外溢的减少加剧了本土

研发的重复投入，企业在封闭环境中探索替代技术，但缺乏国际验证和协同迭代，导致专利的普适

性和影响力大幅下降（Ｐｅｒｉ，２００５）。因此，实体清单制裁通过阻碍创新知识流动，显著减少了中国企
业人工智能专利的引用数量，从而影响了专利的质量和创新性。

其次，实体清单制裁大幅限制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准入，削弱了其全球竞争力，尤其打击了

人工智能专利的创新与应用。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及《瓦森纳协定》对相关供应商和客户实施制

裁，导致中国企业在美及其他市场的出口急剧下滑。这种市场收缩不仅阻碍了技术商业化，也减少

了专利在多元场景的反馈机会，妨碍技术迭代与优化（Ｂｌｏｏｍ等，２０１６）。以海康威视为例，其海外安
防市场份额从２８％降至９％，基于 ＡＩ视觉技术的专利在跨境智慧城市项目中的应用机会减少了
７２％，陷入“实验室创新”困境，技术成熟度和市场影响力均受限。实体清单制裁通过减少市场规模
和利润空间，迫使中国企业缩减研发预算，削弱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动力。此外，海外业务萎缩

还削弱了与国际供应商的合作，增加了供应链和创新链中断的风险（Ｗａｎｇ和 Ｈｕ，２０２０）。因此，出
口管制不仅抑制了研发意愿，也通过与进口竞争类似的路径，进一步减少了人工智能专利的引用与

应用。

假说 １：实体清单制裁降低人工智能专利的引用次数。
假说 ２ａ：实体清单制裁阻碍创新知识流动，进而降低人工智能专利的引用次数。
假说 ２ｂ：实体清单制裁导致海外业务萎缩，进而降低人工智能专利的引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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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体清单制裁对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长期影响

在技术引进受限的情况下，企业通常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保持技术进步并推动创新（罗长远和

吴梦如，２０２２；寇宗来和孙瑞，２０２３）。首先，实体清单制裁迫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从而推动人工智
能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在软件领域，企业加大算法优化、开源生态建设和数据自主管理的投入，

以增强技术自主性；在硬件方面，由于海外高端设备受限，企业加大国产芯片和算力基础设施的投

资，以弥补供应短缺。例如，２０１６年中兴通讯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强化自研芯片和关键通信技术，以
降低对国外高端元器件的依赖；２０２０年中芯国际遭遇出口限制后，增加研发投入，推进１４纳米及更
先进制程技术，提升国产半导体自主创新能力。此外，科大讯飞作为 ＡＩ行业龙头，通过优化语音识
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算法，不断扩展自主技术与专利储备。这些案例表明，技术封锁直接推动企业在核

心领域加大研发投入，软件与硬件的创新相互促进，从而提升人工智能整体创新能力，加速专利增长。

其次，实体清单制裁通过显著增强企业管理层的风险感知，抑制了其短视主义倾向，从而推动

了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的系统性增长。制裁引发的技术断供、供应链中断和市场准入限制加剧

了企业的生存风险，迫使管理层重新审视短期盈利导向策略的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管理层意识

到，仅仅依赖外部技术供应无法保障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转向加大对自主技术研发的投入，特别

是在关键领域如ＡＩ芯片和算法框架的技术积累。这种战略调整反映为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和防御
性专利布局的强化。与此同时，制裁带来的股价波动和公司面临的接管风险使得管理层的职业稳

定性受到威胁，进一步激励其通过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以维持自身职位（胡楠等，２０２１；Ｚｈａｎｇ和Ｌｉ，
２０２４）。在这一过程中，管理层的决策逻辑从短期盈利向长期技术积累转变，推动了企业在人工智
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创新，最终导致专利申请数量的显著增长。

假说３：实体清单制裁增加人工智能专利的申请数量。
假说４ａ：实体清单制裁倒逼增加研发投入，进而增加人工智能专利的申请数量。
假说４ｂ：实体清单制裁抑制短视主义倾向，进而增加人工智能专利的申请数量。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Ａ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在样本筛选过程中，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我
们排除了该行业的企业，并进一步剔除了财务状况或交易机制存在异常的企业，包括特别处理

（ＳＴ）、退市风险特别处理（ＳＴ）以及特别转让（ＰＴ）企业，同时将数据完全缺失的样本予以删除，且
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１％的缩尾处理。由于实体清单制裁信息与企业人工智能专利数据的客
观限制，截至２０２２年底，被列入实体清单且具备人工智能创新能力的企业仅有３１家，这些企业即处
理组，其他未被列入实体清单但具备人工智能创新能力的上市企业为控制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

两部分：一方面，美国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的实体清单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ＢＩＳ）官
方网站，行业分类依据中国证监会２０１２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另一方面，企业财务数
据与人工智能专利数据取自国泰安数据库（ＣＳＭＡＲ），其中人工智能专利数据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办公室发布的《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体系（２０２３）》，通过分析国际专利分类（ＩＰＣ）号及相关技术
关键词，统计了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引用数量及申请数量。

（二）核心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人工智能创新水平，包括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数量和申请数量。本文

采用姚加权等（２０２４）构建的人工智能词典，基于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文本信息，甄别出企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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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人工智能专利，并以专利引用数量和申请总量作为企业人工智能创新水平的代理指标。

２．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将实体清单制裁政策的外生冲击作为影响中国企业人工智能创新水平的解释变量，若上

市企业在当年被纳入实体清单制裁名单，则该年度及随后年度的核心解释变量取值为“１”，反之取
值为“０”。该假说设定认为，一旦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它将在整个样本期间内持续受到限制。其
合理性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关键方面。首先，美国在将企业纳入实体清单时，并未明确说明管制的

持续时间，而这些企业往往会面临多次重复的管制，这使得其处境愈加严峻。其次，企业从实体清

单中申请除名的过程极为复杂且十分艰难。企业必须向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ＥＲＣＣｈａｉｒ）提交除
名申请，并获得美国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财政部等多个相关机构的一致批准，才能获得为期一到

两个月的短期通行证。在此期间，一旦任何机构提出异议，该申请即被驳回且不可上诉。因此，实体清

单制裁作为交错双重差分模型的关键解释变量，能够有效地捕捉到实体清单制裁政策的广泛影响。

３．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相关文献中常用做法，选取企业规模、托宾 Ｑ值、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经营现金

流、企业成长性、企业所有权、企业资产结构、企业股权集中度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作为公

司财务、行业状况等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通常采用总资产的对数值来衡量，用以反映

企业的资源规模和市场竞争力；托宾Ｑ值则是企业市场价值与资产重置成本的比率，常用来衡量企
业的成长机会和投资效率。其余变量分别从盈利能力、财务风险、现金流状况、成长潜力、所有制结

构、资产利用效率、控制权分散程度以及高管激励等角度反映企业的综合特征。引入这些控制变量

有助于有效隔离企业内生特征和外部环境对人工智能创新水平的影响，从而提高模型估计的稳健性。

本文变量具体设定方式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企业人工智能创新水平
企业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

企业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

解释变量 实体清单制裁政策 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当期及以后取值为１，反之取值为０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托宾Ｑ值 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账面价值
资产收益率 当期净利润／期末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
经营现金流 经营现金流量／期末总资产
企业成长性 营业利润增长率

企业所有权 国有企业取值为１，民营企业取值为０
企业资产结构 （固定资产净额＋存货净额）／期末总资产
企业股权集中度 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 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同一人时，取值为１，反之取值为０

（三）倾向得分匹配

在实体清单制裁政策实施前，若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在可观察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则交互双

重差分估计可能存在偏误。为克服这一问题并准确识别制裁对被制裁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直接影

响，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ＰＳＭ）方法。该方法基于处理组企业的可观察特征，从候选样本中筛选
出与之特征最相近的对照企业，从而增强两组的可比性，提高政策效应评估的精准度。借鉴滕丽丽

和李任龙（２０２５）、首陈霄和谈振林（２０２４）的匹配方法，本文选择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所有制、
研发投入、专利存量、行业类别和资产收益率作为匹配变量，并采用１∶４最近邻匹配法逐年进行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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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确保每个处理组企业均匹配到四个特征相似的对照企业。图３显示，匹配后各协变量的标准化
偏差显著下降，均控制在０％—１０％，证明了匹配变量的有效性。通过该匹配过程，潜在混淆因素得
到了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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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倾向得分匹配前后协变量偏差度

（四）描述性统计

基于前文的倾向得分匹配，本研究筛选出１０１８家中国上市公司，共计４８２７个企业年度样本，描
述性统计分析见表２。结果显示，不同企业在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和申请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最小值与最大值间的巨大差距反映出企业创新水平的差异。此外，实体清单制裁政策虚拟变量的

均值为０．０１，表明样本中约有１％的上市企业（即３１家）受到制裁，虽比例较低，但对这些企业的经
营和创新能力可能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企业成长性和股权集中度的标准差较大，显示出营业

利润增长率和股权结构在研究期间波动显著，而其他变量则相对平稳，与既有研究的控制变量统计

结果基本一致。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 ４８２７ ０．１６ ２．９８ 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企业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 ４８２７ ３．０２ １５．４４ 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实体清单制裁政策 ４８２７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０ １．００
企业规模 ４８２７ ２２．５４ １．４８ １９．６７ ２８．６３
托宾Ｑ值 ４８２７ ２．２３ １．５８ ０．７０ ２２．５５
资产收益率 ４８２７ ０．０５ ０．０９ －３．９１ ０．６０
资产负债率 ４８２７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０１ ２．５８
经营现金流 ４８２７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４０ ０．７２
企业成长性 ４８２７ －０．４０ ４３．４５ －２０８６．３０ １９８５．４０
企业所有权 ４８２７ ０．３０ ０．４６ ０．００ １．００
企业资产结构 ４８２７ ０．２７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８０
企业股权集中度 ４８２７ ３２．７７ １５．４６ ３．６２ ８６．３５

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 ４８２７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００ １．００

（五）实证模型设定

中国企业对于是否以及何时会被列入实体清单无法预期构成了准自然实验的核心特征。基于

此，本文将美国实施实体清单制裁视为一个多时间点的准自然实验。交错双重差分模型（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ＤＩＤ）在政策评估中得到广泛应用，主要因为它能够有效应对内
生性问题，准确识别政策处理所带来的净效应。本研究以“被纳入过实体清单”的中国 Ａ股上市企
业为处理组，以“从未被纳入实体清单”的中国Ａ股上市企业为对照组，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
匹配，遵循Ｂａｋｅｒ等（２０２２）的研究框架，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实体清单制裁对中国上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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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影响。模型设定为：

ＡＩ＿Ｐａｔｅｎｔｉｔ＝α＋βＥｎｔｉｔｙｉｔ＋∑ γｊ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
ｉｔ＋μｉ＋τｔ＋εｉｔ （１）

其中，ｉ、ｔ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ＡＩ＿Ｐａｔｅｎｔｉｔ为本文被解释变量，分为企业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
ＡＩ＿Ｐａｔｅｎｔ１ｉｔ和申请数量ＡＩ＿Ｐａｔｅｎｔ２ｉｔ；Ｅｎｔｉｔｙｉｔ表示企业当年是否被列入实体清单制裁名单，β是本文研
究的核心关注系数，即实体清单制裁政策对中国上市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影响程度，μｉ、τｔ分别为
企业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吸收不可观测因素对回归模型的干扰，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研究

（一）基准回归

表３展示了实体清单对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和申请数量的影响。第（１）列结果显示，在控制
年份、企业、城市固定效应后，实体清单的估计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第（２）列进一步加入行
业

!

年份固定效应，以排除行业与年份间的潜在交互影响，结果表明估计系数仍显著为 －２．４５，１％
水平上显著。第（３）列结果显示，制裁显著促进了专利申请的增长。第（４）列在此基础上引入行
业

!

年份固定效应，政策系数为 ２０．８６，１％水平上显著，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

（１） （２） （３） （４）
实体清单制裁 －２．４４（０．４３） －２．４５（０．４８） １８．９９（１．５８） ２０．８６（１．７３）
常数项 －５．５５（３．８８） －６．６８（４．３４） －３３．７４（１４．２１） －３９．４６（１５．７２）
企业规模 ０．２０（０．１７） ０．２５（０．１９） １．７４（０．６３） １．９６（０．６９）
资产负债率 ０．６３（０．６４） ０．３８（０．７１） －１．９５（２．３６） －２．１４（２．５８）
资产收益率 －０．１７（０．６２） －０．２４（０．６７） －０．９６（２．２８） －０．２８（２．４３）
企业成长性 －０．０１（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１）
经营现金流 ３．７１（０．８２） ４．０５（０．９１） ５．８６（３．０１） ８．００（３．２９）
企业资产结构 －０．７６（０．７４） －０．５９（０．８３） －２．３３（２．７０） －１．６４（２．９９）
托宾Ｑ值 ０．２０（０．０４） ０．２４（０．０４） ０．３５（０．１４） ０．４３（０．１６）

企业股权集中度 ０．０１（０．０１） ０．０１（０．０１） －０．０２（０．０４） －０．０１（０．０５）
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 ０．２９（０．１７） ０．２９（０．１９） －０．５１（０．６２） －０．５２（０．６７）

企业所有权 ０．３２（０．４２） ０．２８（０．４６） －４．４０（１．５４） －５．１６（１．６６）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４７６０ ４６８０ ４７６０ ４６８０
Ｒ２ ０．４０ ０．４１ ０．７０ ０．７１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年
份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下表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显著降低了中国上市企业的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

２４５个单位，反映出短期内专利质量的下降。图４（ａ）展示了制裁对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数量的动态
效应。政策实施前６年，估计系数 βｔ均不显著，符合平行趋势假说。政策实施第１年，估计系数依
然不显著，表明存在政策滞后效应。然而，在政策实施后第２、第３年，专利引用数量显著下降，且估
计系数均为负。这一结果表明，实体清单制裁导致了人工智能专利的引用数量减少，创新的质量不

断下降，验证了假说１。此外，制裁政策显著推动企业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增加２０．８６个单位，表
明其在激励企业自主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图４（ｂ）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趋势，政策实施前３年，
估计系数βｔ不显著，符合平行趋势假说；制裁实施后连续３年，专利申请量显著上升，且估计系数均
为正。这表明，实体清单制裁迫使企业增加人工智能专利的申请，以应对外部技术封锁，进一步验证

了假说３。总体而言，实体清单制裁在短期内抑制了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降低了人工智能专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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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强化了企业创新驱动力，推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增长，促使企业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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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动态政策效应

（二）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被解释变量①

为了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工业机器人渗透率和人工智能词频数作为替

代解释变量。首先，工业机器人是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主要应用方式之一，因此，参考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２０）的做法，本文使用工业机器人渗透率作为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的替代变量。其
次，上市公司年报包含了企业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方面的实际情况，而人工智能词频反映了企业对

人工智能技术的关注度和研发投入。本文借鉴姚加权等（２０２４）的研究方法，使用企业年报中人工
智能相关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总和作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的替代指标。在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

效应后，工业机器人渗透率的估计系数为－１．５２，在５％水平上显著，表明实体清单制裁导致企业在
工业机器人渗透率上的显著下降，从而反映出人工智能创新质量的下降。同时，人工智能词频数的

估计系数为９．７９，在１％水平上显著，表明制裁推动了企业在年报中增加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关注和
研发投入，进而增强了企业的人工智能创新能力。综上所述，替换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２．安慰剂检验②

本文采用安慰剂检验法验证实体清单制裁对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数量和申请数量的影响。具体

而言，我们对核心解释变量“实体清单制裁”实施的政策时点进行随机打乱处理。首先，提取并暂存

所有政策时点的值，然后将这些值随机分配给样本中的企业，生成伪政策虚拟变量。最后，我们重

复回归过程１０００次，以减少小概率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安慰剂检验中的伪回归系数均值
接近于０，显著低于或高于核心解释变量的真实估计值，大部分估计值的Ｐ值超过０．１，表明伪政策
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与真实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一发现证实了伪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与

０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从而增强了本文估计结果的可信度。
３．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分解
根据Ｂａｋｅｒ等（２０２２）的研究，交错双重差分法的估计量实际上是通过对各组别在不同时间段的

双重差分估计量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由于实体清单制裁政策在不同年份可能对处理组产生不同

程度的影响，传统的交错双重差分估计可能对部分组别的不同时期的比较赋予负权重。为更准确

地评估这种可能的偏误，本文采用了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２０２１）提出的ＤＩＤ估计量分解方法。表４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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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受篇幅限制，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未予展示，备索。

受篇幅限制，安慰剂检验图表未予展示，备索。



析结果显示，当“较早接受处理”组作为控制组时，估计的处理效应分别为３．１９和 －１２．５９，且其权
重均为０．２０％；而当“从未接受处理”作为控制组时，合适的处理效应估计为 －１．３１和１２．７４，且其
权重均为９９．３０％。这一显著差异表明，不恰当的处理效应权重相对较小，因此可以推断，本文的核
心结论具备较高的稳健性。

表４　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分解

变量
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

系数 权重 系数 权重

以“从未接受处理”为控制组 －１．３１ ０．９９３ １２．７４ ０．９９３
以“尚未接受处理”为控制组 －２．３５ ０．００５ １５．５３ ０．００５
以“较早接受处理”为控制组 ３．１９ ０．００２ －１２．５９ ０．００２
ＴＷＦＥ估计量最终平均处理效应 －１．３１ — １２．７１ —

４．合成双重差分法①

美国在实体清单制裁实施过程中，制裁企业的选择和制裁时间的确定存在一定程度的非随机

性，这导致本文研究面临内生性问题。为有效缓解这一问题，本文借鉴 Ａｒｋｈａｎｇｅｌｓｋｙ等（２０２１）提出
的合成双重差分方法（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ＤＩＤ）。该方法通过重新加权合成出与处理组事前趋势相似的潜在
对照主体，用来近似模拟其未受干预行为影响情况下的反事实结果，能够有效应对内生性问题。结

果表明，实体清单制裁政策的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且与本文基准结果相近，符号一致。这进一步
验证了实体清单制裁显著降低了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并通过倒逼企业增加人工智能专利申请

数量，推动了人工智能创新的发展。

５．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估计
企业的人工智能专利创新过程包括两个阶段：一是企业是否选择做出进行人工智能专利创新

的决策，二是其在人工智能专利创新上的应用及研发投入水平。不同阶段可能受到不同因素影响，

若忽略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偏差。为了准确捕捉这一创新过程，本文将企业是否做出人工

智能创新的决策作为选择变量，采用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进行估计。如表５所示，实体清单政策显著影
响了企业的人工智能专利创新。具体而言，受实体清单政策影响的企业更倾向于从事人工智能创

新活动，说明该政策在企业创新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二阶段的回归方程中，本文引入逆米

尔斯比率作为修正项，校正因非随机制裁导致的估计偏误。进一步分析发现，制裁对创新的影响呈

现双重效应：短期内，制裁通过加剧技术外溢壁垒表现为专利引用次数的下降；从长期来看，制裁则

推动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因此，该方法证实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并为“数量
!

质量背离”现象提

供了稳健的证据支持。

表５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估计结果

变量
人工智能创新决策 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数量 人工智能创新决策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

（１） （２） （３） （４）
实体清单制裁 ０．５１（０．１９） －２．７５（０．５１） ０．５１（０．１９） ２２．６３（２．０５）

人工智能创新决策（滞后一期） ０．９３（０．０５） ０．９３（０．０５）
逆米尔斯比率 －０．３１（０．２１） ２．０４（０．８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５０６ ４３０９ ４５０６ ４３０９
Ｒ２ ０．４１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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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限制，合成双重差分回归结果未予展示，备索。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分析

１．创新知识流动效应
实体清单制裁通过限制中国企业与国际科研机构及技术合作伙伴的合作，显著阻碍了创新知

识的流动，进而制约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进步。为验证这一机制，本文采用“是否具有海外关联”

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制裁如何通过减少企业的国际合作，抑制知识流动。根据表６第（１）列的估计
结果，实体清单制裁的系数为－０．０３８，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受制裁企业的海外关联显著
减少，阻碍创新知识流动，限制了企业获取国际创新资源的能力，从而影响了其专利的质量和引用

数量，验证了本文假说２ａ。
２．市场准入受限效应
实体清单制裁显著限制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销售收入，反映了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准入

受限。随着海外市场萎缩，企业在多样化应用场景中的技术反馈和优化机会减少，人工智能专利创

新迭代和技术发展受到了制约。通过使用海外销售收入作为中介变量，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制裁如

何通过限制市场准入和应用机会，间接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专利的市场影响力。根据表６第
（２）列的估计结果，实体清单制裁的估计系数为 －６２８０６．８８，在５％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受制裁的
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显著下降，验证了本文假说２ｂ。
３．创新研发投入效应
实体清单制裁限制美国向中国出口关键人工智能软硬件设备，迫使企业加大自主创新投入，以

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在外部技术封锁压力下，中国上市企业显著增加了在人工智能软件和硬

件领域的研发投入，并最终反映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上。本研究分别使用有关人工智

能的无形资产金额以及固定资产金额分别作为人工智能软件投资①和硬件投资②的代理指标。根

据表６第（３）列和第（４）列的估计结果，实体清单制裁促使企业在两方面的投资均显著上升，显著性
水平分别为１％和５％，且硬件投资的增幅明显高于软件投资。这一结果表明，受制裁企业在应
对外部技术壁垒时，相较于软件领域，更加依赖有核心制造能力且替代难度更高的硬件设备，因

此不得不加快研发和设备投入，以实现关键技术和设备的自主可控，提升整体竞争力，验证了本

文假说４ａ。
４．管理者短视主义效应
实体清单制裁通过抑制企业管理者短期行为的影响，进而促进人工智能专利申请的增加。本

文参考胡楠等（２０２１）的研究，通过对中国 Ａ股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ＭＤ＆Ａ）部分进
行分析，利用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方法构建了中文“短期视域”词集，并生成管理者短视主义指标。

根据表６第（５）列的估计结果，实体清单制裁显著降低了管理者短视主义指标，并在１％统计水平上
显著。这表明制裁抑制管理者的短视行为，促使其将更多资源投入人工智能自主创新中，增强企业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能力，验证了本文假说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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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人工智能软件投资是指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中利用关键词筛选出有关人工智能的无形资产，关键词包含“软件、智

能、信息平台、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信息技术、５Ｇ、ＡＩ、物联网、区块链”等。
人工智能硬件投资是指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中利用关键词筛选出有关人工智能的固定资产，关键词包含“计算机、数

据设备、信息设备、服务器、集成设备、存储设备、算力、电脑、芯片”等。



表６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是否海外关联 海外销售收入

人工智能

软件投资

人工智能

硬件投资
管理者短视主义

（１） （２） （３） （４） （５）

实体清单制裁 －０．０３８ －６２８０６．８８ １．０９ｅ＋０８ ２．２６ｅ＋０８ －０．０６

（０．１６） （２６１０８．４３） （１．３７ｅ＋０７） （９．１３ｅ＋０７）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６８０ ３４５７ ４９０１ ２７４４ ４２０３

Ｒ２ ０．８８ ０．８３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５４

（二）异质性分析

１．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是市场竞争中的关键因素，也是产业发展的趋势（Ｓｈｅｆｅｒ和Ｆｒｅｎｋｅｌ，２００５）。大规模企

业通常拥有更多资源，具备更强的研发能力和技术积累，更能应对外部技术封锁和制裁带来的挑

战。相反，中小企业由于资金和资源的限制，可能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本文将企业规模的均值作

为划分标准，设置虚拟变量：当企业规模大于均值时，设为“１”（大型企业）；反之设为“０”（中小企
业）。表７的分析结果显示，实体清单制裁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了显著影响。对于中小
企业，制裁显著抑制了专利引用数量，但对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不显著。而在大型企业中，专利引

用数量显著下降且下降幅度较大，但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增加，说明大型企业受到实体清单制裁的负

面影响更大，但凭借更多资源，它们能加大对人工智能研发和创新的投入。

表７　异质性分析结果（企业规模）

变量

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

（１） （２） （３） （４）
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

实体清单制裁 －１．２９（０．６２） －２．７４（１．４０） ５．８７（４．８０） ２２．４６（１１．４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２２０ ２５０８ ３２２０ ２５０８

Ｒ２ ０．５４ ０．４４ ０．７１ ０．７０

２．企业所有制
国有企业通常能够获得政府支持与资源，其创新活动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开展；相比之下，民

营企业更依赖市场机制和私人投资，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与不确定性（Ｌｉ等，２０２１）。
本文将样本企业按产权性质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组，分别进行实证分析。表８结果显

示，实体清单制裁显著增加了国有企业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系数为９．１１，且在５％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但对其专利引用数量未产生显著影响。相比之下，制裁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专利引用

数量，系数为－５．１５，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其专利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受限，可能源于其
在技术获取与国际合作方面面临更大挑战。同时，制裁对民营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无显著影响，反

映出其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创新投入的积极性相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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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异质性分析结果（企业所有制）

变量

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

（１） （２） （３） （４）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实体清单制裁 ０．０９（０．０６） －５．１５（２．９０） ９．１１（３．５４） ３３．６６（２１．５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９６５ ３９０２ １９６５ ３９０２
Ｒ２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２１ ０．６０

３．政府补贴
获得不同程度政府补贴的公司可能会受到“实体清单”制裁的不同影响。通常，补贴较多的企

业在核心技术和创新上更依赖特定国家或企业，从而面临更大的创新限制和供应链中断风险。然

而，高额政府补贴也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充足的研发资金，有助于缓解外部技术获取的困难，进而推

动专利申请的增长（Ｈｏｗｅｌｌ，２０１７）。本文以企业补贴的均值为界，设置虚拟变量：当企业补贴高于均
值时设为“１”（高程度政府补贴）；反之，设为“０”（中低程度政府补贴）。表９的结果显示，实体清单
对中低补贴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而对高补贴企业则显著降低了专利引用次数，但同时因资金支持加

大了人工智能专利申请的力度。

表９　异质性分析结果（政府补贴）

变量

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

（１） （２） （３） （４）
中低程度政府补贴 高程度政府补贴 中低程度政府补贴 高程度政府补贴

实体清单制裁 －０．０６（０．０５） －１．７０（０．８５） ３．７１（３．０１） ３４．４５（１０．５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８３５ ８３７ ３８３５ ８３７
Ｒ２ ０．７８ ０．７６ ０．７０ ０．７２

４．高管的外国经验
具备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高管，凭借其全球视野和在发达国家积累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在弥

补技术差距和提升公司治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Ｙｕａｎ和Ｗｅｎ，２０１８）。这种国际化背景使其在面对
“实体清单”制裁等外部冲击时，更倾向于采取长远战略。例如，中芯国际引入具备台积电和三星工

作经验的梁孟松，正是全球化人才推动技术突破的典型案例。在其带领下，公司在１４纳米制程工艺
上取得显著进展，良率显著提升，有效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打破了技术封锁。为验证这

一假说，本文按高管是否具有海外经验将样本划分为两组，进行异质性分析。表１０显示，对于未具
海外经验高管的企业，制裁对创新活动无显著影响；而在拥有海外经验高管的企业中，制裁显著降低了

人工智能专利的引用数量，但显著提高了专利申请数量，两者均在１％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海
外经验高管的国际视野和管理能力有助于企业在制裁压力下调整战略，通过强化研发推动创新产出。

表１０　异质性分析结果（高管海外经验）

变量

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

（１） （２） （３） （４）
不具备海外经验 具备海外经验 不具备海外经验 具备海外经验

实体清单制裁 －０．０３（０．０５） －１．４０（０．２８） ２８．６９（１７．４２） ３７．４２（３．７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２２７ ７９５ １２２７ ７９５
Ｒ２ ０．７８ ０．４４ ０．７１ ０．７５

４０１

李瑜敏等　实体清单制裁与中国企业人工智能创新



５．人工智能专利类型
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可能对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专利产生差异化影响（王珊珊等，２０２３）。本文

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体系（２０２３）》，结合专利 ＩＰＣ分类与关键词概
述，将人工智能专利划分为技术型和应用型两类，并分析制裁对其影响。表１１结果显示，制裁显著
减少了人工智能专利的引用次数，其中应用型专利的下降幅度大于技术型专利。同时，制裁显著提

升了人工智能专利的申请数量，且技术型专利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应用型专利。这一差异可能源

于两类专利在创新特征、研发依赖和市场环境方面的本质不同。技术型专利通常涉及核心算法和

芯片设计等基础性技术，研发高度依赖全球技术资源和跨国合作；而应用型专利如智能医疗、自动

驾驶等，更受本地市场需求和政策支持驱动。在制裁压力下，企业倾向于加强底层技术领域的攻

关，以增强自主可控能力，从而推动技术型专利的增长。而应用型专利则因国际市场受限、合作减

少，其引用次数明显下降。

表１１　异质性分析结果（人工智能专利类型）

变量

人工智能专利引用次数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

（１） （２） （３） （４）
技术型专利 应用型专利 技术型专利 应用型专利

实体清单制裁 －０．９３（０．３５） －１．３７（０．１５） １６．６０（１．１７） ３．４２（０．６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６８０ ４６８０ １４８３ １４８３
Ｒ２ ０．３２ ０．４５ ０．６４ ０．６５

综上所述，异质性分析揭示了实体清单制裁对不同企业及专利特征的差异化影响。首先，大型

企业虽面临较高的制裁风险，但凭借更多资源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了专利申请数量增加。其次，国

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反应不同，国有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增加，而民营企业则在专利引用数量上受到

显著影响。此外，补贴较多的企业通过充足资金支持促进了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尽管其创新风险相

对较高。另外，拥有海外经验的高管则依托全球视野和管理优势，协助企业在制裁环境下调整创新

战略并增加专利申请。最后，企业在增加技术型专利申请的同时，制裁削弱了应用型专利的国际影

响力，导致其引用次数下降幅度更大。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政策对中国上市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

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实体清单制裁对中国企业的人工智能创新产生了显著的“双重

效应”：短期内，制裁通过阻断国际合作渠道和压缩海外市场份额，导致技术外溢减少和专利应用场

景受限，从而显著降低了专利的引用次数与质量；而长期来看，技术封锁迫使企业增加人工智能研

发投入，克服管理者短期主义，促进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专利申请数量的系统性增长。此

外，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的规模、所有制性质及政府支持在应对制裁冲击中起到关键作用。最后，

制裁对技术型与应用型人工智能专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技术型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但引

用次数下降幅度较小，反映出企业优先突破核心技术短板的策略。相比之下，应用型专利的引用次

数下降更为明显，表明制裁在技术应用层面的负面效应更广泛。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推行质量导向的激励措施，如基于专利转

化率、技术成熟度和市场表现的奖励制度，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企业提升核心技术

研发水平，确保研发投入的资源配置效率，防范创新泡沫。其次，优化金融支持体系，为中小企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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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加灵活的融资渠道，以增强其应对制裁冲击的能力。对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政策应引导其

加大自主创新和战略转型投入，促进其在长期内突破技术封锁。此外，政策还应鼓励企业引进具备

国际经验的高管人才，帮助企业调整技术发展战略，并提升整体创新水平。最后，政府应进一步完

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确保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有效保护技术成果，避免国际市场法律风险对企业创

新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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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尹向东　刘林志　尹向飞

摘　要：本文以马克思消费力理论为框架，从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消费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居民消
费力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度居民消费力质量综合指数，
并通过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Ｍｏｒａｎ指数等方法对其时空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１）我国
居民消费力质量综合指数总体呈增长趋势，其中消费客体维度增速最快但基数较低。（２）区域层面，东
部居民消费力质量整体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总体差距逐渐缩小，但区域间的差距仍是总体差异的主要

来源。（３）空间上各省份存在显著正自相关性，呈“高
!

高”“低
!

低”集聚特征，东部地区出度和入度均

值显著高于中西部，整体上东部地区的空间网络结构优于中西部。（４）科技创新、快递业务水平、产业结
构、市场化水平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均对居民消费力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为促进居民消费力质量整体提

升，本文分别从优化产品供给质量、深化区域协调发展、强化市场驱动因素、完善空间网络结构四个方面

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力质量；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环境；地区差距；消费品供需适配

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６８２（２０２６）０１－０１０８－１６

一、引　言

从实现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其核心驱动力

在于消费。２０２５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列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随后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

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均凸显了消费在当前经济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然而，２０２４
年中国居民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约为４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５６．５％，远低于同期美国的６８％①

，居

民消费不足的治理困境亟待破解。相较于中西部，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市场化水平等

方面的发展优势，会通过收入分配导致居民消费出现显著的区域差距。这一差距不仅削弱了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刘长庚和张磊，２０１８），亦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政策导向相悖，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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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瓶颈。居民消费空间分布不均的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力的区域差异，这种

差异进一步导致消费品供需失衡。居民消费力分为规模和质量两大维度，相比于居民消费规模的扩

张，居民消费质量提升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因此，准确度量我国居民消费力质量现状，分析其时空演进

特征及影响因素，对破解居民消费空间分布不均、优化消费品供需适配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有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居民消费力质量进行了研究，理论方面主要是从生产与消费

的关系角度进行论证，如刘凤义和曲佳宝（２０２２）从社会再生产运动的角度提出如何通过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提高居民物质消费力质量，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对居民精神消费力质

量也有显著的赋能作用（周宣辰和黄明理，２０２５）。实证方面主要是通过计量方法识别各影响因素
与消费力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数字技术的关怀效应（李嘉楠和李学勇，２０２５）、债务杠杆的融资
约束效应（陈享光和黄宝竹，２０２２）、人口老龄化的挤出效应（李心雅和楚尔鸣，２０２５）等。少数文献
对居民消费力总体水平进行了测度（蔡煜等，２０２５），但对居民消费力质量维度的综合测度较为缺
乏，由此引申出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科学度量居民消费力质量？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力质量处

在什么阶段？其时空演进特征如何？如何提高居民消费力质量？本文以马克思消费力理论为分析

框架，从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消费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中国居民消费力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深入

分析各地区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拓展了消费力的理论框架。本文以马克

思消费力理论为基础，阐释了提高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本质内涵和核心要义。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内

在要求，厘清了提高居民消费力质量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为理解新时代消费力

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新视角。第二，全面、系统地测度了居民消费力质量。本文提出居民消

费力质量是“消费主体能力、消费客体品质、消费环境效能”三者的有机统一，同时将物质消费力、精

神消费力、生态消费力等维度纳入指标体系中，实现对居民消费力质量的全方位、立体化刻画，为提

振居民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二、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基于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理论分析、概念内涵和影响因素

三方面展开，探析其理论基础、典型事实与发展方向。

（一）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理论基础

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指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

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①。然而供给学派萨伊弱化了居民消

费的重要性，“尽管非生产性消费能满足居民的欲望，但没有再生产的价值”②。直到１９世纪末，效
用学派经济学家马歇尔利用边际效用递减、消费者效用、消费者剩余等理论重新确立了居民消费的

重要地位。然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明，居民消费在规模上存在上限，在物质商品种类不够丰富的

条件下，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不会给居民带来额外的福利。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阐述了边际消费倾

向递减规律，同样揭示了居民消费增长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局限性，难以体现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有着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历史和实践（尹向东和刘敏，

２０１６），在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上要加强马克思消费理论和中国特色消费经济理论相结合，准确把
握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必须以马克思消费力理论为指导构建理论框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和《资本论》中系统阐述了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指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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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提供了动力和目的（洪银兴，２０１０），阐明了消费作为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牵引力的重要地位。同
时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消费”，强调消费应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１．新质生产力是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根本动力
生产力决定消费力，消费力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与消费力的培育必须在动态中寻

求平衡，不仅要求以发展先进生产力为根基，也需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社会

消费力能有效匹配不断升级的生产供给，形成生产与消费良性互促的循环，推动经济社会向更高形态

演进（洪银兴等，２０２３）。
进入新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的兴起为居民消费力质量的跃升提供了关键前提与基础（周绍东

和拓雨欣，２０２４）。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绿色低碳为导向、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
先进生产力形态（周文和许凌云，２０２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摆脱传统经济增长

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特别是要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只有大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促进居民消费质量的提升。因此，新质生

产力是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根本动力。

２．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消费”，消费沦为

“资本增殖的工具”与“劳动异化的补偿”，消费不再服务于人的需求，反而成为压抑人本质的异己力

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到工人的消费时指出：工人为了生存，除了需要有吃饭与必要的睡

眠时间外，还要有“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

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等①，理想的消费不仅要满足“劳动者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更应具有

自由和自主性。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个体被压制消费，仅将之作为维持生存的手段。马克思

对异化消费的批判和对理想消费的支持，本质是确立“消费应回归人本质”的核心立场。同时，理想

的消费也要避免“对自然的掠夺式消耗”，实现“身心和谐、社会关系优化与自然平衡的统一”。

３．“使人为人”是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本质特征
人的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最终体现，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的发展能力和享受

能力（尹世杰，２０１２；谭顺和郭乾，２０１７）。当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乃至其类本质相异化，
消费则沦为资本主义制度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或虚假欲望满足的工具②。这种异化消费背离了人的

真实需求，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消费的“发展能力”指向个体在认知、技能、社会交往、审美创造等

方面的潜能激发与持续提升，健康、教育、文化、信息等发展型消费，正是滋养与拓展这些能力的核

心养分。提升享受能力，意味着个体能更敏锐、更丰富地感受世界，并在审美与休闲活动中获得精

神满足与内在和谐。两种能力相互促进、辩证统一，发展能力为享受能力提供深度与广度，享受能

力则为发展能力注入动力与意义。当居民从生存型消费力升级到发展型消费力、享受型消费力时，

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需求就能得到充分释放（谭顺，２０１９）。
（二）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概念内涵

居民消费力是消费者为了满足物质文化需要而消耗消费资料（含劳务）的能力（尹世杰，２０１０）。
提高居民消费力质量是促进人现代化的重要表现，是以提升居民消费品质，改善居民消费生活、增

进居民消费福祉为导向的消费现代化（张磊和廖芳，２０２４）。宋科等（２０２２）构建基于“供给
!

需求
!

中间环节”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消费升级四大阶段，当前阶段居民消费力质量显著提升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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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０６－３０７．
卡尔·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２－６０．



标志是实现“新消费”升级。为了更好发挥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从传统消费模式向

绿色、低碳、智能、个性化的方向转型是提升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有效途径（毛中根等，２０２０）。进入新
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基本特征已由高速度发展逐步走向高质量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消费潜

力释放是提高居民消费力质量的重要基石（陈姝兴和丁任重，２０２３）。伴随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居民消费力质量的外延也在持续拓展，其内涵已超越传统单一范畴，涵盖消费升级的结构性跃迁、

消费潜力的内生性释放、消费效能的持续性提升及新型消费的创新性发展等多元维度，同时内嵌消

费水平的空间性分异、消费结构的层级化演进与消费空间的功能性拓展等多重属性，形成多维度、

多属性相互耦合的理论范畴。

（三）居民消费力质量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实证方法识别各影响因素与居民消费力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影响因素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科技进步是核心动力，彭薇等（２０２３）发现，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
心，技术创新对消费质量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创新效率越高，越有助于促进我国居民从温饱

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过渡。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通过电商化发展创造了高质

量就业（罗琼等，２０２４），流通数字化有助于优化供给效率（尹元元和刘张，２０２５），进而促进居民消费
升级。第二，金融是重要的需求因素，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融通机制缓解流动性约束、财富机制提升

家庭资产收益，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刘亦文等，２０２５）。廖睿力等（２０２４）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
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房地产金融约束的缓解有助于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尤其会促

进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型消费。第三，产业结构是重要的供给因素，以双向直接投资引导的产业

结构发展通过增强有效供给、提升需求层次，进一步推动消费力质量向“量质齐升”迈进（周阔等，

２０２４）。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经济发展和家庭收入增长的中介渠道促进家庭消费水平提高，并通过互
联网发展效应、文化传播效应和健康服务效应间接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张红凤和黄璐，２０２２）。

总的来看，已有研究围绕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与影响因素展开，取得一定成

果，但仍存在局限：第一，理论内涵挖掘不深，未紧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核心要义，一方面，忽

视消费行为是提升个体生产能力与社会参与能力的重要路径，难以阐释消费对人力资本积累、个体

社会参与能力培育的支撑作用，导致对居民消费力质量“人本发展”的核心内涵认知模糊。另一方

面，忽视了消费质量对居民福利提升的重要作用，消费质量不仅体现为商品与服务的功能满足，更

涵盖健康、文化体验、生态安全等多维福祉增量。第二，未能体现“新”与“质”的双重属性。传统分

析多沿用静态供需视角，未融入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消费变革，既未完全涵盖“新”的内涵，也未充

分刻画“质”的跃迁，无法完整解释居民消费力质量的动态演进逻辑。第三，测度体系缺乏系统性。

现有文献多聚焦居民消费力质量的影响因素，难以揭示省域层面的时空分异与演化规律。鉴于此，

本文以马克思消费力理论为分析框架，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核心要义，测

度体系凸显“新”“质”两大基本特征。结合省域面板数据系统全面地度量居民消费力质量，并通过

时空分析方法揭示其演变特征，探讨如何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提升。

三、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测度逻辑

依据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理论基础，居民消费力质量维度的测度应体现“质”“新”两大基本特征。

“质”的维度根植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要义，它标志着消费从满足基本生存的

“量变”，跃升为实现个体发展能力、享受能力与社会参与能力的“质变”。这种跃迁旨在克服“异化

消费”，使消费真正回归服务于人的真实需求与福祉增进的本质。“新”的维度则直接呼应新质生产

力这一根本动力。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消费领域涌现出新消费群体、新型消费方式及智能、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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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消费产品。测度体系纳入“新”特征，能够精准捕捉消费结构的动态演进与创新活力，揭示消费

力质量在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背景下的生成机制。因此，融合“质”“新”两大基本特征的测度逻辑，

是对消费力质量“人本核心”与“新质动力”的完整诠释。

“质”这一维度具体体现为消费行为从基本生存需求向高品质生活追求的转变，以及消费模式

从传统形态向个性化、高端化、绿色化与数字化方向的演进（蔡煜等，２０２５）。“新”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新消费群体逐渐成为“新型”消费主力军，其消费偏好更注重个性化、体验感与精神价值，

推动潮牌消费、国潮经济等新业态兴起，且对数字消费工具接受度更高，成为消费创新的核心推动

力量（胡晓鹏，２０２５）。二是新型消费方式突破了传统实体零售单一渠道的局限，转向互联网、移动
终端等数字化场景，形成了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消费生态。三是从新消费产品来看，消费品结构从

满足衣食住行的基础商品，向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文旅康养服务等新型产品延伸，体现出产品供

给的“质态”革新。

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测度遵循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消费环境三维分析框架。任何消费活动均

发生于消费主体在一定消费环境下对消费客体使用或占有的过程中，其中消费主体主要分为个体

和集体两类，集体主要是政府部门，即政府消费。消费客体也即消费资料，分为产品和服务。消费

环境是由消费者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各种因素组成的。同时，按照消费对象来

划分，物质消费力、精神消费力、生态消费力也是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核心组成部分（尹世杰，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物质消费力是基础，满足居民生理需求，是消费力质量的前提。
精神消费力是提升维度，是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内容。生态消费力涵盖需求力、选择力等

要素，要求消费兼具“全过程”与“全方面”生态性，既关注自身健康，也守护自然平衡，是居民消费力

质量可持续的核心。

第一，消费主体。消费主体是体现“生产力与消费力的辩证关系”的核心测度维度，结合居民消

费力质量的理论逻辑和本质内涵，消费主体应围绕支付能力、个人素养和选择偏好三个核心维度展

开，支付能力反映居民的实际消费潜力，不仅包括当前收入与消费支出水平，也涵盖民生支出占比、

城乡消费比值等结构性指标，体现消费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个人素养通过人均受教育年限、居民

健康水平等指标衡量，反映消费者对新型消费模式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与判断能力，是消费主体

从“被动接受”向“主动选择”转型的内在基础。选择偏好则通过年轻消费群体占比、低收入群体保

障情况、服务业就业结构等指标刻画，揭示消费群体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对消费升级的导向作用。三

者共同构成消费主体对消费需求的生成、表达与实现能力。

第二，消费客体。消费客体作为供给端核心，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与消费品质的关键维度。其

测度需紧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核心要义，系统涵盖物质消费力与精神消费力，实现生存、发展、享

受型消费的全覆盖。物质消费力以恩格尔系数、耐用品消费等指标为基础，体现居民基本生活品

质；同时，引入人均新能源汽车销量等新型消费指标，反映消费客体在绿色化、高端化方面的“质态”

革新。精神消费力通过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人均支出指标衡量，揭示居民在精神文化、健康服

务等方面的消费层次与结构升级。消费客体维度的测度不仅要反映消费品的数量与种类，更要体

现其品质、技术含量与生态属性，从而全面刻画供给端对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支撑作用。

第三，消费环境。消费环境作为消费主体与客体对接的关键场域，其测度需紧扣居民消费力质

量中“可持续”“人本发展”“质态跃迁”“业态革新”的核心诉求，涵盖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生活环境

与商业环境四大维度。自然环境（生态消费力）是消费可持续性的核心，通过碳排放、三废处理、绿

地面积等指标衡量，体现消费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反馈。人文环境以文化基础设施、教育资源

配置等指标表征，反映社会文化氛围对居民精神消费的支撑作用。生活环境涵盖交通、用水、燃气、

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指标，体现居民基本生活条件的保障水平，是消费质态发展的物质基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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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环境则是反映业态革新的重要维度，尤其是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反映了新型消费方式转向数字

化场景的新质特征（尹向东，２０２３）。四者共同构成消费环境的综合效能体系，为居民消费力质量的
提升提供系统性支撑。

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测度框架如图１所示，除了三要素构成之外，为消除人口规模差异，揭示资源
分配合理性，体现消费效能，本文分别从能力、结构、效能三个层面，以人均、占比和效率三种方法衡

量质量指标，体现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测度是“消费主体能力、消费客体品质、消费环境效能”三者的

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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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质量视角下的居民消费力测度框架图

四、指标体系、数据和方法

（一）指标选取

本文遵循度量科学性、数据可得性以及指标代表性的原则，从消费主体、消费客体与消费环境

三个维度构建居民消费力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消费主体维度从购买力水平及潜力、消费者

素养和消费者群体三个二级指标展开。购买力水平及潜力采用人均ＧＤＰ、人均财政收入、民生支出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城镇人均消费与全国城镇人均消费比值和农村人均消费与全国农村人均消费

比值等指标衡量①。消费者的个人素养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居民健康水平测度，其中居民健康水

平通过人均预期寿命衡量。将消费者群体从年龄、户籍和产业三个方面进行分类，以９０后、００后人
数占比代表年轻消费群体，以农村地区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比反映低收入群体，以第三产业就业人

数占比衡量服务消费群体。消费客体维度分为物质消费力和精神消费力两个二级指标，除了食品

支出采用恩格尔系数表示，其他消费均采用人均指标衡量，为了体现居民消费力质量的基本特征，

本文还使用人均新能源汽车销量作为物质消费力的重要指标，凸显新型消费的高端化、绿色化。消

费环境维度通过生态消费力（自然环境）、文化基础设施（人文环境）、消费保障力（生活环境）和消

费渠道（商业环境）四个二级指标度量。交通运输作为重要的硬件保障，对居民消费的便利性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采用交通网密度衡量交通便利水平②，养老和医疗是五类保险缴费中较多的

３１１

２０２６年第１期

①

②

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地方财政
住房保障支出＋地方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城镇人均消费与全国城镇人均消费比值的计算公式为
各省份城镇地区居民消费的人均水平与全国所有城镇地区居民消费的人均水平之比衡量，农村的计算方法类同。

交通网密度＝（铁路营业里程＋公路营业里程）／行政区划面积。



部分，且对消费保障力的影响较大，因此只保留了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医疗保险参保率①。为了体现

商业环境的业态革新，本文使用电子商务指数作为消费渠道的重要指标。居民除了使用互联网和

移动电话等渠道消费，也会在实体门店进行消费，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使用每平方米连锁零售

企业门店总数进行替代，所有指标中，农村地区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比、恩格尔系数、人均二氧化碳

排放量以及三废排放与ＧＤＰ的比值为负向指标，其他均为正向指标，具体的居民消费力测度指标体
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居民消费力质量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消费主体

购买力水平及潜力

人均ＧＤＰ；人均财政收入；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体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城镇人均消费与全国城镇人均消

费比值；农村人均消费与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比值

消费者素养 人均受教育年限；居民健康水平

消费者群体
９０后与００后群体总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农村地区最低生活保障人
数占比；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②

消费客体

物质消费力
恩格尔系数；人均食品烟酒支出；人均耐用品消费支出；人均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人均新能源汽车销量

精神消费力
人均教育支出；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人均文化、娱乐和体育消费支出；人

均旅游消费

消费环境

生态消费力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三废排放与ＧＤＰ的比
值；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文化基础设施
普通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人数；基础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公共图

书馆平均藏书量

消费保障力
交通网密度；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

数；养老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

消费渠道
每平方米连锁零售企业门店总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与常住人口的

比值；移动电话普及率；电子商务指数

注：标为负向指标，其他为正向指标；正向指标越大越优，负向指标越小越优。

（二）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人力资本原始数据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

年鉴》③。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源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９０后、００后人口数的原始数据源于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首先计算出各省２０２０年２１—３０岁、１１—２０岁的人口数④，其次根据第六次
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出各省各年份９０后、００后的人口变化率，９０后年均人口变化率是利用
各省２０１０年１０—１４岁和１５—１９岁的人口总数变动到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４岁和２５—２９岁的人口总数的
年均变化率。００后的年均人口变化率是利用各省２０１０年０岁、１—４岁和５—９岁的人口总数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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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养老保险参保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年末常住人口（万人），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城镇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万人）＋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理论上消费主体应从消费需求方进行测度，之所以选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衡量服务消费的偏好，是从数据的可得性

的角度考虑，相比于服务的需求方，服务供给方的数据更易获得，并且绝大多数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供给方与服务消

费的需求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因此选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作为衡量服务消费群体的指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人数×０＋小学学历人数×６＋初中学历人数×９＋高中和中专学历人数 ×１２＋大专及本科以上
学历人数×１６）／６岁以上人口总数。

２１—３０岁人口数的计算方法采用各省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４岁的人口数减去２０２０年为２０岁的人口数（即２０００年为０岁的人口
数），加上２０２０年２５—２９岁的人口，再加上２０２０年为３０岁的人口数（即１９９０年为０岁的人口数）。１１—２０岁人口数的计算方法采
用各省２０２０年１０—１４岁的人口数减去２０２０年为１０岁的人口数（即２０１０年为０岁的人口数），加上２０２０年１５—１９岁的人口数，再
加上２０２０年为２０岁的人口数（即２０００年为０岁的人口数）。



到２０２０年１０—１４岁和１５—１９岁的人口总数的年均变化率。最后根据各省人口年均变化率和２０２０
年９０后、００后总人数推算出其他年份各省９０后、００后人口数量。各省份各产业就业人数根据劳动
力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居民物质和精神消费相关数据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年鉴》，新

能源汽车销量数据源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新能源乘用车交强险为计算口径，由于２０１６年之
前部分省份销量数据存在缺失，本文按照各年份新能源乘用车的销售总量乘以２０１６年各省份销量
占比计算获得，各年份新能源汽车乘用车销售总量数据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源于ＤＥＧＡＲ数据库，三废排放量数据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电子商务指数数据基于阿里巴
巴平台，涵盖网商指数与网购指数两个方面，分别赋权５０％，并且以人均指标和比例指标按照熵权
法进行计算①。部分缺失数据均采用线性插补进行处理。

（三）测算方法

借鉴陈景华等（２０２０）研究，采用熵权法对居民消费力质量指数进行测算②。

五、中国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部分内容按照“水平描述—差异量化—空间结构—影响因素”的逻辑顺序展开，首先描述全

国及省域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绝对水平，其次通过基尼系数量化区域间的相对差异，再次利用空间相

关性分析居民消费力质量的分布特征，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居民消费力质量的全域空间结构（辐射与

被辐射关系），最后使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究其影响因素，为政策建议提供较为完整的实证支撑。

（一）中国省域居民消费力质量水平分析

由表２可知，全国居民消费力质量综合指数从２０１３年的０．１５８上升到２０２３年的０．３４３，年均增
长率为８．０６％，整体均值为０．２３５，说明我国居民消费力质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省域居民消费
力质量均值分布在０．１３０—０．５１４，其中上海最高，西藏最低。全国层面均值位于省份排名的第１０
位，大部分省份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我国省域居民消费力质量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各省份

消费力排序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前１０位中除重庆和湖北以外，其他均为东部省份，中部省份
处于居中位置，排名靠后的绝大部分为西部省份。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全国及各省份消费力质量综合指数

地区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均值

全国 ０．１５８ ０．１６８ ０．１８０ ０．１９３ ０．２１３ ０．２３４ ０．２４６ ０．２５５ ０．２８７ ０．３０７ ０．３４３ ０．２３５
上海 ０．３９７ ０．３９１ ０．４１６ ０．４４９ ０．４７１ ０．５０６ ０．５１８ ０．５３５ ０．６１６ ０．６５１ ０．７０１ ０．５１４
北京 ０．３２９ ０．３５３ ０．３８５ ０．４０８ ０．４２４ ０．４５６ ０．４７８ ０．４７１ ０．５１５ ０．５２９ ０．５７７ ０．４４８
江苏 ０．２２４ ０．２３６ ０．２５６ ０．２７２ ０．３０７ ０．３３３ ０．３５７ ０．３８３ ０．４５４ ０．５２０ ０．６００ ０．３５８
浙江 ０．２５７ ０．２７２ ０．２８６ ０．２９６ ０．３１７ ０．３３６ ０．３５０ ０．３５１ ０．４０８ ０．４６７ ０．４９９ ０．３４９
天津 ０．２３３ ０．２４８ ０．２６２ ０．２８０ ０．２９６ ０．３１８ ０．３２１ ０．３１８ ０．３７５ ０．３８９ ０．４４３ ０．３１７
广东 ０．２２５ ０．２４０ ０．２５３ ０．２７２ ０．２８７ ０．３０６ ０．３２４ ０．３２７ ０．３６４ ０．３９９ ０．４２６ ０．３１１
福建 ０．１８０ ０．１９２ ０．２０３ ０．２１４ ０．２４９ ０．２７１ ０．２８９ ０．２９７ ０．３２８ ０．３６０ ０．３８４ ０．２７０
重庆 ０．１８５ ０．１９５ ０．２１１ ０．２２１ ０．２３８ ０．２５１ ０．２６３ ０．２７６ ０．３０７ ０．３３１ ０．３５９ ０．２５８
山东 ０．１６５ ０．１７７ ０．２００ ０．２１１ ０．２２４ ０．２３９ ０．２４７ ０．２５８ ０．２８３ ０．３０３ ０．３３５ ０．２４０
湖北 ０．１４３ ０．１５５ ０．１６９ ０．１８４ ０．２１３ ０．２３３ ０．２５０ ０．２４２ ０．２８１ ０．３０７ ０．３３９ ０．２２９
安徽 ０．１３９ ０．１５０ ０．１６５ ０．１８１ ０．１９７ ０．２３１ ０．２４３ ０．２５６ ０．２８３ ０．３１３ ０．３３６ ０．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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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网商指数采用网商密度和网商交易水平衡量，网购指数采用网购密度和网购消费水平衡量，其中网购密度 ＝网购消费者
数量与人口数量的比值衡量，网商密度采用零售网商数量与人口数量的比值衡量，原始数据均源于阿里研究院。

受篇幅限制，具体测度步骤未予展示，备索。



续表２
地区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均值

湖南 ０．１４１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４ ０．１９１ ０．２０９ ０．２２０ ０．２３４ ０．２４８ ０．２７４ ０．２９５ ０．３１４ ０．２２２
河南 ０．１３７ ０．１４６ ０．１５５ ０．１６７ ０．２０１ ０．２２１ ０．２３２ ０．２４５ ０．２７７ ０．２９７ ０．３３８ ０．２２０
辽宁 ０．１６９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７ ０．１９３ ０．２０２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７ ０．２３１ ０．２５４ ０．２６３ ０．２９７ ０．２１９
海南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２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７ ０．１７１ ０．２００ ０．２２３ ０．２４５ ０．２９７ ０．３０５ ０．３４５ ０．２１５
陕西 ０．１４５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６ ０．１７９ ０．２１１ ０．２２６ ０．２３１ ０．２５７ ０．２８３ ０．３２４ ０．２１２
四川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９ ０．１７２ ０．１９０ ０．２０７ ０．２２１ ０．２３３ ０．２５３ ０．２７５ ０．３０１ ０．２０７
内蒙古 ０．１４９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２ ０．１７１ ０．１８９ ０．１９８ ０．２０６ ０．２１０ ０．２３４ ０．２４６ ０．２９１ ０．２０１
江西 ０．１２５ ０．１３５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６ ０．１８５ ０．２０３ ０．２１６ ０．２２８ ０．２５０ ０．２７３ ０．２９４ ０．２０１
河北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８ ０．１３４ ０．１６２ ０．１７８ ０．１９３ ０．２０３ ０．２１３ ０．２３４ ０．２５４ ０．２８９ ０．１９２
山西 ０．１２６ ０．１３４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６９ ０．１８４ ０．１９５ ０．２０７ ０．２２９ ０．２４７ ０．２７７ ０．１８７
宁夏 ０．１３６ ０．１４４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８ ０．１６９ ０．１８２ ０．１９６ ０．２００ ０．２１７ ０．２２９ ０．２６７ ０．１８６
吉林 ０．１３２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２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８ ０．１８６ ０．１９０ ０．１９７ ０．２１８ ０．２２１ ０．２７０ ０．１８２
广西 ０．１０３ ０．１１１ ０．１２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６６ ０．１８４ ０．１９８ ０．２１１ ０．２３７ ０．２６０ ０．２８２ ０．１８２
新疆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７ ０．１４３ ０．１５３ ０．１８０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４ ０．２１８ ０．２１７ ０．２５９ ０．１７９
贵州 ０．０９９ ０．１１０ ０．１２５ ０．１３７ ０．１５０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７ ０．１９６ ０．２２３ ０．２３８ ０．２５９ ０．１７３
云南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７ ０．１５７ ０．１７３ ０．１８４ ０．２０１ ０．２２４ ０．２４０ ０．２６８ ０．１７３
黑龙江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４ ０．１３１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３ ０．１７３ ０．１７７ ０．１９９ ０．２０６ ０．２３４ ０．１６３
甘肃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６ ０．１４９ ０．１６４ ０．１８１ ０．１９２ ０．２０９ ０．２１８ ０．２４３ ０．１６０
青海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２ ０．１４８ ０．１６３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９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３ ０．２２５ ０．１５５
西藏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９ ０．１３０ ０．１４４ ０．１５７ ０．１８２ ０．２０２ ０．２４２ ０．１３０

从三个子维度层面来看（图２），三者基本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其中消费客体增长最快，从２０１３
年的０．０６９增加到２０２３年的０．２６８，年均增长率约为１４．５％，但总体处在较低水平，均值为０．１３７，
显著低于其他两个维度。２０１６年之前消费环境和消费主体基本一致，２０１６年之后消费环境有更明
显的增长趋势，与消费主体之间的差距逐渐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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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全国居民消费力质量综合指数及子维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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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各省居民消费力质量子维度均值水平

图３为各省居民消费力质量子维度均值测算结果。消费主体方面，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甘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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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倍差超过５，在所有维度中倍差最大。消费客体方面，最高上海约为最低西藏的５倍。消费环境
方面，省域倍差相对较小，倍差约为４倍。重庆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综合水平排名靠前，主要得益于其
良好的消费环境，尤其是重庆的消费保障力水平位于全国前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辽宁在消费

环境维度排名中靠后，东北三省整体排名都比较靠后，其一是三废排放与 ＧＤＰ的比值很高，其二是
基础教育人数占比过低。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四省（市）拥有强大的购买能力、优质的消费品供

给和良好的消费环境，在各子维度排名中均位居前列。所有排名特征跟总排名一致，东部省份排序

靠前。河南等中部省份由于人口众多，消费主体维度、消费客体维度排序相对靠后，但消费环境维

度表现较好，而西部省份各子维度排序都很靠后。

（二）中国居民消费力质量的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探究我国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省际差异程度及演变趋势。
Ｄａｇｕｍ将基尼系数分解为组内差异贡献Ｇｗ、组间差异净值贡献Ｇｎｂ和组间超变密度Ｇｔ三部分，有效
解决了样本数据间交叉重叠等问题（Ｄａｇｕｍ，１９９７）①。

表３报告了居民消费力质量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居民消费力质量省际
差异呈下降趋势，从２０１３年的０．２１８下降到２０２３年的０．１６２，下降幅度达到２５．７％。其中下降最
快的阶段是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下降率为１６．１％。从地区内部差距来看，样本期内，尽管东部地区居民
消费力质量基尼系数从２０１３年的０．１９７下降到２０２３年的０．１６２，但绝对差距仍是最大。中部地区
区域内差距有所增长，从２０１３年的０．０３７增加到２０２３年的０．０６６，增长了近２倍，但其绝对差距最
小，均值仅为０．０６１。西部地区的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从２０１３年的０．１５３显著下降到 ２０２３年的
００７１，下降了５３．６％。区域间居民消费力质量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东

!

中、东
!

西间的差距仍然

较大，而中
!

西间的差距较小。由此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空间非均衡性和区域分化特征仍

然突出。

表３　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居民消费力质量基尼系数的区域差异

年份 总体
区域内基尼系数 区域间基尼系数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
!

中 东
!

西 中
!

西

２０１３ ０．２１８ ０．１９７ ０．０３７ ０．１５３ ０．２６０ ０．３１４ ０．１１８
２０１４ ０．２０９ ０．１８７ ０．０４１ ０．１４２ ０．２５０ ０．３０４ ０．１１２
２０１５ ０．２０８ ０．１８９ ０．０５２ ０．１３０ ０．２５３ ０．３０２ ０．１０８
２０１６ ０．２０６ ０．１８４ ０．０６７ ０．１２６ ０．２４５ ０．２９９ ０．１１３
２０１７ ０．１８６ ０．１７７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０ ０．２２４ ０．２７２ ０．１００
２０１８ ０．１７３ ０．１７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８３ ０．２１１ ０．２５４ ０．０８９
２０１９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８ ０．２０７ ０．２４５ ０．０８６
２０２０ ０．１６１ ０．１６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４ ０．１９９ ０．２３５ ０．０８４
２０２１ ０．１６８ ０．１６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４ ０．２０８ ０．２４７ ０．０８６
２０２２ ０．１７５ ０．１６６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６ ０．２１２ ０．２５４ ０．０９８
２０２３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１ ０．２０４ ０．２３９ ０．０８１

将基尼系数按照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方式分解，并测算出差距来源的贡献度，结果如表４所示。
从结果可以看出区域间差距是最主要的差距来源，贡献度约７０％，并且保持稳定，构成了省域居民
消费力质量分布不均衡的核心因素。而区域内差异的贡献度大致稳定在２４％，超变密度（反映区域
交叉重叠影响）的贡献率最小（５．５５％—６．２１％），影响相对稳定，波动较小，说明省际消费力质量
分布的交叉影响较弱且不易受外部冲击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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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限制，具体测度步骤未予展示，备索。



表４　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居民消费力质量省际基尼系数分解

年份 区域内差异 区域间差异 超变密度 Ｇｗ贡献率 Ｇｎｂ贡献率 Ｇｔ贡献率
２０１３ ０．０５４ ０．１５１ ０．０１４ ２４．６８％ ６９．１１％ ６．２１％
２０１４ ０．０５１ ０．１４５ ０．０１３ ２４．３７％ ６９．６３％ ６．００％
２０１５ ０．０５１ ０．１４５ ０．０１２ ２４．３３％ ６９．６６％ ６．０１％
２０１６ ０．０５０ ０．１４５ ０．０１１ ２４．２９％ ７０．２９％ ５．４２％
２０１７ ０．０４５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１ ２４．３７％ ６９．６６％ ５．９７％
２０１８ ０．０４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０ ２４．２３％ ７０．２３％ ５．５４％
２０１９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０ ２４．２９％ ６９．９７％ ５．７５％
２０２０ ０．０３９ ０．１１３ ０．００９ ２４．２２％ ７０．０９％ ５．７０％
２０２１ ０．０４０ ０．１１９ ０．００９ ２３．８１％ ７０．７５％ ５．４４％
２０２２ ０．０４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１ ２４．２１％ ６９．３８％ ６．４１％
２０２３ ０．０３９ ０．１１４ ０．００９ ２４．０３％ ７０．４２％ ５．５５％

（三）中国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空间分布及其结构分析

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空间关联性现象普遍存在，地理位置的距离与空间关联性成正比。为了

衡量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本文利用Ｍｏｒａｎ’ｓＩ分析各省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空间相关性，结果如表５
所示。本文分别采用邻近矩阵和距离矩阵作为省份空间矩阵，结果发现，无论采用何种矩阵，各年

份居民消费力质量的莫兰指数显著正相关，性质相似的空间单元产生集聚。表明距离相近的省份

之间，居民消费力质量会相互影响。因此提升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整体水平要从全局出发，加强省际

的经济联系。

表５　各年份居民消费力质量莫兰指数双边检验

年份
邻近矩阵 距离矩阵

Ｍｏｒａｎ’ｓＩ Ｚ Ｐ－ｖａｌｕｅ Ｍｏｒａｎ’ｓＩ Ｚ Ｐｖａｌｕｅ
２０１３ ０．３９２ ３．８８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１ ４．５１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０．４０４ ３．９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４ ４．５５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０．４１４ ４．０３２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３ ４．５１８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０．４２２ ４．１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５ ４．６０４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０．４４８ ４．３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０ ４．７６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０．４４９ ４．３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０ ４．８０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０．４５０ ４．３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６ ４．６６９ 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４６８ ４．５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９ ４．７８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 ０．５０５ ４．８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２ ５．２０４ ０．０００
２０２２ ０．５６２ ５．３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３ ５．７８７ ０．０００
２０２３ ０．５４９ ５．２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１ ５．７３８ ０．０００

本文进一步采用Ｍｏｒａｎ’ｓＩ散点图对各省份局部空间特征进行可视化，分别使用邻近矩阵和距
离矩阵进行绘制，横坐标表示居民消费力水平，纵坐标为居民消费力水平的空间滞后项，散点图第

一象限表示高值与高值集聚，第二、四象限表示高值与低值集聚，第三象限表示低值与低值集聚。

限于篇幅，本文以居民消费力质量的均值为例。从图４可以看出，大部分省份位于一三象限，斜率为
正。第一象限全部为东部省份，东部省份为居民消费力高值集聚地区，而第三象限主要为中西部省

份，同时也是居民消费力低值集聚地区，整体呈现“高
!

高”“低
!

低”集聚特征。

尽管莫兰指数能够分析出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空间相关性，但结果往往局限于区域，难以从全局

角度把握总体空间特征，社会网络分析较好地弥补这一缺陷。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研究社会结构

的方法，它通过分析社会主体（包括省份）之间的关系网络，探究这一关系对群体行为、互动和结构

的影响。在这一关系网络中，节点（社会主体）和边（社会关系）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本文借鉴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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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等（２０２３）的方法使用引力模型构建空间关联网络，揭示省份之间居民消费力质量的影响关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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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居民消费力质量均值莫兰散点图

图５为出度与入度均值测算结果，从出度来看，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稳居前四位，前１０名中除
了重庆和安徽，其他全部来自东部地区，这些省份对其他省份的居民消费力质量存在显著的溢出效

应。而位次靠后的省份绝大多数来自西部地区，其总体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居民消费力水平

低、溢出效应低。从入度来看，同样是东部地区的位次靠前，只是排名先后略有差异，居民消费力高

值聚集地同时也是居民消费力空间网络中受益最大的区域。安徽、湖北的入度排序靠前，安徽靠近

长三角，湖北位于长江中下游核心区域，地理位置优势明显，更容易受到周边省份的影响。东北三

省和大部分西部省份位次相对靠后，这些地区地理位置不佳，不易受到其他省份的溢出效应。同

时，排名靠前的东部地区入度均值整体大于出度均值，而排名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入度均值整体小于

出度均值，这种空间网络结构对于居民消费力高值聚集的东部地区更有利于提高其居民消费力质

量，而对于居民消费力低值聚集的中西部地区则不利于提高其居民消费力质量。相比于出度均值，

入度均值的差异更大，出度均值的基尼系数为０．１６８，而入度均值的基尼系数为０．２８１，不利于居民
消费力质量的整体提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5

+

"

6

7

#

7

6

8

9

:

;

<

=

&

=

>

?

4

@

A

B

5

=

A

6

C

"

D

E

F

G

&

H

6

I

J

*

=

=

K

L

M

NOPQ RSPQ

图５　各省居民消费力质量出度和入度均值水平

本文利用Ｓｔａｔａ软件，以出度和入度特征作为边和节点的权重对各地区居民消费力质量的网络
空间结构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６和图７所示。空间关联网络矩阵中各元素体现在图６和图７
中线条的粗细上。总体上排序靠前的省份附近的线条比排序靠后的省份更密，关联性更强。图６中
部分线条粗细的区分度较为明显，如北京与河北，关联系数较大。节点附近的颜色深度也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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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限制，具体测度步骤未予展示，备索。



差异，各省份按照逆时针排序，越靠后节点附近颜色越浅，表明在空间辐射网络中越处于边缘位置。

图７中排序靠前省份节点的颜色较深，这使得排序靠前省份的入度均值较大，进而使入度均值整体
上大于出度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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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以出度为特征的居民消费力质量空间关联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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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以入度为特征的居民消费力质量空间关联网络

（四）中国居民消费力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居民消费力质量的影响因素，本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解释变量

包括：科技创新能力（人均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Ｄ经费内部支出的对数）、快递业务水平（人均快递业
务收入）、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市场化指数（杨兴全和曾春华，

２０１２）、数字普惠金融（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国有经济比重（国有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
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对外开放程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 ＧＤＰ的比值）和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首先需要确认空间模型形式，本文通过 ＬＭ检验判断是采用 ＳＤＭ、ＳＡＲ还是 ＳＥＭ模型，
在空间误差模型的检验中，Ｍｏｒａｎ’ｓＩ、Ｌａｇｒａｎｇ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和 ＲｏｂｕｓｔＬａｇｒａｎｇ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指数均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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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显著，而在空间滞后模型的检验中，Ｌａｇｒａｎｇ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和ＲｏｂｕｓｔＬａｇｒａｎｇ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指数均不
显著。因此，本文使用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回归，基本形式如下所示：

Ｙｉｔ＝α＋βＸｉｔ＋μｉ＋ｖｔ＋εｉｔ （１）
εｉｔ＝λＷεｉｔ＋ｅｉｔ （２）

式（１）中Ｙｉｔ为居民消费力质量，α为常数项，μｉ和ｖｔ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β
为待估计一般回归系数。式（２）中λ为待估空间相关参数，反映了误差项之间的空间依赖性。本文
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科技创新能力对居民消费
力质量呈显著为正，科技创新通过优化产品的供给质量进而带动居民消费升级。快递业务水平的

正向效应反映了物流效益对消费便利性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更好地满足了居民多元

化的消费需求，而市场化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作用，则体现了市场活力提升与金融服务可得

性对消费潜力的释放效应。此外，国有经济比重、对外开放程度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系数均不显

著。空间相关性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各省份居民消费力质量的误差项之间存在正向空间依赖

性，反映出未被观测因素在空间上呈现聚集特征，揭示了潜在的空间联动机制。

表６　面板回归和空间误差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面板回归 双向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科技创新能力 ０．０１５（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０．００６）
快递业务水平 ０．１４２（０．０２１） ０．０５１（０．０２６） ０．０４６（０．０２６）
产业结构 ０．０２３（０．００６） ０．０１８（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０．００５）
市场化指数 ０．００５（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数字普惠金融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国有经济比重 －０．００８（０．０２８） －０．００７（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０．０２３）
对外开放程度 －０．０４６（０．０６７） －０．０３２（０．０５７） －０．０３３（０．０５７）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０．１３９（０．２１４） －０．１２０（０．２１６） ０．１２７（０．２１６）
空间自相关系数 ０．４５７（０．０８５） ０．４８２（０．０８８）
Ｒ２（ｗｉｔｈｉｎ） ０．９５２ ０．８７９ ０．９４７
Ｆ值 ３１９．４６

对数似然值 １００３．７４５ １００４．２６６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消费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居民消费力质量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

算了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省域居民消费力质量指数，并深入分析各地区居民消费力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
研究发现：（１）我国省域居民消费力质量综合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消费客体维度增长最快但
处于较低水平。各省份消费力排序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前１０位中除重庆和湖北以外，其他均
为东部省份。（２）从区域差异来看，尽管居民消费力质量省际差异呈下降趋势，但差距水平仍然较
大，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区域间差距是最主要的差距来源。（３）空间上各省份存在显著正自
相关性，东部省份为居民消费力高值集聚地区，而中西部省份为居民消费力低值集聚地区，总体呈

“高
!

高”“低
!

低”集聚特征。东部省份入度均值整体高于出度均值，而中西部省份相反。东部为

“辐射中心区”，中西部为“边缘接受区”。（４）科技创新、快递业务水平、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以及
数字普惠金融均对居民消费力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各省份居民消费力质量存在正向空间依赖性。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优化产品供给质量，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一方面，
推动消费品“质态”革新，聚焦新能源汽车、文旅康养服务等新型产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

消费品质与科技含量深度融合，建立消费品质量标准体系，弥补高端供给缺口；另一方面，针对中西

部地区供给薄弱问题，在中西部布局优质消费品生产基地，缩小区域消费客体品质差距，缓解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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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足”与“供给错配”之间的矛盾。（２）深化区域协调发展，缩小省域消费差距。一方面，依托长
三角、京津冀等高水平聚集区域的辐射效应，共建消费基础设施如物流枢纽中心、电子商务共享平

台等，完善快递物流网络，提升产品配送效率，降低中西部消费品流通成本。另一方面，中西部省份

应建立省域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劳动要素跨区域有序流动，缩小城乡区域间的收入差距。（３）强化
市场驱动因素，激活消费增长动能。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破除消费领域行政壁垒。同时，扩大数

字普惠金融覆盖面，缓解中西部农村居民流动性约束，释放消费潜力。此外，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增加劳动者人力资本溢价，形成“产业转型升级
!

人力资本溢价
!

收入提升
!

消费力增强”的良

性循环。（４）完善空间网络结构，提升全域协同效能。一方面强化东部核心省份对中西部省份的辐
射效应，建立跨区域消费平台共享合作机制，加强技术互通、经验共享和政策协同。另一方面，培育

中西部区域中心城市（如重庆、武汉）的节点功能，完善其消费基础设施与产业支撑，提升对周边省

份的辐射能力。此外，推动消费政策、标准、数据互联互通，让中西部更好承接东部消费的溢出效

应，逐步改善“高值集聚、低值孤立”的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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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老字号品牌族性：维度探索与量表开发

李园园　杜昕汝　柯　迪

摘　要：品牌族性作为老字号企业独特的文化标识和情感纽带，其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远非传统营销
策略所能比拟。实践证明，品牌族性不仅是老字号企业获得市场认同的强力引擎，更是其构建核心竞争

优势的稳固基石。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老字号品牌族性的研究尚显不足，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

析，学术支撑的缺失可能会使其在实际应用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本文结合社会身份理论与意

义建构理论，采用扎根理论与因子分析法，旨在构建老字号品牌族性的多维度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开发相

应的测量量表。研究发现，老字号品牌族性由５个核心维度构成，即历史感知、文脉薪传、地缘烙印、守正
创新与使命担当。这５个维度又细分为１６个子维度，每个子维度均体现了老字号品牌独特的族性特质。
此外，本研究采用严谨的质性研究方法，并遵循科学的量表开发流程，最终构建了涵盖２０个题项且具有
较高信度与效度的测量工具。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品牌族性理论，为老字号研究贡献了新视角与理论工

具，还为企业制定彰显品牌个性的营销策略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

关键词：品牌族性；老字号；扎根理论；品牌认同；品牌活化；本土品牌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６８２（２０２６）０１－０１２４－１４

一、引　言

品牌族性是老字号企业独特的标识和魅力所在，其发展规律注定了它要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性

与时代性，由此积累的无形资产，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认知度与美誉度，还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打造独特的品牌区隔，从而为企业带来显著竞争优势（Ｂｕｃｋｌｅｙ等，２０２２）。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
烈，老字号品牌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不仅需要探索新的增长路径，还要应对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

消费行为的现代化演变（刘娜，２０２３）。这些变化对老字号品牌族性的整体塑造与协同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即如何在传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通过品牌族性形成整体一致的文化符号，以满足消费

者对品牌传承与创新的双重期待，从而有效提升竞争壁垒，保持品牌独特性与核心竞争力，并获得

持久的生命力与市场吸引力。然而，时至今日还未有学者对老字号品牌族性这一议题进行系统和

深入的探究，学术研究的缺失不仅限制了对老字号品牌族性的深层次理解，也阻碍了老字号企业在

品牌建设中的有效应用。因此，如何系统地探究老字号品牌族性的内涵构成，开发科学有效的测量

量表，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而助力老字号品牌实现基业长青，是当前亟须解决的

理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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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实践表明，品牌族性在品牌建设和营销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是提升品牌价值及实

现差异化的关键途径之一，能够帮助企业构建其独有的竞争优势（王新刚等，２０２４）。品牌族性对企
业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但目前学术界对品牌族性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从国外文献看，品牌族

性的内涵指向了特定族群消费者与品牌在长期共生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联结与认同（Ｐｈａｕ和
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２０００；Ｌｉ等，２０１３）。从国内文献看，王新刚等（２０２４）以中国的跨国经营企业在国际市场
上的表现和待遇为研究背景首次提出品牌族性的概念，开创性地揭示了本土消费者与本土品牌之

间在血缘渊源、政治立场和文化背景等多个维度上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消费者对品牌

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动员上，更在于他们围绕品牌所构建的分类系统及其背后的逻辑内涵。然而，老

字号品牌族性有其特殊性和不可复制性，相较于国外品牌族性理论，老字号品牌族性融入了我国独

有的文化基因；此外，老字号品牌族性在历史文化底蕴、地域特色、经营理念和价值观方面也与新兴

品牌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已有的品牌族性理论并不能完全诠释我国老字号品牌。那么，老字号品

牌族性的内涵是什么？结构维度如何体现？如何阐释与衡量？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为老字号企业挖

掘和培育品牌族性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也为老字号企业营销实践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点。

鉴于品牌族性本质上是消费者的心理认同与意义建构过程，本研究以社会身份理论与意义建

构理论为基础，致力于实现两大核心目标：一是厘清老字号品牌族性的内涵与维度结构，二是开发

其本土化测量量表并验证其信效度。为此，本研究将依次开展两个紧密衔接的研究专题。第一阶

段采用扎根理论方法（Ｔｕｒｎｅｒ和Ａｓｔｉｎ，２０２１），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考察与多源资料收集，探索性提炼
老字号品牌族性的潜在维度，构建其多维理论结构；第二阶段结合质性研究发现与既有文献，遵循

严谨的量表开发流程，编制适用于老字号的品牌族性测量工具，并运用高阶因子分析对理论结构进

行实证检验。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理论对象的聚焦与深化。将品牌族性研究从广义本土品牌聚焦

于老字号这一特殊类别，明确提出其族性内核根植于品牌长期实践形成的文化底蕴与价值传统，而

非外部政治身份，实现了理论对象从泛化到专化的跨越。第二，理论维度与内涵的拓展。开创性地

引入“历史感知”“文脉薪传”“地缘烙印”等具有时间、文化与地域指向的新维度，并强调“守正创

新”与“使命担当”所揭示的发展辩证性与社会责任，丰富了品牌族性理论的实践性与伦理性内涵。

第三，方法论与测量工具的专用化创新。开发了首个针对老字号品牌族性的专用量表，实现了对品

牌历史实践深度与文化认同强度的有效测度，为老字号品牌的价值评估与战略管理提供了更贴合

情境的研究工具，支撑相关研究从理论推导向实证检验深化。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理论基础

品牌族性的形成根植于消费者的社会身份认同与意义建构过程。社会身份理论指出，个体通

过社会分类与群体身份建构自我概念，并借由内外群体的区分维系归属感与自尊（Ｔａｊｆｅｌ和 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８６）。在现代消费语境中，品牌常作为文化符号与身份载体，帮助消费者表达群体归属。老字号
品牌凭借其深厚的历史传统与集体记忆，促使消费者将对产品的认同升华为对“我们是谁”的社会

身份认同。因此，品牌族性本质上是消费者为满足归属与自尊需求，与特定文化族群建立心理联结

的体现。

进一步从动态过程看，意义建构理论强调个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通过扫描并解读环境线索

来构建行为意义（Ｗｅｉｃｋ等，２００５）。消费者持续解读品牌的历史、文化与地域符号等线索，将客观信
息内化为深层心理认同，最终形成与品牌及其他使用者共享文化血脉与价值共识的“我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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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ｖｅｒｌａｎｄ等，２０２１）。由此可见，品牌族性并非被动赋予的静态标签，而是消费者主动从品牌文化
线索中建构并维系“我们感”的动态心理过程的结果。

（二）品牌族性的内涵与测量

品牌族性的研究始于对原产国（ＣＯＯ）效应的探索，早期研究证实了品牌原产国对消费者评价
与态度的影响（Ｓｃｈｏｏｌｅｒ和Ｓｕｎｏｏ，１９６９），并指出该效应具有全球普遍性，且能具体作用于消费者偏
好与市场接受度（Ｈａｎ和Ｔｅｒｐｓｔｒａ，１９８８）。随着理论视角的拓展，研究焦点从国家标识转向品牌背后
的文化属性与族群特征。Ｐａｕｌ（１９９１）提出原种族（ＥＯＯ）概念，强调品牌与其原产国之间更深层的
历史文化联结。学者们进而将品牌族性视为特定族群品牌与生俱来且根深蒂固的内在特质，是其

国家或文化根源的体现（Ｂａｔｒａ等，２０００）。在此基础上，研究引入了社会身份理论框架，将品牌族性
理解为一种基于群体认同的消费者心理建构，或源于对特定国家的刻板印象，或形成于品牌所承载

的原产国经济、文化及政治等外部线索（Ｐｈａｕ和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２０００）。Ｌｉ等（２０１３）对此前的定义进行
了整合与扩展，明确提出品牌族性是消费者对品牌社会化历史的文化联想与认同，是品牌与特定族

群文化关联所形成的深层次文化联结，并开发了针对西班牙裔消费者的测量量表，但该量表未明确

划分理论维度，主要依托广告角色、文化展现、目标市场等六项外部指标进行整体测量。

在国内研究中，王新刚等（２０２４）以中国的跨国经营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和待遇为研究背
景，首次提出适用于本土情境的品牌族性概念，将其界定为本土消费者基于血缘、政治和文化等社

会建构而形成的对本土品牌的集体认同，是经由社会动员所建立的品牌分类体系的逻辑内核，深刻

反映了消费者对民族品牌的情感归属与价值追求。据此，他们构建了一个包含国产身份、政治立

场、民族文化、国家贡献与市场表现的五维度理论模型，并开发了相应的１８题项测量量表。
此外，学术研究中常存在与品牌族性相近的概念，易引发概念混淆。为清晰界定品牌族性的内

涵与外延，本文对这些相似概念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与辨析（见表１）。
表１　品牌族性相似概念辨析

概念 定义解释 与品牌族性的区别

原产国

（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Ｏｒｉｇｉｎ）

产品或品牌的地理制造国，强调消费者基于国家

形象刻板印象形成的外部认知与评价（Ｓｃｈｏｏｌｅｒ和
Ｓｕｎｏｏ，１９６９）

属性深度不同（原产国是外部地理

标识，品牌族性是内在文化基因）

原种族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ｏｆＯｒｉｇｉｎ）

品牌或产品与生俱来的、源于其起源地特定族群

的文化标签，侧重其固有的族群文化属性（Ｐａｕｌ，
１９９１）

形成机制不同（原种族强调与生

俱来的族群标签，品牌族性强调社

会建构的动态认同）

产品族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消费者将某类产品与特定国家之间建立的刻板印

象联系的强度与排他性，是一种产品与国家之间

的认知关联（Ｕｓｕｎｉｅｒ和Ｃｅｓｔｒｅ，２００７）

分析层次不同（产品族性关注产

品品类与国家的关系，品牌族性聚

焦单个品牌的文化身份）

民族品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ａｎｄ）

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创建和发展，由本国企业拥有

产权并生产经营，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品牌

（郭锐等，２０１２）

属性层面不同（民族品牌是客观

的法律与市场概念，品牌族性是主

观的心理与文化概念）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消费者在心理上倾向于偏爱国产商品并抵触进口

商品，源于对保护民族经济的担忧及道德层面的

顾虑（Ｈａｎ等，２０２３）

情感导向不同（消费者民族中心

主义是排外性消费偏好，品牌族性

是包容性文化连接）

文化认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某一群体成员对共同文化理念、生活方式和价值

观的共享认同感与归属感（易锐等，２０２４；Ｘｉａｏ，
２０２４）

认同对象不同（文化认同针对宏

观文化群体，品牌族性针对具体品

牌客体）

民族／国家认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民族认同是个体对自身所属民族的身份、文化传

统的接受与自豪感（Ｒａｎｗａ，２０２２）；国家认同是个
体对其所属国家的归属程度、忠诚度及对政权、价

值观的认同与支持（Ｋｏｍｉｓａｒｏｆ和Ｌｅｏｎｇ，２０２０）

认同范畴不同（民族／国家认同是
政治文化范畴，品牌族性是商业品

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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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字号品牌的相关研究

老字号品牌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广泛社会认同的中国本土商业

品牌。其核心界定标准通常包括：创立于１９５６年之前，拥有世代传承的独特产品、技艺或服务，并享
有较高的消费者信誉与品牌影响力（徐伟等，２０２０；王德胜等，２０２１）。

围绕老字号的发展与振兴，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核心议题：其一，传承与创新的动态平衡。

老字号需在恪守传统精髓与推进现代化转型之间寻求辩证统一（徐伟等，２０２０），并构建文化传承与
创新能力的动态匹配机制（刘海兵等，２０１９）。其二，品牌资产与真实性构建。老字号的核心价值根
植于其历史真实性与文化正统性，真实性感知是消费者认同的心理基础（余可发和金明星，２０２２），
并影响品牌延伸评价（徐伟等，２０２０）。其三，消费者怀旧与认同心理。老字号通过品牌故事与怀旧
情怀，唤起消费者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进而影响其品牌态度与产品创新接受度（王德胜等，

２０２１；张初兵等，２０２５）。其四，地域文化的深度嵌入。老字号与特定地域的资源、习俗和文化符号
紧密相连，文化契合度与地域资源构成其独特竞争优势（许衍凤和范秀成，２０２２；李园园等，２０２３）。
其五，组织能力与社会责任。现有研究亦关注老字号内部能力构建，如员工工匠精神（徐伟等，

２０２３）、品牌韧性（田超杰和张会锋，２０２２）、动态能力（胡海波等，２０２２）的构建，同时强调老字号企业
的社会责任不仅是道德诉求，更通过文化约束与传承机制推动企业稳健经营（徐星美和权小锋，

２０２２）。
（四）老字号品牌族性的理论缺口与情境化重构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可见，品牌族性理论与老字号品牌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理论隔阂。现有品

牌族性理论侧重于阐释品牌与宏观国家或民族身份之间的静态关联（Ｐｈａｕ和 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２０００；王
新刚等，２０２４），其理论构建多以“国产身份”“政治立场”等外显标签为基础，以回应全球化竞争中的
政治与身份认同问题。然而，老字号的族性特征远非此类外显标签所能概括，它是在中国独特的社

会历史语境中，通过长期传承与实践而动态建构的，兼具文化适应性、地域嵌入性与实践延续性。

反观老字号品牌研究，虽已从发展哲学、价值基础、情感联结、地域关联以及管理实践等多视角揭示

了其价值内涵（王德胜等，２０２１；李园园等，２０２３），但成果较为碎片化，缺乏一个能够系统整合其历
史性、文化性、地域性、发展性与伦理性的理论框架。

上述分析表明，老字号品牌族性研究在理论解释力、概念整合度与方法适用性三个层面存在缺

口，制约了对老字号品牌价值体系的完整理解与科学测量。为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将老字号品牌

族性初步界定为：在中华文明语境下，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经由长期历史实践积淀而成的、根植于

其深厚底蕴与独特实践的多维身份特质系统的整体性认同。其与一般品牌族性的本质区别在于，

认同来源并非外部赋予的宏观国家或民族标签，而是品牌自身在漫长发展进程中主动建构与积淀

的文化实践与价值体系。下文将依次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对此概念进行维度挖掘与量表开发。

三、老字号品牌族性维度探索的定性研究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品牌族性普遍存在于老字号营销实践中，但目前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亟待开展理论构建。

本研究旨在回答两类核心问题：一是厘清老字号品牌族性的概念内涵，属于“ＷＨＹ”的问题，二是探
索其维度构成及各相关主体之间的深层关系，属于“ＨＯＷ”的问题。扎根理论方法侧重于从经验资
料中提取理论，能有效识别社会现象的基本特征，并提升研究的建构效度（Ｔｕｒｎｅｒ和 Ａｓｔｉｎ，２０２１）。
因此，该方法适用于本研究，有助于在缺乏先验理论的情况下系统构建理论框架。

（二）理论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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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理论抽样原则，本研究选取与老字号品牌有深度互动和持续接触的消费者为访谈对象。

该类消费者不仅重视老字号产品的实用价值，更对其文化背景与情感价值有较高认同，能提供丰

富、深入的经验材料，从而降低抽样偏差，增强理论饱和度和研究信度。具体的抽样标准包括：（１）
过去一年内购买过至少３次不同品类的老字号产品或服务，且持续关注老字号品牌不少于３年；
（２）能够主动陈述两个以上老字号品牌的历史渊源、工艺特点或文化内涵，并表现出超越产品功能
的情感认同；（３）在消费行为之外，具有社交媒体分享、参与品牌文化活动或向他人推荐等互动行为
的消费者优先。通过问卷进行初步筛选，再经电话访谈核实，最终确定２８位受访者参与深度访谈。
具体样本信息如表２所示。

表２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Ｎ＝２８）

基本特征 分类 数量 比例 基本特征 分类 数量 比例

性别

年龄

职业

女 １６ ５７％
男 １２ ４３％

２０岁及以下 １ ４％
２１—３０岁 １１ ３９％
３１—４０岁 １２ ４３％
４１岁及以上 ４ １４％
学生 ３ １１％

政府及事业单位 ４ １４％
高校 ６ ２１％
企业 １０ ３６％
其他 ５ １８％

学历

收入

所在地区

本科 １３ ４６％
硕士 １０ ３６％
博士 ５ １８％
＜３０００元 ３ １１％

３００１—６０００元 ７ ２５％
６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 １２ ４３％
＞１００００元 ６ ２１％
直辖市 ４ １４％
省会城市 １３ ４７％
地级市 ６ ２１％

县级及以下 ５ １８％

（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三角测量法，结合多种数据来源以增强结论的准确性。数据收集以半结构化深度

访谈为主，辅以二手资料作为补充。访谈提纲基于文献回顾、实地调研及学术讨论确定，包括：您对

老字号企业是怎么理解的？您认为什么是老字号品牌的族性？您觉得一个具有较高族性的老字号

品牌应该具备哪些特征？请逐条说明原因。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提高老字号品牌的族性？访谈

前向受访者阐明老字号品牌族性概念，全程录音以备分析。二手资料主要包括：（１）中国学术期刊
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中与品牌族性相关的学术文献；（２）老字号企业的官网信息、内部刊物与历史档
案；（３）公开网络平台的相关信息。

（四）资料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过程借鉴了Ｗｅｌｃｈ等（２０２２）的方法，以收集的访谈资料和二手资料为基础，
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阶段，对文本内容进行系统编码与概括，深入分析其

所涵盖的范畴，并梳理了主要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为确保编码过程的严谨性与透明性，三位作者

分别独立完成初步编码，随后交叉比对结果，针对存在分歧的编码回溯原始资料并反复讨论，直至

达成共识。整个编码过程持续迭代，直至无新概念或范畴出现，从而保证编码结果严格源于资料本

身。同时，为增强分析过程的可追溯性，本研究依据资料类型将访谈资料、文献资料、网络资料分别

标记为Ａ、Ｂ、Ｃ类，并采用“来源类型
!

来源序号
!

语句序列”的编码方式进行逐句编码，例如，

Ａ１
!

１代表来自第１个访谈对象的第１条语句，Ｂ２
!

１为第２篇文献中的第１条语句，依此类推。
１．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理论分析的第一步，旨在通过对原始质性资料的逐层提炼，实现从具体经验

到抽象概念的转化，具体包括贴标签、概念化与范畴化三个递进阶段。首先，对全部编码语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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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检视与语义分析，提取反映核心意义的原始表述作为初步标签；其次，通过反复比较与归纳，将

语义相近的标签聚拢为更高层次的概念；最后，在概念层面展开持续比较与聚类分析，进一步将属

于同一类属的概念整合为更具概括性的范畴，并赋予其恰当的理论命名。经过上述流程，本研究最

终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７２个标签、４０个概念和１６个范畴，具体结果见表３与表４。
表３　开放式编码标签化示例

典型证据援引 标签

Ａ３
!

１老字号历史感起码是５０年；Ａ２
!

１太原宁化府从明朝开始经营，有六百多
年的历史

历史年限、悠久历史

Ａ１
!

８庞鹤年先生的父亲资助他开店的要求是赡养一直未出嫁的姑姑庞美华，他
为表决心，将店名改为“老美华”

历史事件、创始故事

Ａ２
!

４老字号在漫长的历史轨迹中经得起考验与洗礼，它们经历过战乱、社会变
迁等，见证了历史的沉浮，却依然坚韧不拔地传承下来

经受考验、见证时代变迁

Ａ２
!

９老字号备受我们一代一代人喜欢，因为好多东西是一种情怀，它是存在于
脑袋里的历史记忆、符号记忆

集体情怀、历史记忆

Ａ５
!

３老字号产品的真实性和品质不容置疑；Ａ４
!

６老字号企业往往带有一定保
守性，只有保守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匠心精神，才能做到心无旁骛

品质可靠、匠心精神

Ａ８
!

１１茅台酒的包装盒采用红色或金色，上面印有中国传统图案和纹饰，体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中国元素、传统文化特色

Ｃ１
!

１同仁堂的祖训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Ａ５
!

９老字号企业的每一代人都将自己的技艺、智慧和精神传授给下一代
祖训坚守、家族精神／智慧

Ａ４
!

９老字号在我们当地的知名度是无法估量的，其影响力已经超越商业范畴，
成为人们情感的寄托；Ｂ２０

!

４老字号产品深受消费者信赖
本地高知名度、品牌信任

Ａ８
!

９运城的闻喜煮饼，大多数是本地人吃，不仅是口味偏好，更是因为它融入了
运城的地域文化和习俗，每到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准备煮饼

民俗活动、节庆礼仪

Ａ４
!

３老字号在资源方面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汉沽盐场自然晾晒３００天的工艺
流程只能在特定环境下进行

地理限制、生态壁垒

Ａ９
!

７全聚德把各种新闻报道整理出来，集结出版《媒体话说全聚德》，用故事把
文化传承下去

故事传承、文化展示

Ａ７
!

７五芳斋在原有的粽子品种上做文章，从最初的几种粽子发展到现在的上百
种；Ａ６

!

８瑞蚨祥将旗袍的传统大襟改成了斜襟，更适合作晚礼服
品类创新、设计改良

Ａ７
!

８老凤祥把３Ｄ打印技术用于珠宝首饰，这种创新让我对它有了全新的认识；
Ａ５

!

１１汾酒集团建立有机原料基地，培育酿酒专用的优质高粱种子
新技术应用、原料升级

Ａ９
!

１２很多时候利益会驱使人们做出一些违背道义的事情，但老字号不一样，当
道义和利益发生冲突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道义

伦理坚守、道义优先

Ａ５
!

１０同仁堂在东南亚及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分店，将中国传统医药文
化介绍给世界，积极塑造国家形象，体现了其深厚的爱国精神

国家忠诚、爱国精神

Ａ９
!

９老字号不仅追求商业成功，更关注社会贡献，多年来全聚德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敬老、暖心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服务、社区关怀

注：受限于篇幅，本研究仅列出部分示例。

２．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作为资料分析的第二步，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对所得到的不同范畴根据逻辑建

立关系，进一步抽象出主范畴的过程。本文对开放式编码所形成的１６个范畴间的潜在联系进行了
深入分析，最终总结归纳为５个主范畴（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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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开放式编码概念化、范畴化与主轴编码结果

主轴编码 范畴 概念

历史感知

历史悠久 历史认证、品牌溯源

历史记忆 名人故事、创始人故事

历史韧性 历史锤炼、岁月坚守

怀旧情怀 人际怀旧、文化怀旧、个人怀旧

文脉薪传

经商之道 独特技艺、品质保证、匠心独运

民族文化 民族情感、民族精神

家文化 号训／号规、祖训、家族精神／智慧

地缘烙印

地域形象 知名度、信誉度、美誉度

地域习俗 地方特色、民俗文化、节日象征

地域资源 原材料资源、环境塑造、地方工艺

守正创新

文化迭代 文化积淀、文化传播

产品升级 产品品类、产品设计、产品包装

技艺更新 引入新技术、改进原料、优化流程

使命担当

道德坚守 义利并重、以和为贵

爱国情操 忠于国家、家国大义

社会贡献 商以富国、造福于民

３．选择性编码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本研究通过对历史感知、文脉薪传、地缘烙印、守正创新及使命担当五个主

范畴进行持续比较与理论归纳，系统梳理了其内在关联与结构特征。研究发现，五个维度分别从时

间根基、文化内核、空间特质、发展动能与价值导向出发，共同构成一个多维度、并列协同的解释框

架。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系统性地塑造了老字号品牌的整体形象与身份认同。基于此，

本研究构建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概念模型（如图１所示），该模型表明，老字号品牌族性并非单一要
素所能概括，而是上述五个维度有机整合、协同作用的结果。

需补充说明的是，根据２０２３年商务部等５部门发布的《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中华
老字号企业须具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基本条件。因此，国产身份在此被视为老字

号企业的固有属性，而不作为衡量其品牌族性程度的判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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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老字号品牌族性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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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检验理论饱和度（储德平等，２０２１），本研究在初步完成对２８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分析后，招

募了８位符合前述甄别标准的消费者进行深度访谈。对新增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后发现，未产生新
的概念和范畴，且原有范畴内部也未出现新的特征维度。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提出的老字号品牌

族性模型在理论上已达到饱和。

（五）维度讨论

基于扎根分析，本研究提炼出老字号品牌族性的五个核心维度，以下将阐述其理论内涵与典型

特征。

１．历史感知
历史感知是老字号品牌族性的时间根基，涵盖历史悠久、历史记忆、历史韧性与怀旧情怀四个

方面。其一，历史悠久是老字号品牌存在与发展的基石，赋予其古老韵味与独特魅力（余可发和金

明星，２０２２），比如“益源庆”始创于１３７７年。其二，历史记忆体现为品牌在发展历程中积淀的叙事，
这些故事植根于日常生活并传递“真善美”的价值观（李园园等，２０２３）。其三，历史韧性指品牌在漫
长岁月中坚守技艺与文化内核、历经挑战而屹立不倒的顽强生命力，例如同仁堂历经无数风雨仍恪

守“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祖训。其四，怀旧情怀源于品牌自身丰富且可供加工的怀旧元素，使其

成为消费者情感寄托与回忆的载体。

２．文脉薪传
文脉薪传是老字号品牌族性的文化内核，包含经商之道、民族文化与家文化。其一，经商之道

源于中国传统商业思想，是品牌在长期经营实践中凝练的智慧结晶（徐星美和权小锋，２０２２），如“货
真价实、童叟无欺”所体现的诚信精神与“匠心独运”所代表的技艺追求。其二，老字号深植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王德胜等，２０２１）。其三，家文化体现了老字号
在家族或师徒传承中对家族智慧与精神的坚守，如荣欣堂的号规号训与汾酒的酿造祖训，均是几代

人精神文化遗产的具象化凝结。

３．地缘烙印
地缘烙印是老字号品牌族性的特色维度，揭示了老字号与其发源地域的深刻联结，体现在地域

形象、地域习俗与地域资源三个方面。其一，地域形象指老字号作为地方共同记忆与文化符号，在

特定区域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与认同，例如宁化府在山西本土市场具有远超其他地区的认知度与接

受度。其二，地域习俗为老字号注入了鲜明的文化个性，其产品或服务常与地方生活方式和节庆礼

仪紧密相连，如广东早茶习俗孕育了陶陶居、荣华楼等品牌。其三，地域资源构成了老字号产品独

特性的物质基础（李园园等，２０２３），其品质高度依赖于产地的自然条件与原料，如王致和腐乳的独
特风味即得益于北京地区特有的温湿气候条件。

４．守正创新
守正创新是老字号品牌族性的发展维度，体现了老字号在传承中谋求发展的辩证精神，由文化

迭代、产品升级与技艺更新构成。其一，文化迭代要求品牌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同时，融合时代精神

以构建面向未来的文化新形态（刘海兵等，２０１９）。其二，产品升级体现为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
上，对产品品类、设计及包装进行现代化改造，从而延续经典价值并注入新生命力，如瑞蚨祥改良旗

袍款式、推出环保包装。其三，技艺更新指在尊重传统工艺的前提下，通过引入新技术、优化原料与

流程，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以巩固竞争优势并推动可持续发展（李园园等，２０２２）。
５．使命担当
使命担当是老字号品牌族性的价值维度，包括道德坚守、爱国情操和社会贡献三个层次。其

一，道德坚守是对传统商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的持久践行，表现为在利益与道义冲突时坚守原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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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拒绝为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发展。其二，爱国情操体现在关乎民族大义的关键时刻所展现出的忠

诚与担当，如张裕酿酒公司在抗战时期拒绝与日军合作所彰显的民族气节。其三，社会贡献指品牌

通过商业活动促进经济发展，并借助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以此彰显社会担当，如桂发祥通过改

制重组与技术创新为地方经济作出贡献。

四、老字号品牌族性量表开发的定量研究

（一）量表编制

本研究严格遵循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１９７９）的量表开发范式，系统构建老字号品牌族性测量工具。首先，
基于前期扎根理论分析所提炼的５个核心维度与１６个子维度，结合访谈与二手资料编码内容，经研
究团队多轮讨论后初步拟定４２个测量题项。随后，邀请三位老字号品牌研究领域教授与两位博士
生组成专家小组，对题项进行专业评审，从匹配度、语义清晰度与重复性等角度提出修改意见。经

团队研讨，删除６项语义模糊或重叠题项，优化其余表述，形成３６项初始量表。最后，为进一步提升
题项的可理解性，另招募２５名熟悉老字号的消费者对题项进行评估，根据反馈微调２项表述并删除
４项存在歧义的题项，最终保留３２项用于后续因子分析。

（二）量表测量

１．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来探究老字号品牌族性的内在构成。在问卷发放环节，采用线

上与线下两种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２４５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２６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２．２４％。其中，
线上３５份，线下１９１份；女性占５５．７５％；年龄在１８—２５岁、２６—３５岁、３６—４５岁和４６岁及以上者
各占１１．５１％、３１．８６％、３４．５１％和２２．１２％；职业性质为学生、政府及事业单位、个体或私营、企业和
其他，各占７．０８％、１９．１２％、１６．８１％、３９．０３％和１７．９６％。

首先，对正式收集到的有效问卷进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和 ＫＭＯ检验，分析结果表明，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
形度检验的卡方值为５６６１．７６３，ｐ＜０．００１，ＫＭＯ值为０．８７０，说明可以对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处理。
首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极大旋转法进行分析，共提取８个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７７．４４％。随后，
遵循严谨的纯化标准（王新刚等，２０２４），删除因子载荷低于０．６、共同度低于０．６、在两个及以上因
子上交叉负荷超过０．４的题项。这一过程严格以扎根理论得出的五维结构为指导，被删除题项主要
源于三类理论上的不匹配：（１）概念模糊，无法特异性地归属某一维度。例如，题项“该老字号给我
一种亲切感和熟悉感”，同时涉及历史感知与地缘烙印，导致维度边界不清。（２）表述抽象或综合性
过强，导致理论上的多维归属。例如，题项“该老字号产品的核心价值源于其家族世代传承的智慧

与精神”，同时触及文脉薪传与历史感知，易引起因子交叉。（３）测量层次错位，测量的是消费者的
行为意图或外部评价，而非品牌的内在特质。例如，题项“我身边的人对该老字号普遍持有信任和

赞赏的态度”，更接近品牌声誉而非族性本身。

经过筛选，保留其中 ２０个初始题项，重新进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和 ＫＭＯ检验，卡方值为
２７１０３５４，ｐ＜０．０００１，ＫＭＯ值为０．８７１。随后，重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极大旋转法进行分析，结果
如表５所示。共提取出５个因子，最小因子载荷为０．６０９，累积解释方差达７１．７％，高于６０％，说明
各项指标和因子载荷均表现良好，因子结构较为理想。

本研究进行了可靠性分析，结果显示：量表总体的克朗巴赫系数为０．８８６，历史感知、文脉薪传、
地缘烙印、守正创新和使命担当的克朗巴赫系数分别为０．８２９、０．７４８、０．９０９、０．９２４和０．８５２，均高于
０．７，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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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题项
历史

感知

文脉

薪传

地缘

烙印

守正

创新

使命

担当

该老字号品牌创立时间很早，历史悠久 ０．８３２
我能说出该老字号创始人或发展历程中的一两个经典故事 ０．７８１
即使历经战争、社会动荡或经济危机，该老字号也从未停止经营 ０．８２２
该老字号的产品能勾起我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０．８０５
该老字号始终坚持货真价实，诚信经营 ０．７６１
该老字号拥有独特且难以模仿的核心技艺或秘方 ０．６０９
该老字号的产品包装或门店设计体现了典型的中国风格 ０．７５３
该老字号至今仍在企业经营中遵循创始时的古训或店规 ０．８０５
在该老字号发源地或主要经营地，它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 ０．７３９
该老字号的产品承载了其所在地区的独特生活方式 ０．８５８
该老字号的产品常被当地人用于传统节庆或礼仪活动 ０．８４０
该老字号产品的独特品质得益于其产地特有的自然条件或原料 ０．７７９
该老字号在品牌传播中巧妙融合经典文化与现代潮流 ０．７９４
该老字号新开发的产品在功能或健康方面符合现代需求 ０．８６２
该老字号的新包装或设计更符合当代审美 ０．８３０
该老字号在生产中引入现代设备或技术，提升品质与效率 ０．７８９
我相信在面临诱惑时，该老字号会坚守商业道德底线 ０．８０６
在国家需要时，该老字号展现出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与忠诚 ０．７４４
该老字号为当地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０．７５５
该老字号长期投身教育、环保、社区服务等公益事业 ０．７８８

２．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采用２０个题项的老字号品牌族性量表，并基于定性研究结果，选取了狗不理、宁

化府、同仁堂、荣欣堂、冠云、全聚德、六味斋、鑫炳记、杏花村汾酒、广誉远、稻香村、桂发祥、老美华、

泥人张、瑞蚨祥１５个被提及最多的老字号品牌，要求每位被试仅对一个老字号品牌进行评价。问卷
的正式发放仍通过网络随机和街头拦截两种方式有偿地进行，共回收问卷３６５份，经过筛选和整理，
剔除那些因随意作答、对研究对象不熟悉等不符合研究要求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３２９份，有效
回收率为９０．１４％。

本研究遵循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 Ｇｅｒｂｉｎｇ（１９８８）提出的建议，旨在检验五维度结构模型的有效性。为
此，选取老字号品牌族性的一阶五因素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并构建了单因素、三因素、四因素以及二

阶五因素模型等竞争模型，以进行对比分析。通过采用结构方程软件 ＡＭＯＳ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
处理，分析结果表明（如表６所示），基准模型在各项拟合指标上均优于其他一阶模型，证实了一阶
五因素模型具有较高的适配度。基于此，本研究认为老字号品牌族性划分为历史感知、文脉薪传、

地缘烙印、守正创新、使命担当５个维度是合适的。
表６　模型拟合度检验

模型
!

２ ｄｆ
!

２／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ＮＦＩ ＣＦＩ ＴＬＩ
单因素模型 ３１９５．８８６ １７０ １８．７９９ ０．２３３ ０．４０６ ０．４９４ ０．５０６ ０．４４８
三因素模型 ２６０７．３６２ １７０ １５．３３７ ０．２０９ ０．５０９ ０．５８７ ０．６０２ ０．５５５
四因素模型 １７７２．６６４ １７０ １０．４２７ ０．１７０ ０．６０７ ０．７１９ ０．７３８ ０．７０７

二阶五因素模型 ４６２．９１３ １６５ ２．８２６ ０．０７４ ０．８８３ ０．９２７ ０．９５１ ０．９４４
基准模型 ３２４．０２２ １５７ ２．０６４ ０．０５７ ０．９１５ ０．９４９ ０．９７３ ０．９６７

注：四因素模型合并了守正创新和使命担当；三因素模型分别合并了历史感知和文脉薪传，守正创新和使命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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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阶五因素模型中，各测量题项在相应因子上的负荷介于０．８４３到０．９０７之间，二阶因素与
一阶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范围为０．６３６到０．７７９。因此，可以确定老字号品牌族性的结构由历史感
知、文脉薪传、地缘烙印、守正创新和使命担当５个一阶因素构成，呈现出二阶结构的特征①。

通过表７可以看出，５个维度的组合信度系数ＣＲ值均满足大于０．６的标准，表明本研究构建的
老字号品牌族性量表具备良好的信度。平均提取方差（ＡＶＥ）也均超过０．５的标准，且 ＡＶＥ的平方
根值均高于该因子与其他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具有较强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

表７　各因子的相关系数、ＣＲ值和ＡＶＥ值

维度 历史感知 文脉薪传 地缘烙印 守正创新 使命担当

历史感知 （０．８７３）
文脉薪传 ０．４５０ （０．８８３）
地缘烙印 ０．５６３ ０．７１３ （０．８７１）
守正创新 ０．６７９ ０．４０９ ０．４７３ （０．８７７）
使命担当 ０．５１０ ０．４１７ ０．４５６ ０．５０４ （０．８８７）
ＡＶＥ值 ０．７６３ ０．７８０ ０．７５９ ０．７７０ ０．７８６
ＣＲ值 ０．９２８ ０．９３４ ０．９２７ ０．９３０ ０．９３６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对老字号品牌族性的定性研究结果，严格遵循量表开发的科学程序，最

终构建了包含２０个条目的测量量表。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工
具支持。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中国情境下品牌族性的多维度构建与量表开发研究，本文结合社会身份理论与意义建构

理论，针对老字号品牌的独特现实情况进行了系统探索。首先，通过扎根理论对老字号品牌族性的

多层次维度进行识别和提炼，形成了由５个二级维度，分别为历史感知、文脉薪传、地缘烙印、守正创
新、使命担当，和１６个一级维度构成的结构模型，全面而系统地揭示了老字号品牌族性的多维内涵。
其次，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本研究遵循量表开发的标准化流程，针对老字号品牌族性的５
个维度，开发了一套包含２０个测量题项的量表，为学界后续开展老字号品牌族性的实证研究提供了
可操作化测量工具。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实现了研究对象的专化与理论框架的情境化重构，突破了品牌族性理论在特定品牌族群

中的解释边界。与王新刚等（２０２４）针对广义本土品牌构建的、聚焦宏观身份认同的五维模型不同，
本研究首次深度聚焦于老字号品牌，揭示其族性认同根植于长期历史实践形成的文化底蕴与价值

体系，而非外部政治标签。由此构建的“历史感知”“文脉薪传”“地缘烙印”“守正创新”及“使命担

当”五维框架，融合了历史性、文化性、地域性、发展性与伦理性，将品牌族性理论的应用情境从宏观

身份认同拓展至历史文化实践领域。

其二，深化了品牌族性的动态性理解，推动了理论范式从静态身份标签向动态实践建构的转

变。现有研究多将品牌族性视为静态的身份标签或文化联想（Ｐｈａｕ和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２０００；王新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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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本研究则通过“历史感知”“文脉薪传”“地缘烙印”等维度，将其置于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的
动态过程中，强调其是在与消费者、地域及社会的长期互动中持续建构的实践认同。特别是“守正

创新”维度，精准刻画了老字号传承与创新的辩证逻辑，揭示了现有理论未能涵盖的老字号特有发

展哲学。这一范式转变，为理解品牌如何通过日常实践构建深层次文化认同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其三，开发了首套针对老字号品牌族性的专用测量量表，实现了从概念构建到实证检验的跨

越。相较于王新刚等（２０２４）测量广义本土品牌身份归属的量表，本研究开发的２０题项量表聚焦于
老字号在历史实践与文化积淀上的深度与认同度，具有更高的情境针对性与解释力。该量表不仅为

学界开展老字号品牌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靠工具，也为企业诊断自身族性特质、制定以文化传承为核

心的品牌战略提供了可操作化的管理依据，推动了该领域研究从现象描述向科学测量的范式转型。

（三）管理启示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品牌管理实践角度提出以下建议，以促进老字号品牌族性的传承与

发展：

其一，深化历史叙事建构，夯实品牌认同根基。企业应系统梳理品牌重大事件与人物轶事，通

过口述史采集与档案数字化构建多维叙事体系，并结合经典产品复刻、怀旧文化 ＩＰ联动等方式，增
强消费者的历史感知与情感共鸣。政府可依托文化产业政策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开展历史文

献整理与修复，并将老字号纳入地方文化旅游体系，强化其作为历史记忆载体的公共认知。

其二，推动文化基因的现代转化，实现文脉活态传承。企业应积极运用短视频、沉浸式工坊等

传播方式，展示传统工艺与经营哲学，并将民族美学元素与家族精神融入品牌视觉系统与文化建

设，塑造具有文化认同的品牌价值观。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荣誉认定等措施，鼓励企业参与非遗

保护与工匠培养，促进传统文化在现代商业环境中的活化再生。

其三，嵌入地域文化网络，塑造差异化优势。企业应在产品开发与营销中突出地域元素，积极

参与地方节庆与民俗活动，并通过地域限定产品强化消费者的地理认同。政府应在区域品牌与旅

游规划中整合老字号资源，推动建设老字号文化街区或主题线路，使其成为地方文化名片，实现品

牌与区域发展的良性互动。

其四，建立传统与创新协同机制，增强品牌发展动能。企业应设立传统工艺保护中心与现代研

发部门双轨并行的创新机制，在传承古法技艺的同时，积极开发符合现代消费趋势的产品与体验。

政府可搭建产学研平台，引入科技与设计资源，并通过研发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企业创新成

本，为品牌注入持续动力。

其五，提升社会责任沟通效能，强化品牌价值共鸣。企业应将社会责任实践有机融入品牌传

播，通过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参与公益项目等方式，与消费者建立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情感连接。政

府可在公共采购与品牌评优中纳入社会责任评价指标，对表现优异者给予倾斜支持，树立具有示范

效应的行业标杆。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遵循了严谨的规范和标准，但仍存在改进空间。在样本地域覆盖方面，访谈对象主

要来自山西、北京和天津等北方地区，可能影响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扩大地理范围，增强样

本代表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扎根理论分析难以完全避免研究者主观影响。后续研究可引入定性

分析软件，提升编码过程的客观性。在研究深度方面，本文虽开发并验证了品牌族性量表，但仅是

初步探索。未来可基于此量表进一步探究品牌族性对提升老字号活力与竞争力的作用机制，拓展

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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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
———第二十八次全国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史　浩　戴小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

动、供给和需求协同发力。推动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的经济发展新格局，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２０—２２
日，由（中国）消费经济学会、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工商大学主办的（中国）消费经济学会２０２５年
年会暨第二十八次全国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会议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企业界的１８０多位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与会代表围绕“大力提
振消费，扩大国内需求”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为推动消费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与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

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目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较高水平，而最

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也稳定在高区间。卓志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尽管历经多重挑战，但内需已成

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性支撑，消费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党的二十届四中

全会明确提出实现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内需是增强国内大循环的

关键步骤，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战略。因此，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是实现这一发展模式的重要环

节。王裕国强调，消费不仅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手段，还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人文价值，能

够促进身体素质和认知能力的提升。明确将消费认定为内生增长的主动力，既能弥补民生和消费

需求的不足，也是促进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

尽管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居民消费提升仍面临挑战。臧旭恒指出，我国居民消费率

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提升居民消费率不仅是经济政策的重要任务，更是推动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刘长庚总结道，消费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密切相关，只有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

才能有效促进消费的基础性作用，确保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他主张，消费作为国民经济循环的起

点，是推动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的战略性变量，通过协调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发挥

消费对经济社会整体的牵引作用。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是实现多重经济发展目标的

有效途径。汪伟强调，扩大民生支出、健全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不仅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也能够有效拉动消费需求，可以帮助我国在短期内走出消费低迷的局面，并在长期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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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毛中根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指出，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显示出巨

大的提升潜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在“十五五”时期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这一目标的实现

需要政策推动与市场活力的结合。王强东研究员指出，消费引领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消

费大国就没有发达强国。他认为，通过促进消费的持续增长，能够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力，同时

提升国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是实现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基础性工程。增强居民消费

能力的根本在于提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当前，我国消费潜力释放受限于居民收入在国

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卓志认为，必须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

一个有效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政策措施应精准，将惠民生与促进消费紧密结合，为居民收入的增

加提供持续动力。王裕国提出，居民消费领域亟待解决两个重要任务：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

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以改善居民预期，提升消费率。他强调，执行补偿居民收

入“两次分配”欠账的任务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实质性调整国家、企业与个

人的收入比例，增强居民的消费购买力，让居民能够更好地满足生活需求。

可持续的消费能力提升不仅要提高收入水平，还要减小收入分配差距。臧旭恒指出，消费能力

的提升应以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为基础，缓解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大力提振

消费需要将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相结合，特别是长期政策应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持续提升居民收

入，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二是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并稳定预期，恢复消费者信心；三是优化消费环

境，营造良好的消费市场。

为了有效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结合惠民生与促消费的多重策略尤为重要。汪伟指出，稳就业政

策不仅能直接提升居民收入，还能带动整体市场的繁荣，形成经济良性循环，从而为提升消费活力

注入积极因素。毛中根提出，我国居民消费率不足的原因之一在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明显低于发

达国家水平，且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也明显偏低。提升消费能力必须关注整体收入分配结构，采

取有效政策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推动消费提升，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地方政府投资也与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密切相关。韩雷强调，地方政府投资通过创造就业机会

直接提高居民收入，激发消费能力，形成投资、就业、收入与消费的良性循环机制。他指出，政府应

加大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投资，更好地推动经济整体发展。在消费结构多元化方面，刘娜研究了

早期经历对银发群体消费的长期影响，认为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应旨在增强消费的多元化，对经历

困难时期的老年人来说更应如此。

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需良性互动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通过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新需

求，实现供需之间的动态平衡。卓志认为，当前消费潜力释放的障碍之一在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

的不匹配，只有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才能推

动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供需的良性互动，需从优化供给结构入手，以确保供给能够更有效地满足

消费需求。应从拓展增量、深挖存量、细分市场和场景赋能四方面协同发力，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

配性。在这一过程中，应加速新技术、新模式的创新及应用，提升供给的多样性和质量，深挖绿色、

健康及农村等消费领域的潜力，推动高效能消费品的研发，以适应消费者日益变化的需求。杨继瑞

深刻分析了预制菜产业在“十五五”期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他指出，预制菜已成为连接农业、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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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与餐饮消费的关键环节，其市场规模正迅速扩张，预计将迎来万亿级的新蓝海。为确保预制菜

市场发展的秩序和食品安全，要强化全链条监管，推动产品供给创新和完善冷链物流体系。

提振消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任务。唐未兵指出，必须从提升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意愿

及完善长效机制三个维度出发来实施。他强调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稳定收入

预期，增加有效供给，并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以提升消费者信心，实现供需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健

康消费背景下，洪涛强调绿色有机食品供应的重要性，认为推动消费向“健康”方向转变，能够改善

人们的生活质量，将新供给与新需求有效结合。他提出通过开展“体重管理年”活动，构建个人、家

庭和社会三级联动机制，推动健康消费落到实处，实现“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目标。邹红分析了财政
补贴政策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作用，认为通过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能够增强市场竞争和企业降价的

动力。她提到，每投入１元的财政补贴，便能产出约１．５元—２．３元的额外收益，这表明优化补贴结
构、强化中央与地方企业合作将更有效地推动供需之间的互动。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需良性互动，是实现消费潜力释放的关键所在。需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把握消费升级趋势，加快供给创新步伐，进一步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以更

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构建一个适应新发展格局的经济环境提供强大支撑。

四、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与优化消费环境

培育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是适应消费升级趋势的重要举措。卓志

指出，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成为消费发展的新

趋势。必须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加快新型消费的培育，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以激发消费

潜力和推动经济发展。在实际操作中，需完善促进消费的制度机制，通过落实带薪休假等政策，保

障居民的休息与消费权益，进一步扩大节假日消费。要营造一个放心的消费环境，开展消费投诉信

息公示活动，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从而确保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信任感。改善城乡消费设施，

推进县域商业建设，是优化社区消费环境、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的必要举措。

从文化视角看，王裕国提出培育新型消费文化的重要性。文化旅游消费和数字智能消费是人

文价值的体现，能够满足人们对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需求。形成以绿色、低碳、健康和理性消费

为基本特征的消费文化，不仅能够提升消费者的参与感、满意度，还会促进消费市场的全面发展。

尹向东指出，新消费时代的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正在经历革命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新兴消

费领域：网络消费、新能源汽车消费、新型休闲消费、新智能消费以及消费服务。他强调，这一新消

费时代的到来要求更好地实现技术与文化的创新互动，推动居民消费走向更高品质和更高效用。

文旅消费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田学斌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强调要依托区域文化的相通与资

源的互补，推进文旅消费的协同发展。然而，当前京津冀文旅消费也面临政策协调滞后、特色产品

供给不足等挑战。要以协同化、精准化、数字化为核心，通过顶层设计以及产品创新，提升文旅消费

的整体体验与吸引力，以抓住发展机遇。高波强调数字技术在推动绿色消费升级中的关键作用。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绿色消费提供了新的动力，可以实现对绿色产品的精准识别和引导。应充

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推动绿色供应链的透明管理，以促进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在消费发展的实务层面，长沙和温州的实践探索为培育新业态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杨志仁介

绍，在新消费浪潮下，长沙市通过建立多方协同机制，引进众多首店，显著提升了夜间消费的比重。

张建东则表示，温州市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推进“六化”升级，致力于打造首发经济和服务场景的

消费新高地，激活潜在的市场需求。

（责任编辑：湘潭大学　张磊；责任校对：湘潭大学　姚海琼）

０４１

史　浩等　推动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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